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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具有支撑性作用的学科，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必须深刻理

解和贯彻“两个结合”。 在新闻学领域，“两个结合”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闻学与近现代中国

新闻业具体实践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扎

根中国具体实际、扎根中华历史文化的内在要求。构建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在贯彻“两个结合”的根

本要求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开掘中国新闻实践史的丰富内涵、立足新闻实践探索新闻学概念

体系和问题体系。

关键词　习近平文化思想；两个结合；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特色新闻学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王润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 100872；孙帆，中国人民大学新

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之一，是中国

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形成的宝贵经验和规律性认识的凝练

总结，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重要遵循和方法路径。对于新闻学领

域而言，厘清和阐释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闻学如何与近现代中国新闻业具

体实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推动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对于彰显新闻学知识体系自主性、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地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具有重要意义。

一、前提省思：近代报人调适“西学”与本土化探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体现在其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和借鉴上。

作为一种文化形式，近代新闻业最早被西方人士带入中国，在马克思主义尚

未系统传入中国和被纳入我国新闻学知识体系之前，近代报人群体就开始了

立足中国新闻业具体实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尝

试。这种尝试通过两种路径展开：一是吸纳借鉴欧美、日本等西方新闻学知

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本土化调适；二是开展国人自办报刊的实践，并在其

中总结和探索办报经验和规律。虽然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尚未系统地在国内

广泛传播，但中国文人独立于西方新闻学的文化自觉意识，对于新闻学自主

知识构建的肇始而言则是一种必要的前提。

“两个结合”与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1）

王润泽　孙帆

1）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媒介变迁、交往革命与人的现代化”
（23AXW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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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新闻纸及新闻学传入中国后，近代报

人并非囿于西学，而是对其进行了本土化调适

与探索。中国早期报人具有西学背景的不在少

数，但国人并非对西方新闻学知识全盘吸收照

搬，正如 1919 年徐宝璜的《新闻学》序言中所

明示的那样——“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

少”，但同时注意到“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

做出了立足中国自身特色的“为西方学者所未

言及者” 的探索 [1]。他们并没有全盘接受现代

西方新闻业诞生发展的内在逻辑——全球市场经

济发展的需要，而是更加关注当时中国所处国

际环境和中华民族面临的困境，期待以新闻传

播拯救民族危亡，因此中国新闻业和新闻学的

知识逻辑更偏向于政治性。

基于此，国人在自办报刊的实践中开凿出

中国新闻学由用到体，由经验到理论的通路。

19 世纪 70 年代，随着汉口、香港、上海、广州

等地踊跃创办报刊，报纸功能和办报规律的探

讨也逐渐增多。例如，1872 年《申报》发表的

《邸报别于新报论》提出邸报“但传朝廷之政

事，不录闾里之琐屑”，而西洋报则“上自朝

廷，下及闾里”[2]，看到了两类报刊内容上的不

同；1876 年《万国公报》发表的《总论新闻纸

有十益说》提出“其纪事剀切详明，褒则可褒，

贬则可贬，行三代之直道”[3] 等报业功能视角

的观点。以王韬、郑观应为代表的早期改良派，

不仅就报纸文风、编辑、报业规范发展等实务

问题进行了经验总结和探讨，还阐发了报纸对

推动社会变革实现变法图强的功能和意义。梁

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提出“有助耳

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

也”[4]，深度绑定新闻事业与国家治理、社会进

步的联系，成为早期中国新闻学的重要观念。

早期新闻学者不仅吸纳外来新闻学知识，而且

在自身扎根中国新闻实践的基础上归纳和提炼

经验性认识，并突破前人以报章为主的较为零

散的论述形式，通过出版专著、创办专刊，较

为系统地初步建构起中国新闻学知识体系的实

务、历史和理论三大向度。1922 年，任白涛在《应

用新闻学》中申明新闻应当作为一门科学的研

究志趣，“学术昌明之现世，凡触于吾人官能者，

无一非研究之对象。故使命重大组织复杂之报

纸，亦应人类之需要，及贤哲研究之结果，遂

于科学位置中，特占一席焉”[5]。次年邵飘萍在《实

际应用新闻学》中提出新闻本位原则，申明“世

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纽斯（News）为

本 位’ 之 原 则” [6]。1927 年， 戈 公 振 在《 中 国

报学史》中赓续我国传统借用“耳目喉舌”身

体意象论述报刊作用的理路，将报纸比作血液，

“夫社会为有机体之组织，报纸之于社会，犹

人类维持生命之血，血行停滞，则立陷于死状；

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识无由见，而社会不能

存在”[7]，更为形象地锚定了新闻在社会各领域

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民国时期的新闻学者，

在近代学科意识勃兴和学制分科建设的背景下，

为夯实新闻学作为学科的合法性基础做出了重

要贡献。中国人对新闻学科立足中国实际、中

国特色、中国根基的意识，从始一直存在。

二、“第一个结合”与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

践演进

“第一个结合”在新闻学领域表现为马克

思主义指导下的新闻学与近现代中国新闻业具

体实践相结合，集中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马

克思主义通过新闻媒体的传播而促进党的组织

创立，发展、指导工人运动和革命事业；二是

根据马克思主义指导新闻实践并回答和解释实

践中出现的问题，明确无产阶级新闻学的价值

取向和立场观点。这一历程肇始于“办报建党”

中党报的组织原则和纪律的确立，并贯穿于中

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的始终，在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为党的新闻理论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进一步发挥了全方位推进新闻事

业体系化建设和新闻学体系化建构的作用。

（一）“办报建党”中党报的组织原则和

纪律

列宁认为“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

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8]，中国共

产党贯彻列宁“办报 - 建党”的方针，“党管媒体”

原则自“办报建党”之际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党

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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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闻事业基因之一，并经过实践检验和历史

积淀始终伴随党的新闻事业发展，至今仍是指

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重要原则之一。

党的早期领导人在党的宣传活动本质、宗

旨和原则等方面，先是积极借鉴、习得苏俄的

经验，尤其是继承和发扬了“党对党报的绝对

领导”这一与资产阶级新闻业完全不同的原则。

列宁系统论述了党的出版物的党性原则，将其

复制推广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1920 年以来，

共产国际代表来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苏

俄经验带入中国，共产国际二大将世界革命的

战略重心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指导

和帮助党的早期组织践行“办报建党” [9]。1920

年 5 月，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上海成立，当时

成员在通过《新青年》《星期评论》等报刊翻

译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历程中，“觉得只做宣传、

研究工作是不够的，有学习布尔什维克的作风，

建立严密的组织的必要”[10]。1920 年 8 月，蔡

和森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应组织一个了

解主义的‘研究宣传团体’，出版‘一种有力

的出版物’”，同时指出，“党的组织为极集

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党的最高

机关为中央委员会”“无论报纸、议院、团体

以及各种运动，绝对受中央委员会的指挥和监

督”[11]。《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明确规定：

“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

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12] 中共二大通过《中

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明确接受第

三国际的加入条件，其中一条即“一切定期的

或其他的报纸与出版物，须完全服从党的中央

委员会”[13]。党的早期活动经费，主要是来自

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 [14]，从组织、纪律、宗

旨等方面遵循苏俄列宁党报原则成为中国共产

党早期新闻事业的底色。

党对党报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在党的新闻

事业创立之始便得到确立并不断完善，体现了

党对新闻事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建设的高度重

视。1920 年 11 月 7 日，中共上海发起组创办《共

产党》月刊。为了组织的安全，党的早期组织

成员发表文章不署真实姓名，陈独秀以“TS”

为笔名，李达以“胡炎”“江春”为笔名，李

汉俊则以“汗”“均”为笔名 [15]。党的一大前，

《共产党》月刊起到了思想和组织上联结各地

党的早期组织的作用，得到时在湖南的毛泽东

高度赞誉——“上海出的《共产党》，……颇不

愧‘旗帜鲜明’四字”[16]。党的早期中央机构

设置中，新闻宣传一直是重中之重，是党的中

心工作之所在，其先后设立了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

等新闻管理机构，党的高层领导直接负责党的

报刊管理和参与日常工作。例如，陈独秀、李

大钊、蔡和森、彭述之等中共早期高级领导就

曾亲自管理和审阅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个公

开发行的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乃至亲

自编辑撰稿，坚定不移地根据党中央的决策精

神对刊发稿件严格把关。

在“办报建党”之际，党的早期领导者就

已开始探索怎样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

相结合，从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瞿秋白在

建党之前赴苏俄之际说道，“我要求改变环境：

去 发 展 个 性， 求 一 个‘ 中 国 问 题’ 的 相 当 解

决”[17]，注意从“个性”出发探索中国的进路。

党的一大将“成立产业工会”作为党的基本任

务 [18]，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创办《劳动

周刊》作为其机关刊物，“专门本着中国劳动

组合书记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19]，和一批

工人刊物为实现组织工会的任务发挥了重要作

用。1922 年 1 月，李大钊、邓中夏支持创立的《先

驱》在创刊号中提出本刊的第一任务是努力研

究中国的客观实际情形，而求得一个最合宜的

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方案。李大钊不仅是传播

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也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运用到新闻学分析中的先驱者。他认为“新

闻事业，是一种活的社会事业”，他将新闻定

义为“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

指出应在国民运动中“以尽指导群众，而为国

民的宣传的责任”[20]。

（二）党的新闻理论重要概念和理念基础

奠定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毛泽东在党

《新闻界》ISSN 1007-2438  2025 年第 1 期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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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

国化”的重大命题后，党对新闻事业实践中的

若干基本概念和重大问题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

义理论为指导进行阐发，完善了报纸的阶级性，

党报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原则，

全党办报思想和关于新闻真实的认识等观念和

理论，为党的新闻理论系统化创新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和红军

的新闻传播事业在极其困难的状态下，采取报

刊、布告、墙报等多种形式开展宣传动员。毛

泽东将宣传工作视为“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21]，

在党的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红色中华》《青

年实话》《红星报》等采用贴近群众的表达形

式和通俗简明的文风，传播党的理论和政策，

如《红色中华》利用图像通过对女性、青少年、

旗帜等意象与报道之间形成互文，吸引群众参

与“扩红”运动 [22]。共产党员和左翼报人尝试

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价值立场出发，结合

中国新闻业具体实践探索构建新闻学知识体系。

瞿秋白、邓中夏参与指导的第一个研究无产阶

级新闻学的学术社团——中国新闻学研究会批判

地指出彼时“接受那无补于中国的实需的纯资

本主义化的报业教育”的局限，提出了“新闻

的发生，是依据于社会生活的需要；社会生活

的整体，是基于被压迫的广大的万万千千的社

会群众”[23] 等诸多观点。左翼新闻记者联盟将“建

立探讨普罗利他列亚的新闻学与新闻事业之基

础理论”[24] 作为任务和纲领。

党的新闻理论重要概念和理念基础的奠定，

是以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日报》改版为主要标志，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实现的。1942 年 4 月 1 日，

《解放日报》发表改版社论，在反思既往存在

的轻视根据地生活、忽略政策执行反馈和文风

枯燥等问题的基础上，指出“要使我们整个篇

幅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

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这样来贯彻我们报纸的

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 [25]。此后发

表的一系列社论与文章，实现了党报的党性、

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原则以及“全党办报”

等一系列中共党报理论的重要概念和理念的确

立。1943 年 9 月 1 日，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

闻学的基本观点》在《解放日报》发表，所阐

发的“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

道”[26]，至今仍有被广为接受的理论解释效力。

作为党在抗战时期城市办报的典型，《新华日报》

进行了以“增强党性”为核心的整风改版，并

在国统区的特殊背景下延续灵活适应城市环境、

尊重新闻客观规律的办报模式。1944 年 3 月，

毛泽东要求全党学会办报这一新的工作方式，在

总结墙报经验的基础上，阐发“全党办报”的

思想：“这样来办报，全边区可以有千把种报纸，

这叫作全党办报。一个机关也可以办报，党员

非党员都可以参加，这叫作党与非党联盟。”[27]

抗战胜利以后，党支持国统区新闻出版界

进行拒检运动，《新华日报》发表《为笔的解

放而斗争》一文，指出国民党的新闻政策 “在

老百姓中间造成了‘报纸上的话靠不住’的印

象”，号召记者反对国民党新闻政策 [28]，是党

报战斗性原则的充分体现。在解放区，由《晋

绥日报》掀起展开的反“客里空”运动，深化

了无产阶级新闻学关于新闻真实的认识。反“客

里空”运动是在解放区土地改革的背景下发生

的，以期杜绝不真实的新闻。它将党的“批评

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和方法贯彻到党的新闻事

业中，不仅是一场深刻的新闻真实教育运动，

而且追溯至“包括捏造、夸大事实，不愿下基

层采访等行为背后的思想根源：为了个人名利，

而不是无产阶级事业”[29] 的批判。毛泽东在《对

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总结了解放区新

闻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提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

就在它能够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

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30]，

进一步阐发了无产阶级党报理论。

贯穿上述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

党性与人民性相一致的原则在党的新闻事业实

践中生成发展并不断演进。在实践中，中国共产

党非常重视报刊和群众的联系，一步步确立并践

行党报的群众原则和路线，即从教育鼓动群众、

反映群众、学习群众到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

务的全面完整的内涵。在中共早期党报实践中，

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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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基本上是党报教育、组织和鼓动的对象；

《解放日报》改版后，党报成为群众的报道者、

反映者和喉舌；抗战胜利后，特别是在土地改

革的宣传中，党报工作者将群众视为“学习的

对象”[31]。群众的意涵也不断变化，群众所包

括的群体不断扩大，最终群众和人民所包括的

群体高度重合，人民群众成为一个联合词语，

人民性的概念也由群众性概念生发而来，并在

中国新闻事业的实践中与党性联系在一起 [32]，

共同确立为党的新闻理论的重要概念和新闻事

业的重要原则。

（三）新闻事业体系化建设和新闻学体系

化建构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闻

学与中国新闻业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了更广阔的

空间和更高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成建制体系化

推动中国新闻事业长足发展，不断创新优化管

理体制机制，党的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实践相结

合的创新探索也呈现全方位体系化特征。

首先，新闻事业管理体制机制不断探索完

善。从 1949 年 10 月新闻总署成立到 1952 年 8

月新闻总署撤销，新闻事业从政府管理的最初

尝试，到党和政府共同管理的局面，而后确立

坚持“党管媒体”原则的新中国新闻事业管理

体制。新闻总署撤销后，其业务归并到其他机构，

中宣部加快对新闻事业工作管理的调整改革 [33]。

中国新闻事业从中央到地方，从报纸到广播、

通讯社等全方位建立，形成了国营新闻传播事

业网。随着国家事业单位编制管理制度的形成，

新闻媒体作为事业单位被纳入国家编制管理。

“党管媒体”原则在新闻事业实践中得到深入贯

彻，党实现了对新闻生产各要素全过程的管理，

“邮发合一”“采编合一”等机制确立起来。

其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进一步发展，党

的新闻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全面推进。“毛泽

东对报纸的本质属性、性质功能、办报原则、

指导方针、宣传策略、方法艺术等，有了更新

的思考和更深刻的认识” [34]，他关于报纸的阶

级性、政治家办报、“新闻”“无闻”“旧闻”

等论述体现了其新闻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新闻

学界做出了许多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讨。

党和政府全面改造旧的新闻教育体系，“对它

们的办学方针和教学内容进行初步改造，取消

原有的旧政治课程，开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

治理论课”[35]，并创办北京新闻学校、中国人

民大学新闻系等新型无产阶级新闻教育机构。

第三，新闻行业在实践中进行了有影响有

价值的探索。从 50 年代初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

验到 1956 年社会主义新闻工作改革，复归中国

新闻业具体实践的立足点。新中国成立之初，

新闻界掀起了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热潮，使

我国新闻工作者迅速加深对马克思、列宁党报

思想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建设的认识，但也出

现了一些“新闻业务方面的教条主义”“学习

对象的时空错位”“新闻教育中产生的水土不

服”[36] 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恰恰是没有

紧密结合中国新闻业具体实践的结果。针对包

含前述这类现象在内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有

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

机械搬运”[37]。1956 年，以《人民日报》改版

为中心的，各报纸、广播电台、通讯社等先后

参与的新闻工作改革展开，明确了社会主义新

闻事业必须紧密结合中国实际，从新闻学理和

实践两方面都留下了宝贵财富。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我国新闻业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明确新闻媒

体“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基本模式。党

的十四大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

革目标后，新闻事业具有的上层建筑和信息产

业的双重属性凸显出来，既往“邮发合一”发

行模式被日益增多的自办发行所取代，报业集

团和广电集团开始出现。伴随新闻事业的迅猛

发展，新闻学也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

新闻学与国际的对话和交流显著增多。1982 年

11 月 23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召开关

于西方传播学研究的座谈会。西方新闻学和传播

学理论引入中国，一系列概念和理论被纳入学

科知识体系，“信息、传播、媒介、对话、受众、

效果等观念的引入，明显改变了新闻与宣传的关

系，也深刻影响了中国主流政治观念及其话语体

《新闻界》ISSN 1007-2438  2025 年第 1 期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



9

系”[38]。1983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等召开了纪念马克思逝世 100 周年的全国新闻

学术讨论会和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90 周年全国

新闻学术研讨会，被视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

究的新起点 [39]。一大批教材的诞生，是本学科

知识体系发展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着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体系。[40] 在这方面，甘惜

分的《新闻理论基础》等理论新闻学教材、方

汉奇等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等历史新闻学教材、

郑兴东等的《报纸编辑学》等应用新闻学教材、

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等传播学教材涌现出来。

1997 年，“新闻传播学”正式确立为一级学科，

传播学成为二级学科，形成了学科基本框架体

系。

随着我国互联网、移动通信、人工智能等

技术的发展，新闻业发生深层次结构性变化，

我国网民人数由 1997 年的约 62 万上升到 2024

年 6 月的近 11 亿，我国短视频用户达 10.50 亿

人 [41]。媒体融合先是在技术驱动下自发探索，

而后成为国家战略得到统筹加速推动，新闻业

逐渐向“多种类型媒体共同参与、多元新闻实

践形态并存”[42] 的方向演进，平台媒体和自媒

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新闻业生态

格局的剧变导致新闻学新的研究问题涌现，新

闻学既有知识体系解释力的弱化，促使新闻学

摆脱诞生自工业文明时代的逻辑遗痕，立足新

的新闻业实践重新构建新闻学知识体系。近年

来，社交媒体、平台媒体、融合新闻学、数字

新闻学、智能传播等领域的研究，正是学界对

新闻业深刻变化中所出现的新问题的回应与探

索。自 2022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构中国

自主的知识体系以来，学界关于建构新闻学自

主知识体系的探讨不断深入，围绕其根据与源

头、逻辑与路径、面向与目标等层面取得了一

定共识。

三、“第二个结合”与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历

史源流

2021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鲜明提出“两个结合”重大论断。2023 年 6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

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要求深刻理解“两个结

合”的重大意义，指出“‘第二个结合’，是

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

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

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

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

度。”[43] 在新闻学领域，“第二个结合”表现

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闻学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统相结合，为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确立

价值旨归、提供话语资源、增强文化自信。

（一）“第二个结合”为新闻学自主知识

体系确立价值旨归

“第二个结合”为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确

立以人民为中心、以沟通为核心、具有教化功

能的价值旨归，这是自中国古代新闻实践以来

积淀的具有本国历史文化特色的价值取向，是

近代报人在克服民族危机中的核心诉求，也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赋予中国新闻事业和理论的

鲜明特色。

“人民性”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闻

业实践相结合历程中生发的重要原则，也是马

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创

新成果。2018 年 5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

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马

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

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44]。马克思主义强调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认为“无产阶级的

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

独 立 的 运 动”[45]， 认 为 未 来 共 产 主 义 社 会 中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

件”[46]，这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内在契合，如《尚

书·夏书》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47]，《管

子·牧民》中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

在逆民心”[48]，《孟子·尽心章句下》中的“民

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49] 的仁政思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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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董仲舒、朱熹、王守仁、黄宗羲等的诠释

下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新闻事业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

宗旨，人民立场是“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

体系建构过程中的根本价值立场”[50]。

中国特色新闻价值体系以“沟通”为核心，

是不同于西方新闻价值体系的显著特色。中国

古代的“士”有悠久的清议传统，可以促进官

方与民间的沟通。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在民

族危机背景下重申新闻业“通上下”“耳目喉舌”

的使命任务，如康有为提出“设报达聪” [51]、

梁启超提出“为国民之耳目 , 作维新之喉舌”[52]、

张季鸾提出“愿向全国开放 , 使为公众喉舌”[53]

等。马克思主义报刊思想中蕴含鲜明的沟通取

向，认为：“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

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

丰富多彩的每日事件，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

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54] 密切联

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历史中形成并

坚持的重要法宝，新中国成立后被明确为社会

主义新闻工作的基本方针之一。中国新闻业以

沟通为核心与自身“喉舌”的功能和定位相适应，

从而得以实现凝聚社会各方共识的作用。

中国特色新闻价值体系中的教化功能表现

为通过新闻传播宣传一定的理论和观点，使受

众的思想和认识及整个社会的思想舆论等往积

极的方向发展 [55]。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教化”

思想可追溯至周公的宗法制，他为“以情感为

道德教化的核心”[56] 奠定了基础。被钱穆称为“中

国思想史里两条大主流”的儒家和道家都有教

化的思想指向，服务政治统治是古代新闻传播

的核心价值 [57]。近代报人在“议政”之风中肩

负“教化”责任，如王韬将“辅教化之不及也”[58]

视为设立报馆的三大好处之一。作为指导无产

阶级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关

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论述。马克思认为“理

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59]。列

宁极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

实践维度，强调“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这就

是我们的旗帜，这就是全部哲学的意义”[60]。

中国共产党素来重视新闻事业的教化功能，胡

乔木凝练表述为“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61]。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围绕举旗帜、聚民心、

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62] 的使命任务，离不开新闻事业对“教化”

功能的践行与担当。

（二）“第二个结合”为新闻学自主知识

体系提供话语资源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为加强新闻学话语体系建设，提炼新闻学标识

概念、自主概念，提供了丰富的话语资源。

新闻学科许多基础概念话语就来源于中华

传统文化中的固有表达。例如，中国共产党非常

重视新闻宣传的文风建设，而文风最早出自刘

勰的《文心雕龙》：“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63]，

毛泽东在宣传实践中赋予“文风”马克思主义

的意涵，他将“党八股”视为文风不正的体现，

提出“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

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 [64]。文风建设贯

穿党的各个历史时期，新闻宣传文风从业界到

学界一直被作为理论概念使用和探讨。

中国新闻学的若干基本概念和理念，来自

于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的也有很多，如马克思

主义新闻观中的党性、阶级性、政治家办报等。

它们由政治论断而来，经过学理化阐释和凝练，

赋予了中国新闻实践独有的内涵。这些被新闻

学知识体系所吸纳的党的政治话语，是党在推

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所形成的，注入

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拥有中国化的表达

形式。

这些传统话语或政治话语向中国新闻学转

换和激活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精髓的注入。

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贯彻到新闻实践史研究中，

通过对新闻传播构建新闻世界的主体实践路径、

环节、过程等的考察，解释新闻传播实践如何

塑造群体对世界的认识，如何构建新闻传播行

业及其从业群体 [65]，可以在新闻学基础理论与

概念的知识社会史、中国特色新闻实践中的重

要理论凝练、新闻传播学科元问题的创新等层

面开拓创新路径，从而创造出更多蕴含学科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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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的概念和话语。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面临建构

社会共识机制的现实需求，“促成历经悠久世

代凝结的传统价值的创造性转化”是解决此问

题的重要进路 [66]，而马克思主义则为之提供了

基本原理和方法路径。马克思认为“对人类生

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是

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

的结果开始的”[67]。有学者通过马克思的“从

后思索法”，探究中国传播思想史的基源问题，

认为中国传播思想史可开辟出个体表达与人际

交往、社会互动及其规范、政治传播以及公共

协商等指向不同传播情景或领域的若干子题 [68]。

（三）“第二个结合”为新闻学自主知识

体系增强文化自信

19 世纪，“由工业文明装备起来的‘高势

位’”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浩荡东行，从体用

两个层面对中国固有传统提出尖锐挑战” [69]，

彼时对西方知识体系的接纳与吸收，不乏妥协

色彩，甚至出现“全盘西化”的观点，中华文

化主体性在西学冲击中遭遇危机。马克思主义

是旨在实现全人类解放和“改变世界”的科学

理论体系，它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和唯心主义知

识体系的局限，是具有包容性的科学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传入和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选择，

在新闻实践中激活了中国传统新闻价值理念，

使其与新的媒介技术和新闻业实践发展相适应，

与现实社会结构和发展要求相适应，实现了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近年来，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价值立

场出发，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价值，

对一段时期以来新闻学大量移植来自西方的话

语概念和价值理念的现象进行审视与反思的研

究逐渐增多，对于中国新闻学特殊性的认识不

断加深，具有“深植于中国文化传统、迎合时

代发展需要、立足中国基本国情” [70] 的现实特

性的中国新闻理论得到广泛讨论和研究。有学

者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视为具有资产阶级性质

的概念，“在专业追求与现实表现、新闻价值

要求与社会需求、职业道德与效益利润等方面

渐渐形成悖论” [71]。还有学者阐发马克思主义

新闻观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存在的分歧，反思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逻辑与内涵局限，指出其

“存在着结构性的缺陷，而且还具有封闭性与

空洞性的痼疾”[72]。

2016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

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

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

知识体系。”[73] 这是文化主体性在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层面的必然要求。学界认为在具体

推进上，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创新，应当摆脱

对外来理论的“学徒状态”，思考如何基于中

国和时代语境探索系统性的理论创新 [74]，从“新

闻传播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的本质和价值入

手”确立其建构逻辑与实践进路 [75]。新闻学自

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不应该局限于概念范畴的

研究，应当关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国家发展

的实践问题 [76]。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时代背景

下，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从真正来自实

践的问题域出发，使新闻学的知识创新进一步

转向基础性、人文性方面，从整体上实现在世

界学科领域里的知识贡献度和显示度的提高 [77]。

四、“两个结合”对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

方法论意义和现实向度

贯彻“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需要从整

体性视角辩证把握。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闻

学与中国新闻业的具体实践、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的过程是相互交织的、辩证统一的

有机整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新闻业

实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新闻学自主知识

体系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智识来源，为新闻

学领域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正确处理、“古今中

西之争”的破解提供了依托。“两个结合”并

不拒斥其他外来有益知识经验的借鉴，马克思

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具有开放包容的理

论品格，强调吸收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

中国新闻理论和实践的生发演进，必须摆

脱对已有西方新闻理论和实践的生硬移植和简

单拷贝，在贯彻“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和实

践历程中不断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规律性认识，

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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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近代以来我国发展历程赋予的规定性和必

然性”[78]。西方现代新闻业肇始于工业革命与

资产阶级革命的双重背景下，西方资产阶级的

观念、立场和逻辑等深度型塑了西方新闻学的

内在价值取向，其中不乏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

隐含企图以资本主义文明统摄全部人类文明的

嫌疑，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价值立场则

超越了上述历史局限和立场偏见。坚持马克思

主义指导是中国新闻学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方新

闻学的理论性质，其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当

代新闻学的灵魂，也是贯通当代中国新闻学知

识体系的红线”[79]，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

式的思想体系，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必

须旗帜鲜明地予以坚持。

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离不开对既

往中国新闻实践史的承继与挖掘。正如马克思

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

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

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

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80]。中国新闻

实践史内容极为丰富，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基因，如近代报人曾根据传统史学论述报刊

的功能与意义，提倡史家精神、史家办报，凝

练生发了耳目喉舌、新闻本位等特色概念，形

成了“一系列较为独特的价值取向，服务政治

统治、追求传播的客观、秩序和可控的效果”[81]，

体现与西方媒介发展相区别的独特的历史脉络

与个性特点，值得深入挖掘系统总结。

在“两个结合”指引下，新闻学自主知识

体系建构，须以新媒介技术条件下新闻实践为

内容，以人文价值为导向，观照新闻与人的社

会关系、人的本质、人类社会结构等深层次议

题 [82]，将新闻与人的个体解放、群体正义和社

会公平相关联 [83]，大力推进新闻学自主知识体

系建设的深度。

（责任编辑：孙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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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借助自动化内容分析方法，对 2024 年全球新闻学研究的前沿成果进行系统性回顾，尝试据此

归纳当前新闻学学术发展的核心议题和趋势。文章采用 LDA 主题模型对样本中 771 篇研究论文进行主题

识别和文献关联，经归纳发现：新闻多样性是当前全球新闻学研究的焦点议题，学科的知识生产呈现了一

种周期性阶段的日常化趋势以及对多元主义新闻文化的重申；数字新闻学在理论概念发散、角色表现转换、

样态另类创新、跨媒介叙事、行动者多元化等观念取向上全面展现出广泛性和差异性；新旧范式交替、共

存的历史性结构和动态过程展示出历史与逻辑的张力。

关键词　新闻学；数字新闻；新闻理论；新闻生态；新闻用户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常江，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深圳大学媒体融合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广东深圳 518060；

胡特，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广东深圳 518060；黄林宇，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广东

深圳 518060；黄文森，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深圳大学全球传播研究院研究员，广东深圳 518060

一、引言：思路与方法

本文沿用过去三年综述工作确立的技术路线，继续对 2024 年度全球新

闻学的研究图谱进行系统回顾和摹画。以 2024 年公布的最新版《期刊引证

报告》（2023 版）（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为抽样框，课题组从传

播学大类 228 本 SSCI 期刊中选取影响因子排名前五的新闻学期刊作为文献

来源，通过科学网（Wos）进行期刊检索以获得本年度的论文发表的全量数据，

检索时间为 2024 年 11 月 18 日。经过数据去重并剔除书评、专题介绍等非

研究性文章后，共获得 771 篇学术论文，分别来自Digital Journalism（106 篇）、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79 篇）、Journalism Studies（114

篇）、Journalism （246 篇） 和 Journalism Practice （226 篇）。

本文基于论文标题和摘要文本，使用 LDA 主题模型对过去一年新闻学

研究进行文档聚类，并根据关键词分布规律进行主题命名。在考虑主题的内

部一致性和可解释性基础上，对主题进行剔除或合并处理，最终获得 21 个

重申新闻多样性：
2024 年度全球新闻学研究综述 1）

常江 胡特 黄林宇 黄文森

1） 基 金 项 目： 国 家 社 科 基 金 重 大 项 目“ 数 字 新 闻 学 理 论、 方 法 与 实 践 研 究”
（20&ZD318）；四川警察学院四川公安宣传舆论研究中心资助青年项目“人工智能
背景下，2024 年度全球新闻学研究综述”（SPPPORC202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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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主题，并将其概括为“新闻理论研究”“新闻

产业研究”“新闻组织研究”“新闻用户研究”“新

闻内容研究”“新闻类型研究”“新闻生态研究”

七大研究板块。具体而言：（1）“新闻理论研

究”主要涉及新闻信任和新闻角色表现两个子

议题；（2）“新闻产业研究”包括新闻业的数

字化转型、新闻业的平台化生存和本地新闻与

新闻荒漠化三个子议题；（3）“新闻组织研究”

包括数字新闻生产、新闻职场危机和 AI 驱动的

新闻生产创新三个子议题；（4）“新闻用户研

究”包括新闻定义的用户维度、用户的新闻参与、

新闻疲劳与用户回避三个子议题；（5）“新闻

内容研究”包括新闻的性别差异、新闻中的冲

突与暴力框架以及新闻报道中的气候变化三个

子议题；（6）“新闻类型研究”包括科学新闻、

数据新闻、沉浸式新闻三个子议题；（7）“新

闻生态”包括不文明的在线新闻评论、新闻与

政治环境以及虚假信息的智能治理。

二、新闻理论研究

（一）新闻信任的再认识

新闻信任（news trust）一向被认为是新闻

业得以在民主社会和市场经济存续的基石，对

于全球新闻业普遍存在的“信任危机”，本年

度的新闻研究者继续关注着这一核心议题，并

显示出更鲜明的建构主义色彩——不再仅对新

闻信任进行操作化测量和检验，而是回到记者

与受众的张力关系中对新闻信任进行重新概念

化，以期更新对这一经典新闻理念的理解。传

统上，学界对新闻信任的理论探讨通常基于规

范性的需求。Amy Arguedas 等人对这一功能主

义取向的新闻信任进行反思，并借由詹姆斯·凯

瑞（James Carey）“ 作 为 仪 式 的 传 播” 透 镜，

从受众角度观看新闻信任的意义。通过在四个

国家开展的焦点小组访谈，研究者发现习惯、

情感与身份构成了受众理解新闻信任的三个关

键维度，并主张从社会文化层面思考新闻信任

重建的机制与策略，以超越专业中心主义的实

践路径  [1]。

近年来，民间理论（folk theories）被引入

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内，成为解释人们为何以及

如何以特定方式理解新闻和新闻业的文化工具。

Hazel Kwon 等人借鉴新闻民间理论考察了美国

亚裔移民这一边缘化群体如何看待新闻媒体，

通过对 22 名亚裔移民的访谈发现了四种典型的

民间观念：（1）新闻媒体是可信的且具有宣传

性的；（2）新闻具有偏见而非虚假信息；（3）

新闻易于获取却有距离感；（4）新闻提供的归

属感比可验证性更重要，研究还揭示了亚裔移

民对美国新闻信任的矛盾心理，并据此呼吁关

注新闻信任研究中的受众多元化问题 [2]。在竞

争日益激烈的数字媒体环境中，新闻媒体比以

往更迫切地想要与受众建立联系，Jacob   Nelson

等人的民间理论研究却显示，这充其量是媒体

吸引受众注意力从而获利的手段，新闻业对财

务收益和利润的过度追求，消解了媒体客观性

与公正性原则，进而降低受众对其新闻内容的

信任 [3]。

面对新闻信任度持续下降的事实，一部分

学者呼吁将信任研究的视角转向新闻生产者的

话语空间，以了解新闻阐释性社群对“信任危

机”的认识。Bernadette Uth 从“新闻机构如何

赢回受众并增强对其工作的信任”问题出发，

对 29 名德国记者进行了深度访谈，总结出品质

导向、受众参与和透明性三种信任建立策略，

而不同策略的优先级则反映记者对其新闻角色

（journalistic role） 的 认 知 与 定 位。 其 中， 品

质 导 向 策 略 倾 向 于 坚 持 传 统 新 闻 业 的 专 业 标

准，而另两类策略则指向更加迎合受众的新闻

报道方式和职业认同  [4]。过程性视角成为 Diego 

Garusi 理解新闻信任的出发点，他将其概念化

为新闻制作全流程的核心组件，提出了信任过

程中的三个关键步骤： 感知信任度（perceived 

trustworthiness）、信任决策（decision to trust）

与 信 任 落 实（enactment of trust）； 并 以 建 设

性新闻为例，对奥地利新闻记者进行半结构化

访谈，指出提升受众新闻信任感的策略贯穿于

整个新闻制作过程，倡导学界积极转向解困式

（solution-oriented）的新闻媒体信任范式研究 [5]。

（二）新闻角色表现的多元视角

年度观察



16

“ 守 门 人”“ 喉 舌”“ 灯 塔” ……， 这 些

常见于新闻话语中的隐喻概念，不仅体现了公

众对新闻业及其从业者的期望，更承载了新闻

对民主社会的承诺。新闻角色表现（journalistic 

role performance） 研 究 试 图 超 越 此 类 规 范 化、

理想化的角色想象，构建一个实证框架以探讨

专业实践中个体、组织和结构性因素如何塑造

记者的角色表现。过去一年，学界在理论、方法

和实践等不同面向展开对新闻角色表现的研究。

其一，新闻角色表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创

新。 在 认 识 层 面，David Ryfe 指 出 先 前 研 究 只

反映静态新闻角色的缺陷，主张引入当代文化

理论，特别是文化认知理论和场域理论，将新

闻 角 色 理 解 为 一 种 文 化“ 图 式”（schemas）

而非固定的“脚本”，强调角色在文化、社会

和物质环境中的嵌入性与动态性 [6]。在方法论

方 面，Alexandra Schwinges 提 出“ 重 建 访 谈”

（reconstruction interviews）的方法以弥补原有

研究方法的不足，要求记者回忆和描述特定新

闻作品从构思到完成的生产过程，旨在揭示新

闻角色的实践过程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以捕

捉新闻角色表现的多层次影响 [7]。

其二，新闻角色表现认知对象的“受众转

向”。Morten Skovsgaard 从 受 众 期 待 角 度 探 索

疫情期间记者角色表现的动态过程，发现受众

对监督新闻类型的偏好及其角色的认知因受众

个体特征和社会境遇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在危

机初期，受众更关注政府信息披露，对批评性

监督需求降低；而在危机稳定后，对新闻监督

角色的需求明显上升  [8]。Cornelia Mothes 的研究

则聚焦于新闻编辑室内部的受众数据分析工具，

发现这些数字技术的使用与媒体的监督者和公

民角色表现呈负相关，却显著促进了信息娱乐

和干预主义角色的表现 [9]。

其三，新闻角色表现的跨国及跨媒体比较。

Michal  Tkaczyk 在一项纵向内容分析中，考察了

四家捷克主流报纸如何随时间推移平衡不同的

（信息的、服务的和公民的）角色表现，发现

报纸的不同新闻角色整体变化相对较小，角色

的差异更多与报纸所有权制度相关，而与经济

环境无明显关联 [10]。Claudia Mellado 等学者对

37 个国家 365 个媒体的 14.8 万篇新闻报道进行

内容分析，研究结果验证了政治结构对记者角

色表现的显著影响：自由民主程度较高的国家

倾向于更积极的守门人和公民角色。而经济结

构的影响较为复杂，市场导向仅在个别角色表

现中发挥作用  [11]。

其四，角色表现的跨新闻类型分析。例如，

Claudia Mellado 等人的分析验证了监督者、公

民和服务角色在硬新闻中表现更突出，而软新

闻则更多关联干预性、娱乐化和忠诚推动者角

色；公共服务媒体对民主功能角色有积极影响，

而平台逻辑则推动娱乐化和干预性角色在软新

闻中的表现 [12]。在科技新闻领域，Xiaolu  Ji 等

人揭示出中国新闻媒体同时扮演着监督者和忠

诚促进者的角色，在强调私营平台及其算法带

来风险的同时，将国家视为技术发展的保护者

和负责任的管理者  [13]。

三、新闻产业研究

（一）新闻业的数字化转型

新闻业的数字化转型作为一个持续不断的

过程，在本年度继续受到新闻学者的热议。为

了建立理解新闻业数字化的认知框架及关键指

标，Marju Himma 等人将新闻业态从传统编辑室

到数字编辑室的转变视作一个复杂的多阶段过

程，由技术、产品、人力资本和受众数据的相

互作用共同驱动。其中，技术在数字化进程的

初期发挥主导作用，但关键要素始终是人力资

本，即引领和实施变革的人最终决定数字化转

型的成功与否 [14]。例如，Daniel O’Brien 通过

对德国数字新闻企业家的 49 次访谈收集的数据，

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法（QCA）确定创业成功或

失败的先决条件的必要性 / 充分性，发现数字新

闻媒体创始人的经验以及公司组织运作能力是

其创业成功的核心要素，同时缺乏外部环境或

政府支持，反而可能因提升了企业的韧性而使

其收获成功 [15]。

“数字优先”（digital first）是新闻业在进

行数字化转型中最常见到的编辑方针与话语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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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其中，受众指标（audience metrics）作为一

种数字化手段渗透到新闻编辑室的日常运作中。

Laura Ahva 等学者探讨了受众数据在“数据型新

闻 组 织 ”（data-informed news organizations）

中的管理作用，即提升个人能力和绩效、简化

工作流程、优化新闻产品以及吸引和控制受众，

并要求在确保受众数据的可预测性、公平性和

实用性的基础上，实现新闻组织的“软”治理，

即通过预期管理来塑造编辑室的决策方向和行

动目标 [16]。

这种数据化（datafication）趋势植根于文化、

经济和政治权力结构中，从而加剧新闻和社会的

不平等。Nadja Schaetz 基于对国际新闻媒体从

业者的 31 次访谈，将受众数据概念化为一种文

化、经济和政治的商品，认为受众数据从分配不

公（maldistribution）、认知错误（misrecognition）

和代表性不足（misrepresentation）三个维度塑

造了社会不平等  [17]。在更加依赖资源分配的本

地化新闻环境中，Alissa de Koning 等聚焦荷兰

超本地新闻，发现新闻编辑和媒体管理者在议

程设置决策时严重依赖诸如点击量、浏览量和最

佳阅读故事等指标，这些指标嵌入一体化的编

辑系统中成为新闻工作惯例而被固定下来，但

对“点击优先”逻辑的依赖有可能会损害本地

新闻媒体的监督功能  [18]。同时，Sherine Conyers

基于澳大利亚数字新闻编辑室的民族志，进一

步揭示了“指标确认”新闻（为满足指标而制

作的新闻）如何冲击着传统“发现性”新闻的

原创生产，受众指标涌入编辑室可能模糊更重

要的新闻价值，折射出新闻机构在依赖平台逻

辑和维护新闻标准之间的挣扎  [19]。

（二）新闻业的平台化生存

伴随着平台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全面扩张，

社交媒体已然成为嵌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数字基

础设施。当前新闻业的发展转型进入“平台化”

（platformization）阶段，研究者将平台作为一

个关键变量以考察新闻业态的新变化和新概念。

在社交媒体逻辑思维下，Ewa Nowak-Teter 等人

关注新闻内容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被用户分享的

可能性即“可分享力（shareability power）”，

通过对 2.9 万条脸书（Facebook）帖文的分析，

发现视觉内容成为社交媒体新闻的主要形式，

社交新闻编辑有效融合了传统新闻要素与可分

享性，形成有吸引力的文本和视觉化产品  [20]。

Kenza Lamot 和 Steve Paulussen 提出“推广力度”

（promotion pressure）概念以描述新闻编辑为了

提高新闻报道的曝光度和可见性（visibility）所

投入的努力程度，并将其操作化为跨平台的战

略性发布、主页置顶和延长内容生命周期等三

项测量指标；实证数据显示，关于重大社会事

务的新闻具有较高的推广力度，这些新闻展现

出冲突、人格化等新闻价值，并且更可能使用

诱导点击的标题 [21]。

在数字分发时代，部分传统新闻媒体被迫

依附于社交媒体平台，逐渐失去内容分发的主

动权而沦为内容的提供方。因此，如何平衡社

交媒体平台逻辑与传统媒体价值观念引发了新

一轮的探讨。有学者认为，新闻媒体与社交媒

体之间呈现出“亦敌亦友”的矛盾关系，社交

媒体新闻生产倾向于将传统新闻因素与社交媒

体因素结合以实现用户参与最大化，然而这种

逻辑融合却削弱了新闻的独立性  [22]。Lambrini 

Papadopoulou 等人发现希腊的大多数媒体机构

没有制定明确的社交媒体战略，仅简单依靠自

身的算法民间理论，其后果是新闻媒体陷入对

失去受众和收入的持续恐惧之中，造成对平台

及其规则逻辑的高度依赖，从而抑制其对这种

不对等关系的批判性思考  [23]。

然而，平台对新闻生产的影响在不同文化

语境和技术可供性条件下存在明显差异。Young 

Eun Moon 等学者比较美韩两国的新闻记者的社

交媒体实践，发现在强调个体性和独特性的美国

新闻业中，新闻记者倾向于使用社交媒体打造

个人品牌和追求独家新闻；而在崇尚集体文化

的韩国，记者将平台视为共享信息的数字工作

空间，更加注重新闻来源和信息的公平分发 [24]。

由于不同平台的技术可供性偏向各异，新闻媒

体需要调整其表达方式和目标策略以适应特定

平台的运作逻辑。例如，Jonathan Hendrickx 等

人发现，图片社交类应用照片墙（Inst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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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被媒体用于发布新闻图片画廊以及视觉滤

镜内容，而海外版抖音（TikTok）更倾向于呈现

出镜记者在绿幕背景下采用表情符号和贴纸等

方式解释时事内容  [25]。

（三）本地新闻及其荒漠化

长期以来，本地新闻（local  news）为公民

的社会参与提供交流空间，在地方网络建设、

社区维系、地方感和归属感培养等方面发挥积

极作用。然而，过去二十年间，数字技术变革

对地方新闻业的经济基础形成前所未有的冲击，

导致不少地方新闻机构缩减规模甚至关闭，越

来越多的地区正在成为所谓的“新闻荒漠”（news 

deserts）。

为了探究哪些地方更容易成为“新闻荒漠”，

Youran Qin 结 合 2004 年 和 2018 年 的 美 国 本 地

新闻数据、人口普查和选举数据，采用空间面

板回归分析法探讨县级（county-level）属性与

本地新闻存续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揭示了地

方新闻媒体“逐利”的本质，即趋向于进入大

型的资本市场，而远离那些以种族多样性、人

口持续增长为特征但却更需要它们的地区  [26]。

除了经济的影响，社会资本也与新闻荒漠的发

生紧密关联。有研究者基于美国社区调查的数

据分析发现，传统非裔美国社区拥有本地新闻

媒体的比例正不断下降，呈现出潜在的“新闻

鸿沟”，并提出本地新闻与社会资本的良性循

环模型——地方拥有更多的报纸可以显著增加社

区成员之间的经济联系、凝聚力和公民参与  [27]。

技术环境的变迁是导致本地新闻衰落的主

要原因之一。一项对捷克共和国 33 名当地报社

工作者的访谈研究发现，许多记者在对“黄金

时代”传统新闻模式怀念的情感基础上，认为

数字化转型威胁传统纸媒的生存而持消极和抗

拒的态度 [28]。这种对本地媒体的怀旧情绪还反

映在新闻机构的告别叙事中。Nisha Sridharan 和

Rian Bosse 对大流行期间的 67 家本地新闻机构

的停刊声明进行批判性话语分析，文本展示了

以社区为中心的新闻“神话”，通过强调报纸

在当地社区的民主角色及停刊后的不利影响来

强化新闻权威的主导结构，但同时也使停刊媒

体错失了对市场失败的理性思考和反省机会  [29]。

此外，还有学者对十年间西班牙 198 家印刷媒

体和 69 家数字媒体进行动态面板数据分析，发

现数字化的竞争优势最为明显，尽管地方新闻

市场的数字转型难以实现规模化，但为本地媒

体提供了更多盈利的机会 [30]。

四、新闻组织研究

（一）数字新闻生产：协作式新闻

数字技术环境的变化和新型行动者的闯入

让传统新闻报道的常规与策略失去了它原有的

效用。新闻机构积极与其他媒体组织、独立记

者、学术机构、技术专家和民间社会开展广泛

合作，通过资源分享、信息交流和跨界协作来

应 对 经 济 和 专 业 挑 战。 新 闻 协 作（journalistic 

collaboration）成为本年度最受学界关注的新闻

创新方式。Patrick Walters 通过对两个媒体协作

项目的田野调查与文本分析，发现了新闻协作

中影响传统新闻生产观念的三个核心变量：协

作伙伴的身份、整合程度以及承诺水平。通过

邀请新的参与者加入他们的工作，记者可以赋

予他们力量，帮助重新塑造新闻流程和新闻内

容的形式  [31]。这种类型学的划分为更细致地研

究新闻协作如何促进实践和价值观的改变提供

了理论抓手。

“物联新闻”（journalism of things）被认

为是一种数字新闻协作的新范式，即记者与公

民、科学家和设计师通过共同创造的传感器技

术，为解决社区共同关心的问题提供基于数据

和社区协作的新方法。Andrea Hamm 聚焦德国

的三个物联新闻项目，通过对访谈资料和文本

内容的扎根分析，将物联新闻项目划分为四个

阶段： 策划、数据工作、呈现与衍生。物联新

闻中的技术对象重新配置了新闻业的协作安排，

要求记者投入更多时间、遵循新惯例、学习新

知识，在遵守新闻、科学和设计准则的同时独

立报道更具有价值和建设性的新闻 [32]。

此 外， 新 的 技 术 平 台 也 丰 富 了 新 闻 协 作

的 方 式 与 空 间。Tomás Dodds 等 学 者 分 析 来 自

不同国家 140 家新闻机构在开源项目托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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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tHub 上的 8,686 个代码库，认为平台作为“交

易区”促进了跨学科协作，尤其是在整合开发

者、数据科学家和记者的专业技能方面，但这

种协作主要集中在资源丰富的新闻机构内部，

而跨组织和跨地域的合作较为有限。同时，欧

美国家的新闻机构主导了协作新闻项目的开发，

而发展中国家的新闻机构更多是这些资源的消

费者。也就是说，开源平台有助于提升新闻透

明性和资源共享，但也可能进一步加剧资源不

平等，强化协作网络对头部机构的依赖 [33]。

（二）新闻职场危机：在线骚扰与职业倦怠

在全球范围内，反媒体民粹主义的盛行和

经营困境所带来的工作压力使新闻记者面临的

不确定性与职业风险不断攀升，加剧新闻生产

的脆弱性。其中，数字媒体批评与在线骚扰成

为过去一年新闻组织研究的热点。Na Yeon Lee

和 Ahran Park 将针对记者的在线骚扰划分为侮

辱、威胁、隐私侵犯、性骚扰和黑客攻击五种

类型，这些骚扰造成了记者过度的自我审查、

公众参与度降低以及新闻不信任加剧等不良后

果，而性别在其中发挥着调节作用，女性记者

受到的影响会显著大于男性记者  [34]。不同性别

的记者所遭遇的骚扰方式也不尽相同，女性记

者可能遭受更多关于身份和外貌的侮辱，而男

性则经历更多的面对面威胁和实际暴力 [35]。

尽管学界与国际组织呼吁采取措施保护记

者免遭社交媒体上的恐吓与威胁，但总体上收

效甚微。Tomás Dodds 等人对两个智利新闻编

辑部进行民族志田野调查，发现受访记者对其

组织改善网络暴力与骚扰的情况缺乏信心，甚

至担忧其所在媒体组织可能从中获利，因为这

些对记者的激进言论可能带来可观的受众参与

度和指标数据 [36]。一项面向 404 名韩国记者进

行的调查显示，在线骚扰的频率正向影响着记

者的心理创伤水平，进而增加离职意愿。有趣

的是，在女性记者群体中，心理创伤水平在骚

扰频率与离职意愿之间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

而男性记者群体却没有发现中介作用的存在 [37]。

不过，媒体仇恨者对记者的影响不完全是负面

的，有的记者将仇恨遭遇转化为自身新闻工作

表现的指标，用以赢得同行的尊重并建立声誉，

这种象征资本使记者得以与自己的消息源建立

更好的联系并积累社会资本 [38]。

新闻编辑室的人力资源流失促使学界更加

关注记者职业倦怠与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有学

者基于劳动社会学的“劳动过程理论”（Labour 

Process Theory）探讨作为一种特殊劳动形式的

数字新闻工作如何受到组织控制——管理者通过

“数字优先”战略和技术工具最大化记者的劳

动生产力，例如利用数字流量数据监控和分析

以激励竞争，优先设置高关注度的新闻以提升

生产效率，并通过即时通讯工具实时跟进记者

工作进度  [39]。劳动过程理论的另一个关注点是

劳动分工，讨论工作构想如何与实际执行分离，

强调工人的可替代性本质上是为了剥夺工人的

权力。Carey Higgins-Dobney 发现记者在新闻工

作中所发挥的创造力能够有效抑制职业倦怠，

但新闻组织对效率与工作量的追求，往往无法

为记者进行创造性生产提供实质性的支持，降

低了记者的工作参与意愿，加速了新闻行业的

人才流失  [40]。

（三）AI 驱动的新闻生产创新

以 ChatGPT 为 代 表 的 生 成 式 人 工 智 能

（GenAI）技术横空出世并扩散至新闻行业，为

新闻生产创新提供了巨大的潜能，同时也对新

闻规范与价值观念、新闻工作者的生存空间形

成新的威胁。GenAI 的强大文本生成能力如何

改变新闻组织和生产方式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之 一。Hannes Cools 和 Nicholas Diakopoulos 对

记者群体进行调查发现，记者普遍承认 GenAI

在新闻编辑室的应用有助于简化新闻制作流程，

提高效率和数据处理能力，但也对技术创新的

副作用——新闻准确性和可信度受损、算法黑箱

中的偏见，以及工作岗位削减等风险表示担忧，

因此有必要提升记者的算法素养和教育机会以

掌握 GenAI 工具辅助新闻生产，并确保能够对

GenAI 生成的内容进行严格审查 [41]。

由 于 开 发 自 有 AI 系 统 的 成 本 巨 大， 大 多

数 新 闻 组 织 只 能 依 赖 于 拥 有 强 大 技 术 资 本 和

经 济 实 力 的 平 台 公 司 所 提 供 的 AI 服 务。 经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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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英德三个国家 121 名新闻从业者的访谈，

Felix Simon 发现 AI 技术的出现加剧了新闻组织

在分发环节对平台的依赖，并在生产层面引入

了新的依赖关系，使平台公司对新闻机构拥有

更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即所谓的“基础设施

捕 获”（infrastructure capture）。 在 制 度 理 论

（Institutional Theory） 的 视 角 下， 该 研 究 表 明

新闻机构倾向于在对平台公司依赖的基础上，模

仿同行的成功案例以缓解 AI 技术带来的创新压

力，从而形塑为一种“强制”与“模仿”的制度

同构性（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导致新闻

机构自主性被结构性弱化  [42]。

在编辑室外部，研究者从受众角度观照新

闻媒体对 AI 创新应用的效果。Mengru Sun 等人

曾开展了一项关于中国公众对 AI 在新闻与媒体

领域应用的认知和态度调查，研究发现，公众对

AI 在新闻领域的应用普遍较为熟悉，对 AI 虚拟

主播的情感偏向积极，认为 AI 更多改善了新闻

形式而非内容；此外，公众普遍支持 AI 与传统

模式互补融合的新闻形式，但在涉及隐私安全、

新闻专业性和人文关怀等问题上仍有疑虑  [43]。

为进一步探讨 AI 所具有的技术客观性能否改善

人们的信任感知，Joo-Wha Hong 等结合敌意媒

介理论（Hostile Media Theory）开展了一项 2（记

者身份：AI 和人类）×3（媒体政治立场：保守

派、自由派和中立派）的在线实验，结果证明相

较于 AI 记者，人们对人类记者撰写的政治新闻

表现出更积极的态度和信任；但当新闻故事带有

AI 来源提示时，机器生成的内容被认为带有较少

偏见，即通过机器启发式（machine heuristic）评

估有可能降低人们的敌对媒体偏见 [44]。

五、新闻用户研究

（一）新闻定义的用户维度

数字新闻业的崛起强化了用户在新闻中的

主动性，对传统新闻话语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导致新闻定义和传统理念如“客观性”“新闻

价值”受到质疑和挑战。为此，新闻学界不得不

严肃对待用户，从新闻消费端出发重新理解新闻

知识，这一研究取向称为数字新闻学的“用户转

向”。

Pascal Schneiders 将传统新闻学对“新闻”

的定义概括为五个要素：（1）新闻由专业记者

发起；（2）内容具有时效性、社会相关性和独

特性；（3）风格简洁明了且基于事实；（4）通

过大众媒体传播；（5）功能在于提供可靠信息

并促进公众参与。通过访谈 26 名新闻用户发现，

用户对新闻生产者和渠道的理解存在差异，但对

新闻内容和风格的认知仍然受到传统新闻规范的

影响，表明机构性定义的新闻未能完全覆盖人们

实际接触中的新闻形式 [45]。Joëlle Swart 等人认

为，年轻用户接触某些数字内容（如政治对话、

软文或网络言论）并不符合传统新闻定义，但仍

倾向于将情感上相关的、信息量大的或更重要的

信息理解为“新闻”，据此说明用户通过分离、

同质化或重新概念化的方式来协商或挑战权威定

义，以缓解他们在新闻认知与新闻感知之间的紧

张关系  [46]。

用户与记者对于新闻理解的认知鸿沟依然

存在并且可能持续扩大。Claudia Mellado 等人发

现，新闻工作者与用户之间的新闻感知的差距体

现在，前者更珍视客观性、独立性等传统新闻职

业价值观，后者则优先考虑具有人情味的情感因

素，更看重平易近人、同理心和情感沟通能力等

新闻品质。这反映出当前新闻业存在的两种价值

维度，即强调传统价值观、技术熟练度的专业维

度，以及强调人性化和关系联结的情感维度  [47]。

关注用户如何看待新闻还远远不够，现有

研究亟待深入用户“如何建构新闻的意义”的层

面发展新闻学知识。从现象学的“生活世界”

（lifeword） 理 论 切 入，Yiping Xia 认 为 新 闻 意

义并非单一层次的，而是经由时间性互动的多层

次过程生成，即用户通过动态整合自传时间、新

闻事件时间和新闻内在时间来获得对新闻的整体

性认识。时间性建构有助于用户评估新闻的真实

性并形成长期信任，从而产生持续新闻消费的行

为  [48]。上述研究或多或少地启迪着新闻学者应

该在未来更多考察数字新闻与用户日常生活之间

的情感连接和动态关系。

（二）用户的新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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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交媒体时代，用户可以通过点赞、评论、

转发、分享等多种方式更加直接地与新闻互动，

由此产生的数字痕迹对改善新闻媒体工作有着

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用户数据以指标形式转

化为经济资本，可以为媒体带来广告收入；另

一方面，用户行为特征能够为媒体提供洞察，

有助于提高用户的新闻参与程度。Su Jung Kim

将新闻分享行为划分为三种类型：（1）信息型

分享，直接分享用户在平台上接触的新闻；（2）

关系型分享，通过社交关系分享用户在平台上

接触的新闻 ;（3）表达型分享，即添加用户评

论到正在分享的新闻故事。不同类型的新闻分

享行为反映了各自独特的信息功能和参与动机，

并受到个体特征和情境性因素的差异性影响。

其中，用户的信息型分享更多由个人兴趣和新

闻价值驱动，关系型分享主要受到政治意识形

态和社交互动语境的影响，而表达型分享则与

表达个人身份和解读新闻的动机密切相关 [49]。

那么，如何有效地促进用户新闻参与？在

一项覆盖 17 个国家的跨国调查中，研究者发现

多平台的社交新闻使用会促进人们的新闻参与，

尤其当用户对假新闻的担忧增加时这一效应更

加明显，用户采用选择性过滤策略来捍卫他们既

有的观点，包括清除不相关或错误的信息，隐

藏或屏蔽对立信息的账户，以及选择与自身观

点一致的新闻推送  [50]。Salman Khawar 等人发现，

在社交媒体 X（即推特）上，耸人听闻的新闻更

能吸引用户的点赞和转发行为，展示了在线新

闻媒体使用“点击诱饵”策略（click baits）刺

激用户短期参与的有效性，但其长期影响可能会

损害新闻媒体的声誉和在线信息的整体质量 [51]。

相对于新闻参与，学界对用户为何不参与

在 线 新 闻 的 行 为 动 机 关 注 较 少。Nadia Mentzel 

等人对荷兰的中青年群体进行了深度访谈，发

现阻碍其参与新闻的普遍原因在于他们对网络

社区的厌恶，不参与动机包括谨慎和对被取消

（be cancelled，即被排斥或被取消关注）的担

忧——担心表达观点后遭到网络上的负面反馈或

社会惩罚，而选择不参与新闻讨论和互动。其中，

年轻用户通常因为自认为缺乏专业知识而避免

参与，而年长用户则更担忧新闻互动可能影响

他们的职业形象  [52]。

（三）新闻疲劳与用户回避

新闻被认为在民主社会的运行中发挥着关

键作用，在此前提下，新闻回避现象的频发令新

闻研究者倍感担忧，并试图从个体、群体和社会

层面解释和解决这一复杂现象。在个体特征和

动机方面，研究者关注用户产生新闻回避行为的

心 理 因 素。 其 中， 新 闻 疲 劳（news fatigue） 是

导致个体回避新闻最常见的动因。比如，Ariel 

Hasell 等人收集了 2020 年美国大选期间收集的

三波面板数据，发现人们越是感到网络信息混乱

（如虚假消息），越会产生新闻疲劳的感觉，进

而选择主动回避新闻  [53]。更进一步地，Michael 

Chan 等人基于大规模的个人和国家层次调查数

据发现，对虚假新闻的关注并不能直接导致新

闻回避，但新闻疲劳的程度正向调节虚假新闻

关注对新闻回避的影响，即高的新闻疲劳强化

二者之间的联系，反之则减弱这种关系 [54]。

不同类型的用户对不同主题新闻的回避原

因也存在差异性。例如，Kiki de Bruin 等人基于

个人的动机、价值观和性格特征对新闻回避的用

户进行类型学分析，并确定七种类型：（1）兴

趣型偶尔回避者；（2）情绪型偶尔回避者；（3）

批评型偶尔回避者；（4）身份型偶尔回避者；

（5）怀疑型频繁回避者；（6）坚定型频繁回

避者；（7）新闻局外人。对于特定类型的用户

而言，消极新闻所引发的情感负荷并不是导致

用户逃避阅读新闻的主要原因，而对新闻质量

的评估却可以显著预测新闻回避 [55]。在新闻类

型上，议题疲劳是用户避开疫情新闻的主要动

机，愤怒和缺乏信任是其回避政治新闻的原因，

而缺乏兴趣和信息过载则会导致对软新闻的回

避  [56]。这些研究结论启发新闻媒体可以制定针

对性的生产策略以吸引不同类型的用户。

此外，研究者还探讨社会情境和结构性因

素对用户新闻消费的影响。以家庭为分析单位，

有研究者发现夫妻关系中的信息分工可以影响

其新闻接触，配偶一方通过另一方来获取信息，

使得新闻回避成为一种缓解压力和信息过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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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识的选择行为  [57]。由此可见，新闻回避是

一种与沟通环境紧密相关的行为后果，这种结

构性的影响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语境中也

呈现出多样化的图景。例如，Chan 在前述研究

中通过跨国调查的方式探讨不同国家媒体系统

中新闻回避的差异，发现在公共服务广播为主

的国家，用户新闻回避发生的程度越低；而在

政治平行性较高的国家，用户的新闻疲劳与新

闻 回 避 之 间 的 正 相 关 性 更 显 著。Erik Espeland

的研究考察了回避新闻现象在不同代际之间的

变化，基于 1986 年至 2021 年在瑞典进行的年

度调查数据，研究者追踪到回避新闻的公众比

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的趋势，这种趋势尤

其反映在年轻人和政治兴趣低下的群体之中 [58]。

六、新闻内容研究

（一）新闻报道的性别差异

自 1992 年被称为选举的“女性年”以来，

新闻传播学者试图衡量媒体对女性候选人报道

的平等性和客观性。虽然性别平等在媒体报道的

数量和内容上都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在现如今

的报道中性别差异和偏见仍然持续存在。例如，

Ho-Chun Chang 等人使用 8.4 万篇报纸文章进行

主题建模和网络分析，考察了美国政治选举期

间媒体报道中性别偏见的存在，以及这种偏见

如何通过不同的话题关注和政策显著性影响选

民对女性候选人的看法。该研究显示，男性候

选人经常被新闻媒体进行比较，而关于女性候

选人的报道则更多关注其提出的社会政策；男

性候选人之间相互弹劾的报道产生了持久的影

响，推动了传统上由男性主导的话题讨论，并

进一步挤占了女性强调的政策议题（如医疗保

健和教育）[59]。

Aliya Andrich 等人追踪 2010 年至 2020 年

之间约 1,095 名美国政治家的新闻报道变化及其

潜在性别偏见问题。研究者通过 LDA 主题模型

确定媒体报道中与政策相关的主题，分析发现

高层政治职位中的女性比男性同行获得的媒体

报道更少；在影响力较低的职位上的女性所获

得的报道数量和类型上与同级别男性并无显著

差异。然而，由于女性在领导职位中的代表性

不足，美国媒体可能会无意中反映并强化社会

中现存的性别偏见，更多地关注那些知名的而

且主要是男性的政治人物 [60]。

以 往 的 研 究 已 经 表 明， 男 性 不 仅 主 导 了

政 治 而 且 主 导 了 新 闻 媒 体 上 如 何 书 写 政 治。

Nichole Bauer 通 过 对 2007 年 至 2020 年 间《 纽

约时报》发布的近 3000 篇新闻报道进行研究，

发现女性记者在美国国内政治新闻的署名中出

现的可能性高于外交事务新闻，尤其在吉尔·阿

布拉姆森（Jill Abramson）担任执行编辑期间，

伴随美国国会中女性比例的上升，女性记者署

名撰写政治新闻故事的数量亦有所增加。尽管

如今从事政治新闻生产的女性比过去更多，但

大多数政治新闻故事仍由男性记者书写。整体

上，政治新闻记者的性别多样性在缓慢而稳步

地改善 [61]。

（二）新闻的冲突与暴力框架

国际和地区之间的战争冲突频发、暴力事

件层出不穷，让整个世界局势变得越来越动荡

和分裂。新闻报道作为社会的镜像和框架对冲

突事件的报道呈现，影响着公众看待复杂社会

现象和政治问题的角度和倾向性。Michael Ofori

考察了不同国家的代表性媒体在乌克兰危机中

的立场和观点，通过对 230 篇相关新闻报道进

行内容分析，检验这些媒体消息来源的普遍性，

以及消息来源在乌克兰危机高峰期如何影响新

闻报道的客观性。研究指出，新闻报道中官方

消息来源的普遍性高于非官方消息来源；媒体

较少选择亲俄消息来源，这一趋势在英美国家

媒体中尤为明显；而亲乌克兰消息来源在这些

媒体上占据的优势地位，可能会扭曲媒体所呈

现的整体观点 [62]。

西方新闻媒体报道中呈现的国内冲突和暴

力框架反映了其日益加剧的社会分化和群体隔

阂。Afrooz Mosallaei 考察了 2022 年由玛莎·阿

米尼谋杀案引发的伊朗民间动荡，通过细致剖

析两段抗议活动的视频，并依托政治哲学家关

于暴力的理论框架，比较其中的国家暴力和非

国家暴力行为。该研究挑战了以往媒体中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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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者暴力形象的负面价值观，并探讨如何通

过公民记者的视角，揭示和传播那些可能被国

家审查机制隐藏的真相，以及如何提升抗议报

道的影响力和引发广泛共鸣的实践策略 [63]。

在社会犯罪议题上，如果新闻报道披露了

犯罪嫌疑人或肇事者的种族或民族血统，可能

会强化公众固有的刻板印象，从而对公共政策

产生消极后果。Christoph Klimmt 等人探讨了在

受到民粹主义影响后，新闻报道中对犯罪者种族

或国籍信息披露的变化趋势。研究者对 2013—

2021 年间 10 家德国报纸发布的将近 1.1 万篇犯

罪报告进行内容分析，发现新闻报道中提及涉

事人员种族或国籍的显性或隐性线索的频率在

2018 年达到高峰，随后在 2021 年有所下降。这

种变化被解释为民粹主义反媒体煽动的时间依

赖效应，这种效应在 2015 年和 2016 年德国大

规 模 移 民 潮 之 后 出 现， 其 影 响 力 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逐渐减弱。该研究对新闻报道如何

平衡透明性与避免群体刻板印象之间的关系具

有重要启示  [64]。

（三）新闻报道中的气候变化

作为全球性危机的气候变化亟需各国通力

协作去应对与治理，然而国家利益与政治策略

的差异致使不同国家对待这一问题时出现分歧

与博弈。随之，各国媒体在报道气候变化相关

议题时也显露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与叙事倾向，

借此在国内外争夺话语权。例如，Ming Liu 等

人对《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的气候变化

报道中涉及的责任框架进行了语料库辅助话语

分析，重点探讨二者如何构建人类和非人类的

因果责任框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日报》

倾向于对气候变化的人为原因寻求共识，强调

发达国家在其中的历史性因果责任，并敦促发

达国家承担更多的治理责任；而《纽约时报》

则倾向于问题化人类对气候影响的原因，强调

发展中国家的当代因果责任及其共享责任。可

见，国际气候报道与国家利益保持一致，并体

现在媒体的框架选择以及特定话语策略和语言

技巧上 [65]。

国际新闻公众受到既定立场的影响，面对

气候报道时也表现出不同的认知、情感和态度。

Weili Wang 等人通过在线实验法对国内公众进

行调查，探讨了战略框架（strategy framing）对

政府信任、民族主义情绪和气候行动意图的影

响。在实验中，被试者随机进入战略框架组和

议题框架组，分别阅读基于不同框架报道的中

美气候合作新闻内容并测量其相关态度和意图，

结果证明战略框架不仅通过激发民族主义情绪

促进气候行动，还可能通过焦虑情绪影响政府

信任 [66]。

作为话语的气候变化如何在国家之间扩散

流 通 也 是 一 个 值 得 关 注 的 问 题。Shujun Liu 等

人 以 来 自 六 个 国 家 的 不 同 媒 体 对 热 浪 的 报 道

（2010—2022 年）为研究对象，借助内容分析

和自然语言处理方法量化热浪相关报道的数量

及其与气候变化的关联，考察全球媒体行动者

如何将环境科学纳入新闻叙事。研究发现，在

公共领域的气候变化报道存在三种类型的传播，

即时间扩散、地理扩散和政治扩散，分别指向

新闻跨时间、空间和意识形态的流动过程。随

着时间的推移，媒体对热浪的关注不断升级，

热浪与人为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从全球北方扩散到全球南方，以及从左翼媒体

扩展到更广泛的意识形态领域 [67]。

七、新闻类型研究

（一）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science news）是“一种主要报

道科学、医学和技术等问题的特殊新闻形式”，

该新闻类型起源于自然科学研究，旨在向公众

解释科学信息，报告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和未

来趋势，揭示科学研究中潜在的问题或利益冲

突。然而，由于大多数科学新闻报道的记者并

未经历充分的科学研究培训，当面对复杂、不

熟悉的问题时，他们会表现出对专家信源极高

的信任度，从而进入一种被动的新闻制作模式。

Suzannah Comfort 等人通过对大量新闻稿材料和

新闻媒体文章相似度计算，追踪科学知识被纳

入新闻叙事的过程，并发现高达 65% 的科学新

闻中的句子与新闻通稿之间具有高度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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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做法可能会危及公众和记者对科学的信任基

础 [68]。

在社交媒体时代，具有新闻价值的科学事

件（如论文的发表），在大多数情况下依然首先

在主流媒体上进行发布，然后经由社交媒体的分

享达到广泛的受众。科学知识经过新闻官员、记

者和社交媒体编辑的层层“把关”，最终可能扭

曲知识信息的含义。为此，Marie Verstappen 编

制了一个独特的语料库，将 109 篇科学新闻报

道来源的比利时传统报纸、新闻网站和社交媒体

账号之间建立一对一的映射关系。研究者追踪了

这些新闻报道的传播流程，并识别了相应的新闻

改编类型，为社交媒体中的科学新闻的流通特征

和限制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洞见 [69]。同样地，

Sisanda Nkoala 分析了南非三家科学新闻机构的

社交媒体动态内容，探讨南非的科学新闻机构如

何利用 X 平台的多模态特性和受众所喜欢的方

式传播全球科学议题。基于社交媒体推文的科学

新闻可以使用多种语言进行转译和传播，使得科

学记者能够将科学内容以南非最广泛使用的语言

（祖鲁语）呈现给特定公众；同时，通过使用简

单的可视化图形，社交媒体推文还可以简化原本

复杂的科学知识 [70]。 

此外，考察受众在科学新闻消费时如何认

知并与新闻进行情感互动，有助于理解科学新闻

的效果机制进而提升科学知识生产的影响力。

Asheley Landrum 等人与专业科学记者协作进行

了一项全国性在线调查，旨在了解读者在面对科

学新闻报道时产生的敬畏感（a sense of awe），

以及科学好奇心如何调节这种心理反应。研究发

现更强的科学好奇心能引起更大的敬畏反应，但

科学好奇心并未调节新闻文章类型与敬畏反应之

间的关系，由此说明观众可以通过阅读科学新闻

报道体验到敬畏之情  [71]。

（二）数据新闻

随着社会的数字化程度越来越高，人类可获

得的用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数据

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要多，由此促进了数

据新闻（data journalism）的诞生。数据新闻的

特点是使用数据集作为数据来源，处理和分析数

据，以及创建数据可视化来解释、发现社会现象，

寻求社会问题的解决。

数据新闻作为一种新闻创新形式，也被定位

为一个专业实践，要求记者具备必要的数据素养

和信息处理技能来制作基于数据收集、分析和可

视化的新闻产品。Gerry Lanosga 等人对来自 68

个国家的记者进行调查以期构建一个基于工作惯

例和条件的数据记者类型学框架，并比较全球南

北方国家记者之间的异同。研究发现，数据记者

之间并没有形成统一的专业或认识论范式，而是

倾向于采用广泛的实践，不同工作环境下使用特

殊方法的程度亦有所不同。例如，相较于全球北

方，全球南方的记者更有可能在数据新闻中引用

非专家的信息来源。总体而言，数据新闻逐渐成

为一个成熟的领域，得益于全球调查新闻网络

（GIJN）等国际组织对记者的培训，标准化实

践正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  [72]。

数据记者借助编程语言进行数据采集、分

析和可视化，可是作为数据新闻重要组成部分的

代码在以往的研究中并不多见。Aman Abhishek

等人基于 234 个公开发表的新闻故事的 GitHub

开源项目样本，使用批判性代码分析（Critical 

Code Studies）方法考察定量数据和计算分析在

数据驱动报道中的角色。研究者对每个故事的三

个独立元素（代码、数据和新闻文本）进行内容

分析，利用层次聚类方法对这些特征进行细致测

量、分组识别和定性审查。在数据和计算方法的

驱动下，数据新闻报道拥有从简单统计报告到大

规模调查的丰富层次，研究者还强调了数据新闻

对政府数据的持续依赖，以及抓取网络数据所涉

及的劳动力，并讨论如何使用复杂的逆向工程方

法来审查科技公司 [73]。

聚焦于数据新闻的消费方式和场景，Shadi 

Abu-Ayyash 等人在新闻消费和驯化理论视角下，

调查巴勒斯坦大学生与社交媒体传播的数据新闻

之间的互动方式，探讨数据新闻消费背后的动机，

以及新媒体技术如何用以诱发其消费行为。研究

结果显示，用户对数据新闻故事的参与主要源于

他们对新闻主题的兴趣，其中社会和人文故事等

主题最受欢迎；而数据新闻故事消费的其他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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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视觉效果、与新闻主题的接近性以及对信源

的熟悉程度  [74]。

（三）沉浸式新闻

近年来，新闻编辑室开始使用更多数字技术

来探索身临其境的新闻样态和叙事形式，包括使

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混合现

实（MR）和 360°视频等技术制作新闻故事，

这类实践和产品被称为“沉浸式新闻”（immersive 

journalism）。与传统新闻类型及其新闻理念相比，

沉浸式新闻作为一种新闻编辑室内部的颠覆性创

新形式，已然深刻改变新闻实践的面貌和消费场

景，并重新定义了新闻生产的边界与价值标准。

在生产层面，研究者密切关注沉浸式新闻

如何影响我们对新闻准则和价值观念的评估与反

思。例如，Joshua Fisher 等人开发了一个操作化

并实证评估规范性新闻原则的跨媒体技术工具即

“媒体新闻原则评估”（AJPM），研究者可以

使用 AJPM 量表评估不同类型的沉浸式新闻作品

及其新闻原则的表现程度，有助于探索沉浸式技

术如何影响受众对新闻原则的感知，如真实感、

可信度、参与度等 [75]。Shangyuan Wu 分析了 5

家西方主流媒体的 200 个沉浸式新闻，在“边界

工作”（boundary work）视角下讨论这种新的新

闻形式在多大程度上坚持了传统的新闻价值观、

规范、角色和惯例。研究发现，沉浸式新闻叙事

同样追求时效性，并且强调新奇性或人情味等新

闻价值，但新闻缺乏消息来源和过程的透明性，

以及娱乐化程度偏高都可能消解其在展示客观性上

的优势 [76]。

从消费端来看，研究者试图解答如何平衡沉

浸式新闻用户的沉浸体验与产品本身的新闻性的

“两难”问题。Hannah Greber 等人选取了两个

荷兰媒体的沉浸式新闻案例，要求受访者在观看

任意一个案例后记录他们的评价和体验，基于对

受访者想法的层次梳理和定性内容分析，研究者

发现受众在接触沉浸式新闻产生了预期的效果，

如临场感和强烈的情感体验，但可能未必能完全

将其视为一种新闻类型，而且他们可能对沉浸式

新闻的接受程度有限 [77]。Rayco González 等人

选择《纽约时报》“每日 360 度”（Daily 360）

项目进行案例研究，以说明《纽约时报》在使用

360°视频技术进行新闻报道时，采取了一种折

中策略来平衡沉浸式体验与传统新闻伦理之间的

张力。项目通过使用一些减少沉浸感的元素（比

如记者旁白、音乐、文字说明等），来营造一种

“ 去 沉 浸”（deimmersion） 的 效 果， 这 样 做 的

目的在于保持观众对于新闻故事的适当距离，以

维护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和批判性  [78]。

八、新闻生态研究

（一）不文明的在线新闻评论

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已成为公众获取和

消费新闻的重要渠道，平台为用户提供阅读、评

论和参与新闻的结构性机会，反过来也塑造了人

们数字化生存的交流空间和信息生态环境。在线

新闻评论区一度被视为现代公共领域的缩影，但

是评论区频发的不文明现象（如网络暴力、恶意

攻击、挑衅与煽动等），严重损害了公共讨论的

质量，并滋长群体和社会分裂的风险。因此，研

究者有必要对在线不文明评论进行准确识别、分

析和积极应对。Susana Salgado 等人提出了基于

人工标注和机器学习等的方法来评估不文明言

论的流行程度并确定其预测因素。经过对来自 6

个国家 12 家报纸网站上关于移民和失业话题的

200 多万条新闻评论的分析，发现在线新闻评论

中普遍存在不文明行为，当评论涉及移民话题、

右翼政治倾向、民粹主义言论、虚假信息时情况

变得更为糟糕。研究者还强调了在不同的政治和

媒体背景下，这些因素可能持续影响网络空间中

的公共话语和民主交流的质量  [79]。

为了揭示不文明评论出现的原因和社会背

景，Lea Hellmueller 等人研究了西班牙语和英语

媒体的社交媒体帖子如何影响 2020 年美国初选

政治辩论期间用户评论中的不文明行为。研究者

借助机器学习方法分析主办辩论的新闻机构的脸

书（Facebook）帖文及相关的评论。研究发现，

新闻报道的风格（解释性报道和事实报道）以及

社交媒体上的情感表达，显著影响用户评论中的

不文明行为；英语媒体的解释性报道与较低的不

文明评论相关，而西班牙语媒体的事实报道与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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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不文明评论相关。此外，社交媒体上的情感

结构，尤其是视觉内容中的情感表达，也会影响

用户在线评论的情绪和不文明程度 [80]。

然而，有的媒体机构刻意默许或诱使用户

评论发生矛盾或争辩，制造日渐分化和激烈对抗

的在线新闻社区，旨在吸引更多的新闻关注和

受众注意力。Joseba Bonaut 等人比较了 2019 年

至 2020 年期间西班牙读者人数最多的两家体育

报纸的新闻风格，发现记者使用主观的、情感化

和口语化的报道风格，不仅消解了自身的新闻专

业性，还为非理性和不文明对话的滋生提供了温

床；值得注意的是，不文明言论和仇恨表达具有

地域性，例如，西班牙民族主义与加泰罗尼亚分

离主义在足球世界中相互对抗，显示出体育与国

家政治的依赖关系 [81]。

（二）新闻与政治环境

新闻媒体常常被视为自由民主国家的基石，

承担着向公民提供当前事务可靠信息和施行监督

权力的责任。尽管也有人质疑这一说法，指出新

闻会在高度商业化的环境中失灵，但不可否认的

是新闻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与政治环境是密不可

分的。首先，新闻生产会受到整个国际局势的政

治环境的影响。Tales Tomaz 的研究深入探讨了

2010—2020 年欧洲新闻媒体在数字化浪潮中的

表现及其对民主角色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欧

洲主要新闻媒体在民主职能上的整体表现保持稳

定甚至略有提升，但数字新闻的发展在吸引年轻

受众和地方新闻报道方面存在挑战；不同国家新

闻媒体表现不均衡，这强调了媒体所有权模式、

监管结构和文化实践等非技术因素在新闻媒体履

行民主职能中的重要性  [82]。

除了国际政治生态的结构性影响之外，国家

内部的政治变革更直接地塑造了新闻的制度化生

产。Madhavi Ravikumar 等人探讨了新闻媒体在

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中的角色和限制以理解印

度媒体的他律（heteronomy）和自律（autonomy）

问题。研究者以框架分析为理论框架考察媒体如

何构建和呈现特定事件，从而揭示印度主流媒体

中多样化表现的证据，并作为意识形态竞争和专

业规范坚持的空间而存在。尽管经济和政治精英

对媒体产生重要影响，但印度的新闻场域并非完

全受外部力量支配，仍有部分媒体表现出有限的

自主性 [83]。

政治因素如国家的民主模式影响着新闻媒

体的组织形式，也改变了其新闻报道的叙事逻辑。

然而，这种结构条件与新闻报道中内容元素呈

现之间的关系仍未得到充分探讨。为此，Erkan 

Ergün 等人比较了英国（多数民主国家）和荷

兰（共识民主国家）在 2000—2020 年之间政治

新闻报道中媒体逻辑（media logic）与内容表达

（如新闻框架、商业主义、个人化、戏剧化、视

觉化等）的差异。研究者通过对 1,463 篇报纸文

章的逻辑回归分析表明，媒体逻辑内容表达在多

数主义政府下出现的频率高于共识性政府，并且

政府的包容性越高，这些媒体逻辑内容在新闻报

道中出现的频率越低。此外，研究还指出，与国

家民主模式的静态变量相比，国家政府的政治格

局为说明新闻报道行为本身提供了更精确的解释
[84]。

（三）虚假信息的智能治理

在“后真相”时代，虚假信息的泛滥对社会

构成了严峻挑战。这种信息生态的恶化不仅增加

了媒体和公共话语中的失实和误导性内容，而且

提高了公民对错误信息和假新闻的感知，对个体

和社会均构成了巨大威胁。因此，探索 AI 驱动

的虚假信息生态治理的行动策略和技术路径变得

尤为迫切。首先，治理虚假信息的关键步骤是精

准识别疑似错误信息。Noëlle Lebernegg 等人开

发了一个自动识别和检测失实或误导性新闻内容

的机器学习算法，提取了 131 个语言和文本特征

（包括情感语言、非正式语言、可验证信息、词

汇 多 样 性 和 可 读 性 等）， 并 使 用 XGBoost 算 法

对虚假信息进行识别和预测。结果显示，模型在

区分真实和虚假新闻方面表现出色，F1 分数分

别达到 0.83 和 0.86。此外，研究者还评估了各

个特征对模型预测的贡献，发现文章标题长度、

过去时态动词使用、大写字母使用、正文长度和

感叹号使用等是区分真假新闻的关键特征 [85]。

近年来，越来越多媒体开始探索使用 AI 技

术实现事实核查工作特定环节的自动化，以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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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信息大规模传播时能够更有效地进行纠正。

其中，事实核查机器人（fact-checking bots）是

被专门设计用来自动化地识别和验证新闻中或

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的工具，Lena Frischlich

等人通过定性访谈收集了德国即时通讯用户对

于使用事实核查机器人应对假新闻问题的态度。

研究结论表明，用户对于事实核查机器人的接

受程度取决于他们对机器人的感知有用性、是

否增加信息过载的负担，以及是否重视用户隐

私和安全的需求；用户对信息提供者的信任程

度也是决定他们是否愿意使用事实核查机器人

的关键因素 [86]。

Thales Lelo 基于 30 份由记者及其技术合作

伙伴发布的官方声明，对 5 个网站的 7 名代表

进行的半结构化访谈，探讨在巴西的事实核查

与 AI 技术结合如何形塑新闻出版商的话语和实

践。结果显示，尽管 AI 技术在巴西事实核查中

的应用呈现出增长趋势，并且得到了科技行业

的支持，但在实践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包

括工作量增加、工作流程不熟悉以及与社交媒

体平台规则冲突等问题。研究指出，在新闻业

中引入 AI 时应考虑权威和伦理问题，可以借由

一个话语 - 实践框架来调整技术乐观预期与实

际工作困境之间的紧张关系 [87]。

九、总结

沿循 2024 年全球新闻学研究的学术脉络和

知识地图，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一种历史性阶段的

日常化趋势和对多元主义新闻文化的重申。概而

言之，当前时期的新闻学研究焦点可以归纳为：

新闻多样性。日益成为成熟范式的数字新闻学，

在理论概念发散、角色表现转换、样态另类创新、

跨媒介叙事、行动者多元化等观念取向上全面

展现出广泛性和差异性特征。在世界各地，处

于不同政治、文化背景和社会语境的新闻学者

开始审视和反思媒介技术演进、逆全球化和民

粹主义兴起等结构性变化对新闻本质和知识内

核的根本性影响。全球新闻市场焦点及个体的

专业实践在一种多样性文化的“庇护”和“促逼”

下，从传统新闻编辑室内部转移至边界更加模糊

的数字媒体空间；以专业控制和机构性生产为

核心的认知权威，在新闻边界协商、争辩和抵

抗下逐渐让步于不断涌进的人类 / 非人类行动者

（如普通用户、公民记者、平台 / 算法、社交机

器人等）。现如今新闻生产和流通渠道的数字化、

平台化和基础设施化趋势，既培育了以信任、

平等、共享、透明和建设性为规范基础和价值

准绳的新闻理想，但同时也制造了平台依赖、

职业倦怠、新闻回避、仇恨言论和错误信息等

新闻生态污染和网络信息失序的困境。

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新闻多样性指的是，

新闻学认知对象即不同的新闻主体（包括个人、

组织、内容和技术等）与外部环境（如政治、经济、

社会 - 技术等）相互作用下形成的生态系统混

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新闻生产、流通和

消费过程的总和，包括主体内、主体间及其所嵌

入的生态系统的丰富程度和差异性。过去一年

里，研究者对于新闻多样性的观察、知识主张

和理论化尝试，折射出新闻学在新旧范式交替、

共存的历史性结构和动态过程中充满了历史与

逻辑的张力。

一方面，随着作为关键事件的全球大流行

的影响正在减弱，新闻编辑室的工作惯例以及

新闻“无形学院”的认知实践逐渐恢复往日容

貌，过度中心化的风险议题让位于技术环境和

规范性传统下越来越差异化和均衡性的理论话

语实践，使得新闻学研究在连续的知识谱系中

总是竭力回应那些维系其自身合法性的基本“承

诺”，并期望在技术更迭和科学范式转换的“断

裂”处自然生长出“理论之树”，为建构新闻

学的知识体系注入强大的生命之源。

另一方面，新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全面

渗透正在改变新闻业及其知识生产的方式，社

交媒体平台和社会 - 技术的可供性为新闻样态

创新（如数据新闻、沉浸式新闻、协作式新闻

和 AI 生成新闻等）和用户积极 / 消极参与新闻（如

分享新闻、情感互动、新闻疲劳或不文明评论等）

提供了结构性机会；同时，技术也对数字新闻

业的传播秩序和伦理体系构成新的挑战，使得我

们对技术驱动的新闻生产和消费的实际观察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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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现与规范逻辑的辩证统一，有可能进一步

削弱新闻学本已脆弱的学科自主性和价值根基。

总而言之，以 2024 年为起点，全球新闻学

研究逐步进入一个平稳发展的周期，并在议题、

研究取向和知识结构等方面展示了新闻主体、

内容和价值观的多样性。在经验层面，生成式

AI、沉浸式技术、协作式生产等新闻创新实践

策略在新闻编辑室的应用，将引发新一轮的新

闻类型学研究以及对技术准则和伦理的审计评

估；在理论化层面，新闻学的认知范式从媒体

逻辑向平台逻辑过渡，从聚焦新闻机构生产的

专业主义转向新闻流通、消费领域的多元主义，

经由多种方法的混合研究进路，反复审查跨越

国家、媒介和群体边界的新闻行动者话语和叙

事网络，以期构建兼具全球视野和在地经验的

数字新闻学的基础知识和理论体系。

（责任编辑：孙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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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主题建模方法，对 2024 年度全球传播学研究的前沿成果进行全面而细致的综述，据此凝

练当前传播学理论发展和经验实践的核心议题与趋势。文章通过对 3391 篇国际传播学文献信息进行主题

聚类和系统梳理，归纳发现本年度全球传播学知识生产表现出“情感结构的转向”：在微观上，关注个体

的消极心理反应与沟通结果，并积极发掘传播的正向功能；在中观上，聚焦社会群体的情感互动与实践如

何形塑并抵御结构性压力；在宏观上，勾连社会的结构变革与公众情感结构重塑的关系，及其对国家施政、

战略转型与社会治理的启示。注重经验、功能和实用价值的传播学主流范式亟待补充整体性学术视角，从

分散的“地方性知识”中找寻具有普遍性和结构性的“共同体情感”。

关键词　传播学；健康传播；人际传播；媒介技术；数字媒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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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思路和方法

本文延续课题组 2021—2023 年对国际传播学期刊代表性成果的系统性、

半自动化分析策略，基于主题模型算法和文本爬梳对 2024 年度全球传播学

研究文献进行全景式观察。在样本选择上，首先从最新版《期刊引证报告》

（JCR）中 SSCI 收录的 228 种传播学类期刊中选择 44 本 Q1 区期刊（5 本

新闻学相关期刊除外），通过科学网（WoS）对期刊来源和发表日期进行限

定条件检索，获取 2024 年全量文献信息数据，检索日期为 2024 年 11 月 21 日。

经过清洗和筛查，最终获得用于分析的英文文献数量为 3391 篇，相比去年

的 2210 篇增加了约 52%，期刊论文分布情况如表 1 所示。

在数据处理方面，本文使用 LDA 主题模型对论文标题和摘要文本进行

清洗、词性过滤、二元分词、词形变换等自然语言处理，构建用于主题建模

的字典和语料库。经过模型训练和参数调试，模型成功识别出 20 个具有较

高内部一致性的主题类别，并指向七个传播学的热点领域：政治传播、健康

情感结构的转向：

2024 年度全球传播学研究综述 1）

黄文森 赵翔宇 郑梓健 常江

1）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数字新闻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研究”（20&ZD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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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与组织传播、受众及效

果研究、媒介技术研究和新媒体文化研究。其中，

政治传播研究包括媒体自主性与政治权力、政

治信任与公众参与、抗议范式与数字行动三个

主题；健康传播研究涉及健康错误信息、不良

习惯与健康风险、医患沟通以及媒介使用与心

理健康等四个主题；人际传播研究集中在家庭

沟通与抗逆力、亲密关系中的依恋与满足感两

个方面；群体与组织传播研究包括社交圈层与

数字身份、组织沟通、公共关系与危机传播等

三个主题；受众及效果研究包括广告与消费者

行为、说服研究、身体形象及其影响三个主题；

媒介技术研究则是智能算法、数字化政策

与治理、数字不平等三个主题最为突出；

新媒体文化研究涉及流媒体与视听文化

和游戏研究两个主题。

二、 政治传播研究

（一）媒体自主性与政治权力

国家政治权力会对新闻媒体产生不

可忽视的作用，尤其是权力机构的调整，

对新闻媒体自主性及其社会功能会产生

深远的影响。以特朗普·唐纳德（Donald 

Trump）于社交媒体上公然将新闻媒体定

义为“人民公敌”为标志，全球范围内

的媒体自由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

例如，Nicole Anderson 等人研究中发

现，由于媒体不信任（media distrust）和

媒 体 限 制（media restrictions） 的 日 益 加

剧，民族主义情绪不断膨胀。而具体到

在匈牙利的研究，他们发现，当民族主

义存在时，媒体对权力的批评容易在个

人层面被认为是对民族的威胁，并回避

批判性的媒体，这也使人们更容易接受

自上而下的媒体限制，从而在个人和国

家层面加剧民族主义的发展 [1]。聚焦于

媒 体 关 系 的 整 体 性， 媒 介 系 统（Media 

Systems）理论为国家政权作用于新闻媒

体的影响提供了分析框架。Murat Akser

等人对土耳其媒体与政治间关系的研究

指出，土耳其媒体自由的不断削减受到媒体捕

获（media capture） 的 极 大 影 响， 并 认 为 土 耳

其 媒 体 的 这 一 转 变 与 政 治 平 行 主 义（political 

parallelism）的兴起、新闻专业性的削减、国家

控制力的上升及相应的媒体所有权向政府友好

者集中等因素密切相关。具体而言，这一研究

认为土耳其政府通过吸纳媒体人员参与政治生

活，给予亲政府的媒体所有者特许经营权或补

贴等方式完成了媒体捕获。而在这一转变过程

中，土耳其国内的政治恐惧气氛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最终使其媒体系统从多极分化格局走向

媒体自由逐渐旁落的境地 [2]。

期刊名称 数量 期刊名称
数

量
Health Communication 432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60

New Media & Society 34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Communication
56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90 Journal of Advertising 56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8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flict 

Management
53

Media Culture & Society 137 Policy And Internet 48
Social Media + Society 117 Profesional De La Informacion 42

Games And Culture 101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2
Communication & Sport 94 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 41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87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4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

Politics
86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8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85 Science Communication 38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A 

Journal of Nature and Culture
83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5

Television & New Media 79
Journal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34

Communication Research 72 Discourse Context & Media 23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72 Information Society 23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71
Communication Methods and 

Measures
2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ertising 69 Communication Theory 20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69 Comunicar 20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65

Cyberpsychology-Journal of 

Psychosocial Research on 

Cyberspace

20

Discourse & Society 64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8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Politics
62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16

Media Psychology 62

Convergence-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to New Media 

Technologies

22

表 1  2024 年 SSCI 传播学类期刊（Q1 区）文献数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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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非所有的研究都带有悲观主义的色彩，

新闻媒体除了受到政府管理与监察因素影响外，

其经营模式、交易状况与资金来源也会在不同

程度上影响媒体自主性。Timothy Neff 等人通过

对 33 个欧洲、北美以及亚非拉国家和地区的公

共媒体系统与民主关系进行层次聚类分析提出

了公共媒体系统模式的分类，依据公共媒体资

金来源、对独立性保护以及市场份额分为“国

家管理”“自由 - 多元化”“直接资助”“商业 -

公共”和“民主社团主义”等五种模式，并依

据上述分类指出，如果公共媒体系统具有高水

平的资金安全保障其本身及其政治和经济的独

立性，同时较少受到来自党派力量的干扰与限

制，则新闻媒体所呈现的媒体自主性能够最大

限度地保护其民主性 [3]。

（二）政治信任与公众参与

以往的研究坚持限制性投票政策（restrictive 

voting policies）能够减少选民的欺诈信念（fraud 

beliefs）， 从 而 增 加 民 众 对 于 选 举 的 信 任。 但

这 一 认 识 在 当 下 的 研 究 中 受 到 了 挑 战，Joseph 

Coll 等人利用投票成本指数（the Cost of Voting 

Index, COVI）作为测量标准，发现限制性投票

对欺诈信念和选民信心的影响因政党而异，相

较于民主党，选民欺诈信念对共和党人起着重

要的和实质性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政府应

用限制性投票改革来增强选民信心不但作用有

限，甚至可能降低选民的政治信任 [4]。另一方

面，限制性投票对欺诈信念的作用机制也存在

着群体差异，Adriano Udani 等人在一项美国选

民的全国代表性样本调查中，基于类型化理论

（typification theory）发现白人受访者会因为黑

人、拉丁裔等群体的犯罪刻板印象，将他们视

为“非法选民”而影响其选民欺诈信念，由此

揭示种族态度可能夸大了公众对选民欺诈的估

计，从而使得调查结果倾向于支持限制性选举

政策，主张对“非法”投票进行严厉惩罚 [5]。

在互联网时代中，选民的政治信任还受到

其社交媒体使用行为及其自身媒介素养的影响。

例如，针对更多的在线政治参与是否会降低人

们对选举公平性（electoral integrity）感知这一

问 题，Saifuddin Ahmed 等 研 究 者 使 用 了 2020

年 11 月美国总统大选前进行的两轮在线面板调

查数据，并采用自回归模型进行假设检验，证

实在线参与政治活动越多的人越有可能怀疑选

举的公正性，其中共和党人和新闻素养水平较

低的人对选举过程持更加怀疑的态度 [6]。

针对政治媒体使用中的不平等，特别是社

交媒体的使用是否有助于抵消传统新闻消费差

距这一问题，Atle Haugsgjerd 等人基于 2017 年

挪威大选活动期间的四阶段面板调查数据给出

了与前述研究相反的答案。研究结果显示，在

整个选举过程中，选民的在线新闻消费差距是

保持稳定的或者趋于收敛的。虽然选民在政治

媒体使用中确实存在结构性差异，比如女性通

常比男性更少地消费政治新闻，但随着选举日

的临近，女性整体上增加了更多的新闻使用，

以至于性别差距逐渐缩小。也就是说，社交媒

体能够为传统新闻未完全触达的潜在受众提供

政治信息，在某种程度上平衡了政治新闻消费

中的不平等，有助于弥合用户因新闻素养鸿沟

而造成的民主制度信任危机 [7]。由此表明，社交

媒体使用对选民政治信念的影响机制是多层次

的、复杂的，仍然需要研究者提供更多的经验

证据来给出稳健的回答。

（三）抗议范式与数字行动

随着社会运动在社交媒体中酝酿并涌现，

西方学术界对数字行动主义的研究兴趣也日渐

高 涨， 开 始 关 注 和 思 考 其 背 后 的 政 治 力 量 与

技 术 话 语。 面 对 如 今 的 混 合 媒 体 格 局（hybrid 

media landscape），研究者普遍认为主流媒体倾

向于在报道抗议行动时遵循“抗议范式”（protest 

paradigm），强调抗议组织及活动的暴力性，并

通过报道技巧使抗议活动非法化和边缘化，从而

削弱抗议活动的社会影响。与主流媒体的抗议

范式不同，另类媒体对公民抗议的报道框架则

反映了其对抗话语霸权的方式。例如，Summer 

Harlow 等人从“抗议范式”出发，通过对 2019 

年智利不平等抗议和 2020 年美国种族正义抗议

中的主流与另类媒体的新闻报道进行话语对比

分析发现，主流媒体更多采用损害框架描述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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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活动的暴力性和破坏性，而另类媒体通常在

骚乱和对抗框架的背景下呈现抗议活动的合理

性和必要性 [8]。

Victoria Balan 关注《时代》（Time）和《连线》

（Wired）杂志对伊朗 #WomanLifeFreedom 运动

的评价，揭示了数字技术在线社会运动中的“双

刃剑”话语，并且发现抗议范式在新闻报道中

仍然存在，但合法化和非法化的框架同时存在，

媒体对运动本身的再现和评价则更加突出激进

主义者的目标、不满和冲突等要素。与新闻媒

体不同，社交媒体为行动者提供记录和公开活

动的途径，以建立某种自我保护的机制来平衡

社会运动所造成的风险 [9]。可见，当下的在线社

会运动和数字化行动，最大程度上发挥了数字

技 术“ 草 根 赋 能”（grassroots empowerment）

的作用，为民众反抗话语霸权提供了政治参与

机会。

然而，尽管数字技术推动着社会反抗等级

制度下的象征性暴力（symbolic violence），却

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在线暴力行为的催化剂。

Raquel Recuero 的研究描述了在线社会运动中的

话 语“ 毒 性”（toxicity）， 说 明 社 交 媒 体 平 台

在促进社会互动的同时，也强化并“正常化”了

各种形式的压迫和象征性暴力（尤其是语言暴

力），污染了在线社会运动的正常讨论和话语 [10]。

可见，社交媒体上的数字行动者通过社会运动

维护权利和宣称群体主张的同时，也可能间接

损害了平台的健康环境。因此，政府需要依据

社交媒体在其中发挥的真实作用，降低话语“毒

性”催生的两极分化问题，以遏制数字平台对

暴力话语的传播。

三、 健康传播研究

（一）健康错误信息

健 康 错 误 信 息（misinformation） 的 传 播 会

对公共卫生构成威胁，它不仅会影响个人的健

康信念，也会影响个体的行为以及对公共卫生

政策的支持。因此，了解错误信息的传播机制，

以及使用何种方法减少其带来的危害成为学界

重点关注的问题。在风险信息搜索与处理模型

（Risk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Processing Model）

指导下，Soya Nah 探讨了医疗不信任和社交媒

体作为风险信息来源对疫苗接种意愿的影响。

基于对 1136 位美国黑人的在线调查，Soya Nah

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使用和医疗不信任（medical 

mistrust）与  COVID-19 疫苗相关的错误信息信

念呈正相关关系，而这种信念继而通过感知信

息不足（information insufficiency）和信息搜索

意图正向影响受众的疫苗接种迟疑；同时，错

误信息信念和反疫苗（anti-vaccination）主观规

范，也会链式中介社交媒体使用与医疗不信任

对疫苗接种迟疑的影响关系 [11]。

错误信息的扩散与泛滥也是另一个值得关

注的问题。Jiahui Lu 等人基于风险的社会放大

理论（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Framework）

探究了用户在社交媒体上接触 COVID-19 疫苗

信 息 如 何 通 过 情 感 启 发 式（affect heuristics，

即 疫 情 的 一 般 负 面 情 绪 ） 和 可 得 性 启 发 式

（availability heuristics， 即 感 知 到 的 虚 假 信 息

获取的容易程度）影响他们的虚假信息分享行

为。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上的风险信息接触通

过引发特定的负面情绪和感知风险信息的心理

可得性，从而导致用户对虚假信息进行分享 [12]。

事实核查（fact-checking）作为应对错误信

息的有效手段，在何种条件下发挥其遏制错误

信息扩散的作用仍然需要更多实证数据的检验。

Jikai Sun 等人通过一个 2（来源可信度：高和低）

× 2（来源一致性：一致和不一致）× 3（纠正

方式：人工事实核查、 AI 事实核查和简单反驳）

的因素组间设计实验，探究了纠正方式和来源

一致性如何影响个体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辟谣信

息的意愿。结果表明，与简单反驳相比，人工

事实核查和 AI 事实核查均引发用户更高的分享

意愿；相比于前后（错误信息与辟谣信息）不

一致的信息来源，前后一致的信息来源更能引

发用户的分享意愿，并且个体感知到的辟谣信

息来源的可信度会调节来源一致性对辟谣信息

分享意愿的影响 [13]。

（二）不良习惯与健康风险

健 康 风 险 行 为（health-risk behaviors）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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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给个体健康及终身生活质量造成直接或间接

危害的不良行为。对于吸烟、酗酒、吸毒等健

康风险行为，  健康传播学者力求理解媒介信息

与传播策略在风险行为的发生与纠正中所发挥

的 作 用。Anne Sadza 等 人 通 过 7 次 焦 点 小 组 和

对 50 名青少年访谈，研究了青少年是如何理解

媒介描绘的酒精、吸烟、毒品等风险行为并为

之赋予意义的。研究发现，青少年能够意识到

风险行为在娱乐内容中的普遍化和合理化，如

认为特定风险行为出现在电影或社交媒体中是

为了塑造某种氛围，或赚取流量或营造人设，

但很难对媒体中的风险行为进行批判性反思；

研究还揭示了青少年对此类风险行为认知存在

的“第三人称效应”（third-person effect），即

认为这种风险行为会对别人（相较于自己）产

生更为严重的影响 [14]。

吸 烟 的 不 良 习 惯 常 被 认 为 是 导 致 肺 癌 的

主要病因。在中国，吸烟者已经被列入年度肺

癌 筛 查 的 高 危 人 群 范 畴。Luxi Zhang 关 注 吸 烟

者 在 社 交 媒 体 中 的 健 康 信 息 被 动 接 触（health 

information scanning） 与 其 自 身 的 癌 症 筛 查

意 愿 的 关 系。 在 健 康 信 念 模 型（Health Belief 

Model）的指导下，基于对 992 名吸烟者进行问

卷调查发现，线上健康信息被动接触可以增强吸

烟者对吸烟的认知风险感知（即感知易感性和

严重性），进而增加情感风险感知（即癌症担忧），

最后导致筛查意愿的增强。此外，电子健康素

养（eHealth literacy）在癌症担忧与筛查意愿之

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即具有较高电子健康素

养的吸烟者更会因为对癌症的担忧而想去进行

肺癌筛查。由此启发，卫生机构有必要对电子

健康素养较低的地区（如农村）实施针对性的

健康教育活动，以整体提升其健康信念水平 [15]。

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青少年分享其酒

精、烟草和大麻等精神活性物质使用的认知和

经 历， 引 发 健 康 传 播 学 者 的 密 切 关 注。Femke 

Geusens 等 人 基 于 强 化 螺 旋 模 型（Reinforcing 

Spirals Model） 对 282 名 15—20 岁 的 美 国 年 轻

人进行两阶段面板数据收集和交叉滞后模型分

析，探讨他们对上述三类药物使用与其在社交

媒体发帖分享相关经历之间的影响关系，结果

显示酒精和大麻的使用分别预测随后相关内容

帖 文 的 分 享 和 发 布， 即 选 择 性 效 应（selection 

effect）；但反过来的在线内容的交流对其药物

使 用 的 社 交 媒 体 自 我 效 应（social  media self-

effect）并不显著 [16]。

具体到药物滥用问题的相关研究，Xiaoxia 

Cao 通过实验研究不同的反对药物滥用宣传的叙

事视角所能产生的不同效果。研究发现，使用

第一人称内部（first-internal）和第三人称外部

（third-external）的风险叙事会显著提高被试者

对处方阿片类药物的消极态度，并发现感知严重

性（perceived severity）和预期内疚感（anticipated 

guilt）两个中介变量可以部分解释上述叙事视角

与态度之间的机制。具体而言，相较于第三人

称叙述，第一人称叙述更能通过提高感知严重

性和预期内疚感对消极态度造成更积极的影响。

由此可见，寻求合适的叙事视角以引起相应的心

理机制，可以提高健康信息传播的有效性，有助

于促进不良习惯的改变以降低相关健康风险 [17]。

（三）医患沟通

在健康传播中，医疗人员的人际沟通素养

提升，有助于改善与病患及其家属之间的沟通质

量，顺利推进医疗方案的实施并减少医疗纠纷。

然而，医患关系中的沟通充满了脆弱性与不稳

定性，阻碍了医患主体间共通的话语空间的形

成。近年来，“以患者为中心的沟通”（patient-

centered communication, PCC）在医疗服务中被广

泛倡导，这种沟通方式强调良性的医患互动，有

益于从患者角度出发帮助患者做出符合其预期的

健康决策。Faying Song 等人将 PCC 被划分为三

个维度：（1）探索患者的疾病体验；（2）了

解患者的社会状况；（3）达成医患共识。研究

结果表明，患者对 PCC 第一、第三维度的评分

与在线问诊服务质量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而

第二维度是线上问诊场景中医患沟通的薄弱环

节；医生在线上问诊中的 PCC 总体水平受到问

诊形式、医生性别和职称的影响，其中平台主导

的在线问诊模式下女性医生及住院医生的 PCC

水平更高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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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 聋 和 重 听（Deaf and Hard-of-Hearing, 

DHH）患者由于自身缺陷在医患沟通中面临更

多困难，但这尚未引起国际传播者的广泛关注。

Piper Liu 等人利用 2020 年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

健康信息国家趋势调查（HINTS 5 Cycle 4）数

据集，对其中 323 名 DHH 患者的数据进行了建

模分析。研究结果验证了“以患者为中心的照

护”（patient-centered care） 感 知 和 患 者 激 活

（patient activation，即患者健康认知信念的唤醒）

分别作为线下健康护理障碍（offline  healthcare 

obstacles）、在线健康咨询对 DHH 患者身心健

康影响的链式中介机制。具体而言，线下健康

护理障碍通过降低以患者为中心的照护感知、

抑制患者激活，进而负向影响其身心健康结果；

在另一条路径上，在线健康咨询通过上述的链

式中介过程对患者的身心健康产生积极影响 [19]。

不 过， 医 生 从 患 者 角 度 出 发 与 癌 症 患 者

进 行 预 后 沟 通（prognostic  communication），

并不总能缓解医患之间的误解和紧张关系。考

虑 到 患 者 接 受 预 后 信 息 存 在 偏 好 差 异，Marie 

Haverfield 的研究转向在“以关系为中心的沟通”

（relationship-centered communication，RCC）

框架下，整合患者、医生和照护者的经验以全

面提升沟通质量和医疗决策的有效性，经过访

谈的三方均认可直接的、个性化的和富有同理

心的沟通方式，而患者强调对不切实际希望的

避免，照护者则更关注患者对持续照护期望的

管理 [20]。RCC 框架为未来肿瘤护理研究指明方

向，强调通过加强系统性支持和关系导向的沟

通培训，提升医疗决策的效率与个性化，尤其

在面对文化多样性和边缘化群体时尤为重要。

此外，社会层面的非疾病因素也可能对医患

沟通效果造成影响。在 Kim Tenfelde 等人的研

究中，探讨患者的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差异如何形塑其在就医期间不同的工具

性沟通、情感沟通和以患者为中心的沟通模式。

经过对 45 例心脏病会诊记录进行的文本分析，

研究者发现与高社会经济地位患者相比，低社

会经济地位患者会在病情主诉过程中更多使用

简单词汇进行整体更少的叙述，并表现出更少

的担忧，而医生在与之对话的过程中则需要进

行更多、更主动地表达，以缓解由社会经济地

位差距带来的健康鸿沟 [21]。

（四）媒介使用与心理健康

长期以来，传播学者关心媒介使用（media usage）

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然而对二者之间互为因果

的 解 释 仍 存 在 分 歧。Christine Anderl 等 人 认

为这些研究结论不一致可能源于研究方法上的

差异性，试图通过追踪测量参与者为期 6 天的

智能手机使用日志数据，并结合生态瞬时评估

（EMA） 方 法 分 析 参 与 者 手 机 使 用 与 心 理 健

康之间的关系和影响机制。结果显示，用户的

手机屏幕时间与其心理健康状况和社会联结感

（social connectedness）呈双向负相关关系，而

社会联结感的降低反过来增加用户的手机使用

时长，从而进入一个潜在的恶性循环过程 [22]。

当 期 的 心 理 健 康 危 机 问 题 很 大 程 度 上 归

因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依赖社交媒体。

Malinda Desjarlais 使用了体验取样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追 踪 74 名 成 年 人 在 为 期 5 天

内（每天 6 次）报告社交媒体的即时使用情况，

以考察社交媒体诱导的社会比较心理与发帖对

自尊心和社会联结感的影响，发现用户在社交

媒体发帖时能够感受到更强烈的社会联结感，

而 当 社 交 媒 体 诱 发 人 们 的 上 行 比 较（upward 

comparison）时，其自尊心会出现短暂的下降 [23]。

该研究通过精细的测量否定了单纯通过控制使

用时间来缓解社交媒体负面心理影响的有效性，

并呼吁未来研究探索更多应对方案。

注意力分散与任务拖延被认为是个体不自

律的两类心理障碍。对此，Teun Siebers 证实了

用户使用智能手机的不同模式与不自律存在紧

密的关联性。研究者记录了 160 名青少年在为

期三周内的智能手机使用情况，并通过体验取

样方法每天六次评估他们的分心和任务延迟程

度。研究揭示了无论是频繁而分散的碎片化的

智能手机使用，还是长时间专注的黏性使用，

都可能导致分心的发生，这种关系在碎片化使

用模式下更加明显，但没有证据表明两种使用

模式会提高任务拖延的发生率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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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与身边的亲朋好友保持充分的社交联

系，人们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永久在线、永

久 连 接 ”（permanently online and permanently 

connected）所带来的数字压力之中。Anja Stevic

的研究旨在解开积极社交媒体使用（如私密互

动）、主动公共社交媒体使用（如公开分享信

息）和消极社交媒体使用（如监视他人的在线活

动）之间的关系，并将由同伴影响带来的数字

压力分为感知到的媒介可得性压力（availability 

pressure） 和 发 布 内 容 生 产 压 力（production 

pressure）。研究通过对 415 名青少年的两阶段

面板调查，显示积极的公共使用与生产压力之间

存在时间纵向上的双向影响关系；可得性压力增

加人们的私密社交媒体使用，这可能是个体感知

到同伴期望进行互动的结果。尽管社交媒体使用

与数字压力有关，但研究并未发现数字压力会对

生活满意度造成消极影响 [25]。

四、 人际传播研究

（一）家庭沟通与抗逆力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理解家庭成员之间

如何沟通和表达情感，以及不同类型的沟通模式

如何影响家庭的互动和关系成为国际传播学重点

关注的问题。研究人员面对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

与代际沟通中存在的矛盾，多采用抗逆力沟通理

论（Communication Theory of Resilience） 作 为

主要的理论视角。该理论将“抗逆力”（resilience，

也称为“复原力”）概念化为个体在面对破坏、

损失、创伤和灾难时，通过语言、互动、社会网

络及身份认同重新融入并构建生活新常态的过

程。 

通过结合自我民族志反思（autoethnographic 

reflections） 和 与 父 母 的 口 述 史 访 谈，Sophie 

Downing“把自己作为方法”观察了其在父亲意

外住院、康复和持续恢复过程中，无论是在个

人还是家庭层面都表现出抗逆力。在抗逆力沟

通理论框架的指导下，研究者确定了自身参与

该理论的五个基本过程，即制造常态（crafting 

normalcy）， 强 调 行 动 并 背 景 化 消 极 情 绪， 确

认 身 份 锚 定（affirming identity anchors）， 依

赖 传 播 网 络 和 使 用 可 替 代 性 逻 辑（alternative 

logics）。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还从亲历的家庭

对话中发现了另外三个抗逆力过程，即表演抗

逆 力（enacting performative resilience）， 连 接

更广泛的经验以及强调换位思考（perspective-

taking）。

同 样 地， 以 抗 逆 力 沟 通 理 论 为 框 架，

Haley  Nolan-Cody 等 人 聚 焦 家 庭 环 境 对 处 理 父

母物质使用障碍（substance use disorder，即药

物、酒精、烟草等使用或戒断而产生的成瘾性精

神障碍）的影响，通过使用主题共现分析方法对

父母患有该类精神疾病的成年兄弟姐妹样本进行

调查，揭示出多孩家庭子女利用自我和他人传播

抗逆力（communication resilience）过程有助于

使其重新适应社会环境，但也可能造成一种介于

适应与不适应的紧张状态，由此说明子女关系作

为支持来源可以有效应对由父母疾病所引发的家

庭压力 [26]。

当前国际社会老龄化趋势普遍加速，老年

病患居家照护日益常态化，研究家庭沟通如何促

进老人照护者恢复和适应生活的能力具有重要意

义。Amanda Cooper 等人通过对阿尔茨海默综合

征（Alzheimer's disease） 患 者 的 子 女 和 配 偶 进

行深度访谈，发现承认疾病是照护者在与家庭成

员关系中促进传播抗逆力的关键机制，他们倾向

于通过将责任推卸给疾病本身、接纳疾病和回忆

过往等方式来增强自身的抗逆力，并且在体验个

人成长、强化亲密关系以及矛盾化恢复（即承认

自己从逆境中成长却又感到压力和负担）的过程

中感受抗逆力的存在  [27]。

（二）亲密关系中的依恋与满足感

亲密关系是一种重要的人际关系类型，强

调主体体验到的情感或身体上的亲近。其中，成

年人之间的依恋关系（attachment relationships）

尤其受到了人际传播学者的长期关注，并考察了

回避型依恋（attachment avoidance）和焦虑型依

恋（attachment anxiety）等不同人格类型如何形

塑个体经历及其关系。

在以西方为主要文化背景的研究样本中，

这些依恋类型普遍被视为亲密关系和满意度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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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预测因子。Alexandra  Black 在一项实验研究

中调查了参与者如何看待伴侣在社交媒体上的

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如何影响他们的安全感和

满足感。研究发现，有焦虑型依恋的人在面对

伴侣存在潜在的网络交往对象时，会表现出更

多不适、担忧和嫉妒情绪；而有回避型依恋的

人表现出的不适和担忧程度则相对较低。当伴

侣在社交媒体上的行为可能表明对关系的承诺

（commitment） 时， 可 以 有 效 减 轻 回 避 型 依 恋

的个体对关系满意度的负面影响  [28]。

在非西方的文化语境下，不少研究者讨论

了婚姻关系中依恋人格特征对幸福感的影响过

程是否会展现出某种宽容或缓和机制（如个体

期待伴侣对自己的需求和情感的响应）。例如，

Fulya Kırımer-Aydınlı 等研究者考察了依恋焦虑

和依恋回避人格是否会影响个体感知伴侣响应

其获益目标（capitalization attempts，即与伴侣

分享积极事件），以及他们对于伴侣而言的感

知 重 要 性（perceived mattering）。 基 于 对 103

对土耳其夫妻的主客体效应（actor and partner 

effects）的二元数据分析，发现妻子的依恋回避

和丈夫的依恋焦虑都负向影响了彼此对获益目

标的反应和对自身重要性的感知；其中，妻子

的依恋回避还负向预测了丈夫的获益目标感知，

而丈夫的依恋回避负向预测了妻子的感知重要

性。夫妻双方依恋焦虑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

是焦虑型依恋）则负向影响了丈夫基于获益目

标和重要性感知的关系满意度 [29]。该研究强调

了亲密关系质量不仅要考虑伴侣的依恋取向，

还要考虑到他们之间披露或响应的生活意义，

从二元关系互动的角度来概念化沟通过程。

Siling Lu 等人通过感知伴侣反应（perceived 

partner responsiveness）影响婚姻满意度，通过

对来自不同婚姻阶段的 668 对中国夫妻的二元

数据进行主客体互倚中介模型分析，证明了个

体的依恋焦虑与自身及其伴侣的婚姻满意度呈

显著地负向相关，并受到感知伴侣反应的部分

中介。与此相反，感知伴侣反应完全中介了个

体（尤其是妻子）依恋回避与自身婚姻满意度

呈正相关关系，而部分中介了丈夫在依赖回避

与婚姻满意度二者之间的关系 [30]。

五、 群体与组织传播研究

（一）社交圈层与数字身份

借助社交媒体平台，个体能够超越现实生

活世界的地域与边界限制同陌生人建立新的非

正式交往关系，从而形成具有不同身份认同的

圈层群体。社交媒体用户的“数字身份”（digital 

identity）影响其如何与其他用户进行连接和互

动。Jussara Rowland 通 过 对 86 名 参 与 者 的 17

个焦点小组进行分析，探讨用户如何理解和感知

“数字身份”。研究发现，用户对于“数字身份”

存在三种不同的理解：（1）数字身份认证，即

数字平台中用于识别与验证个人身份的数据；

（2）自我展示，指用户在数字平台上构建和展

示的在线形象，可能与其线下身份相符或不同；

（3）数据化自我，由数字平台或算法基于用户

数据构建的实体，用户无法完全控制和了解。

研究表明，数字身份是一个复杂且多层次的概

念，具有动态性和不断重新解释的潜力 [31]。

由于社交媒体聚集了大量的用户并且提供

了丰富的功能，例如私信、视频通话、朋友圈等，

为个体的自我展演（identity presentation）提供

了数字舞台。研究人员尤为关注特定社交媒体平

台上不同用户群体的身份展演。例如，Ibrahim 

Emara  等人对盲人社区的 19 位博主进行访谈，

研究揭示了视障人士普遍将博客作为其在线社

群的重要沟通工具，因为患有视障的博主借助

博客传播其真实的生活经历，有助于增加他们

对失明相关话题的了解程度，从而积极地改变

他们的自我认知及对其他盲人的看法，增强了

社群成员的身份认同 [32]。 

此 外， 社 交 媒 体 的 存 在 可 以 让 个 体 保 持

“永远在线”的可见状态，但这种平台的可见

性可能加剧边缘群体的感知不平等和脆弱性。

Karoliina Talvitie-Lamberg 等人发现，边缘群体

并非完全放弃控制数据流动，而是通过降低其

平台可见性来维护自身的能动性。研究者通过

对芬兰的三类边缘群体（老年人、失业人群和

无证移民）中的 88 名研究对象进行日志和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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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探讨他们如何通过“隐形策略”（ tactics 

of invisibility）来应对社交媒体给他们带来的被

迫的可见性。研究者指出，他们大致采用三种

“隐形策略”来为自己塑造新的空间：（1）通

过限制使用某些程序或创建多个账号来和外界

保持距离；（2）避免分享信息或减少参与讨论，

从而将自己从社交媒体的框架中“裁剪”下来；

（3）删除社交媒体程序或选择成为旁观者，以

回避数字参与带来的情感负担 [33]。

（二）组织沟通

建 基 于 正 式 关 系 的 各 类 组 织 都 在 社 会 生

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组织内部的沟通关系

（如领导 - 员工关系、员工间关系）质量对组

织效率的影响依然是过去一年组织传播研究的

焦点议题。疫情之后，大部分的社会组织生产

方式都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在美国，有报

告指出超过一半的工作能远程完成，建议企业

使用弹性工作制（flexible work arrangements），

这对传统的组织管理方法和模式形成了挑战。

Justin Willett 等人对 1258 名美国全职员工进行

了 横 截 面 调 查， 使 用 沟 通 领 导 理 论（Theory of 

Communicative Leadership）了解组织领导者的

沟通支持对员工使用弹性工作制之间的影响，

结果显示，虽然高弹性工作制的使用会带来一

定的工作满意度以及敬业水平下滑，但领导者

的沟通支持能够有效缓和这种下滑趋势，高质量

的领导者沟通支持与更高水平的参与度能够最大

限度地降低弹性工作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34]。

在组织内部关系的冲突面向上，Ming-Hong 

Tsai 等学者结合工作行为调查和实验研究，发

现领导与员工的关系冲突降低了后者对领导者

开放性（openness）的感知；然而，当员工具有

高 权 力 距 离 取 向（power distance orientation，

即员工在多大程度上接受组织中权力分配不均

的价值取向）时，关系冲突对领导开放性感知

的负面影响变得不再显著；同时，研究还证实，

领导与员工关系冲突同权力距离取向交互效应，

通过领导开放性对员工的新想法沟通产生间接

影响 [35]。

同时，职场中员工之间的印象管理也会对

其工作积极性产生影响。基于压力认知评价理

论（Cognitive Appraisal Theory of  Stress），

Hao Chen 等人对来自 8 家中国企业的 438 名员

工及其领导进行配对调查，通过旁观者自信的

（assertive）和防御性的（defensive）印象管理

动 机 两 条 不 同 路 径， 解 释 同 伴 辱 虐 管 理（peer 

abusive supervision）如何影响旁观者的积极行

为。结果发现，一方面，同伴辱虐管理既可能

导致旁观者产生自信印象管理，从而表现出更

积极的行为；另一方面，也可能使其产生防御

性印象管理而降低积极行为的概率。此外，旁

观者的不确定性容忍度（uncertainty tolerance）

在这两条路径上均发挥出调节作用，容忍度较

高的旁观者善于识别和把握不确定压力事件背

后的机会和回报，从而强化了他们的自信印象

管理动机 [36]。

（三）公共关系与危机传播

企业组织除了应对内部人事关系问题之外，

还需要对外管理公共关系和无处不在的社会风

险。尤其是现在公众对企业的期望已经超越了

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CSR），转向企业社会倡

导（corporate social advocacy，CSA）即要求企

业及其管理者对社会政治问题公开发表立场。

CSA 一方面能更加有力地表达企业价值观以获

得消费者和社会公众认可，另一方面也可能使

企业陷入潜在的公关危机中。Hao Xu 等通过情

感分析与自我训练模型（self-trained model）相

结合，交叉分析了 5181 名普通用户在推特上参

与 CSA 事件所产生的自然数据。研究发现，个

人用户对参与 CSA 的公司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与公司 CSA 立

场的一致性程度，二者一致性程度的影响在具

有较强政治意识形态的个体中被放大。当二者

的意识形态存在冲突时，企业的公共关系也被

置于危机之中  [37]。

在组织的公共关系管理中，危机公关占据

着重要地位。作为危机传播领域的新兴研究课

题，“ 危 机 溢 出”（crisis spillover） 效 应 指 的

是一个组织的负面事件会引起公众对另一个组

织的担忧、不确定性或伤害感知。Yijing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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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则梳理了危机溢出的相关文献并对其进行

概念化，跨学科比较了管理学、传播学、政治学

等不同学科对危机溢出的研究，发现虽然各个学

科对危机类型和利益相关者的侧重点各不相同，

但都采用了归因分析的框架；既有研究大都集

中于危机溢出的外部原因，较少研究组织内部

的危机溢出；研究对象多聚焦于组织和行业层

面，而较少关注个体之间的危机溢出问题 [38]。

Bugil Chang 等学者针对非营利组织（NPO）

的危机溢出现象进行研究，通过线上实验对 389 

名 18 岁以上的美国居民进行调查，发现危机具

有普遍的影响，其后果不仅局限于危机的直接

情境，还导致公众对 NPOs 行业整体性的信任下

降并引发了否定态度。有趣的是，无论组织本

身对危机负有多大责任，这些溢出效应都是一

致的 [39]。此外，Bugil Chang 等人在另一项研究

中拓展了上述发现，讨论无辜受牵连组织如何

应对从而减轻危机溢出效应对整个慈善行业的

影响，研究使用网络实验检验 NPO 采用不同应

对策略（支持、否认和差异化）的效果。研究发现，

当面临危机溢出时，其他非涉事 NPO 使用支持

和否认回应策略能够积极影响公众的信任、态

度和捐赠意愿，而单纯地强调自身与发生危机的

NPO 之间的差别并不能产生良好的公关结果 [40]。

六、 受众及效果研究

（一）广告与消费者行为

广 告 对 消 费 者 的 认 知、 情 感 和 行 为 倾 向

的影响机制是复杂的，广告主如何针对消费者

的社会利益诉求和个人利益诉求实施针对性的

传播策略，是过去一年广告研究的核心线索。

在 关 注“ 亲 社 会”（prosocial） 的 利 他 诉 求 取

向 上，Tae Hyun Baek 等 人 结 合 说 服 知 识 模 型

（Persuasion Knowledge Model） 和 算 法 厌 恶

（algorithm aversion）探讨了亲社会广告（如慈

善捐赠活动宣传）中披露 AI（AI disclosure）作

为广告创作来源对消费者态度和捐赠行为的影

响。研究表明，当披露广告由 AI 创作时，消费

者的广告可信度感知降低，进而引发他们的负

面广告态度；然而，这一负面影响可以通过 AI

的拟人化程度（human-likeness）进行调节，也

就是当消费者感知 AI 与人类相似时，AI 披露的

负面影响效应可能被有效缓解 [41]。

面对全球大流行对人类生活的消极影响，

AyşegülÖzsomer 等人基于来自两个发达（美国）

和新兴（土耳其）市场的经验证据，讨论了品牌

广 告 与 流 行 病 契 合 度（brand-pandemic fit）、

消费者在线口碑（eWOM）传播意愿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高水平的品牌流行病契合度能够通过

提升消费者对广告的好感度，促进其在网络上

传播品牌广告信息（包括对社会负责的健康行

为，如戴口罩、保持社会距离等）的意愿，这

一影响效应在使用体验式广告诉求时更为显著。

此外，在解释水平理论框架下，研究还发现使

用“聚焦未来”（future focus）的广告诉求（如

“一切将再次变得完美”）可以强化品牌契合

度对消费者对于品牌口碑传播意愿的影响 [42]。

在“ 关 注 自 我”（self-focused） 的 个 人 利

益广告诉求层面，Debashree Bhattacharjee 等人

聚焦于在社交媒体中积极身体的（body-positive，

即积极看待自己的身体形象）广告如何影响消

费 者 融 入。 根 据 性 别 角 色 压 力（Gender-role 

Stress Theory）理论，研究发现，当性别角色压

力较高时，积极身体广告比瘦身理想广告更能

促进消费者的品牌融入；尽管表达积极身体广

告的显性（即信息明示）和隐性（即信息暗示）

策略均可提升消费者融入，但在性别角色压力

较低时，隐性策略比显性策略效果更好；同时，

消费者对品牌真实性的感知是身体积极广告促

进消费者融入的心理机制 [43]。

此 外， 还 有 研 究 从 视 觉 表 达 角 度 讨 论 广

告传递的身份意义对消费者品牌认知的影响。

例 如，Changchun Xuan 等 人 从 产 品 拍 摄 角 度

（camera angle）分析了消费者对广告中拟人化

（anthropomorphized）产品（指那些被赋予人类

特征、意图和行为的非人类对象）的评价，研究

发现，相比于仰视镜头，以俯视镜头展示拟人

化产品更能引发消费者对产品的支配感，从而

促进消费者对产品的积极评价，由此表明拟人

化产品广告的视觉策略可以有效满足消费者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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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的心理需求 [44]。上述研究表明，广告品牌

需要抓住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及其所处的社会和

文化语境，通过传播策略乃至战略层面的调整，

促使品牌内涵匹配消费者预期，并与之建立更为

紧密的联系。

（二）说服研究：社会规范与心理抗拒

基于社会规范（social norm-based）的信息

被广泛用于说服研究。然而，目前的研究倾向于

使用社会规范理论，而不是理论化（theorizing）

社会规范。在厘清基于规范的信息与感知规范

的基础上，从“规范 - 行为”的关系中寻找更

多的调节因素是理论化社会规范的关键思路之

一。Junhan Chen 采 用 基 于 85 项 研 究 的 归 纳 方

法，创建一个基于社会规范的信息说服调节效应

框架，确定了五个调节描述性规范（descriptive 

norm）信息对行为意图影响的因素，以及两个

调节指令性规范（injunctive norm）信息影响的

因素，为基于社会规范的信息说服机制的理论化

提供分析框架和实践启示 [45]。

在另一条理论路径上，研究者倾向于引入

中介变量解释基于社会规范信息的说服机制。对

于两类描述性规范而言，强调群体行为趋势的

“动态规范”比强调群体当下状态的“静态规范”

的 说 服 效 果 更 好。 为 了 验 证 这 一 命 题，Tobias 

Reynolds-Tylus 等人通过对 842 名本科生的实验

研究，检验了两类信息策略对鼓励大学生适度饮

酒的说服效果。研究发现，相较于空白对照组而

言，操纵动态规范（“大多数大学生正在饮酒”）

与静态规范（“大多数大学生饮酒”）的两个

组都展示了明显的说服效果，但效果之间并无显

著差异。此外，研究还检验了不同中介变量（包

括预期一致性、感知重要性、自我效能感和心

理抗拒）的解释力，研究表明，除了心理抗拒

（psychological reactance）之外，其余变量均没

有显著地中介社会规范与支持态度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通过让被试者较少地感受到饮酒自由被

约束，而增加了个体对社会规范的认可 [46]。

恐惧诉求（fear appeal）是另一种具有说服

力的传播策略，即试图通过引起人们的心理抗拒

或厌恶反应以促发其预防性机制和自我保护行

动的产生。感知自我效能是决定恐惧诉求帮助

人们改善态度 / 行为还是消极应对的关键变量。

Nicole Liebers 等经过两组实验研究发现，与新

冠疫情相关的恐惧诉求通过唤起更多的感知自

我效能促进了个人的健康防护，还表明感知自我

效能够有效抑制抗拒反应（如消息贬损、感知到

的对自由的威胁），并促进了对健康防疫措施的

积极态度和行为意图 [47]。

在消费者行为研究领域，Elena Bessarabova

等结合了恐怖管理健康模型（terror management 

health model）和心理抗拒理论，探讨如何通过

呈现皮肤癌预防信息预测年轻消费者的防晒霜购

买行为。研究发现，死亡凸显（mortality salienc，

即将个体暴露在死亡信息下）有助于强迫唤起个

体的死亡意识并引发其对死亡的思考，从而显著

地提升人们习惯性涂抹防晒霜的意愿；尤其是

使用限制自由的语言与死亡凸显相匹配时，消费

者购买高系数防晒霜的意愿会显著增加，这表明

了死亡凸显能够通过弱化威胁感知，缓解心理抗

拒的不良影响 [48]。

（三）身体形象及其影响

在社交媒体上大范围传播的“理想身材”视

觉元素推动了健康主义（Healthism）思潮的发展，

强化了人们对于身体美学的理解。在此背景下，

为深入探究长期接触此类身体形象的心理效应

及社会后果，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成

为研究者最常使用的解释机制。例如，Wenjing 

Pan 等通过一项 2（模特吸引力）× 2（模特体

重状态）× 2（显性社会比较）× 2（性别）的

组间实验设计，发现模特的吸引力和体重状态对

参与者的减肥计划行为和自我效能有显著影响，

接触高吸引力和高体重的模特被试者在减肥意

愿上展现出更高的自我效能。但在与模特进行社

会比较的情境中，女性的自我效能感降低，从而

对其身材管理的计划行为产生消极影响 [49]。而

在一项针对 345 名年轻女士的在线调查中，Ann 

Rousseau 讨论了社交媒体使用与形象管理之间

的 关 系， 发 现 用 户 在 照 片 墙 平 台（Instagram）

上披露较高程度的身体积极信息，能够间接地

减少其对自我身体的监视并提升身体欣赏（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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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eciation），这种效果可以经由降低个体对

于外表的上行比较（upward  comparisons）以及

泛化其对“美”（beauty）的定义两条路径来实现 [50]。

  在 社 交 媒 体 上，“ 健 康 生 活 的 动 力 ”

（Fitspiration）成为一种关于健身与灵感的流行

趋势，鼓励人们通过锻炼和节食来促进健康和

幸 福 感 知。 然 而，Jessica Willoughby 等 人 对 四

位在年轻女性受众中广受欢迎的健身“网红”

（influencers） 发 布 的 与 #Fitspiration 相 关 帖 文

进行内容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这些健身影响

者发布的内容中，只有少部分帖文体现出身体欣

赏观念，而超过半数的帖子包含女性“物化”

（objectification，即女性被物品化）的内容元素，

并且与帖子获得的社会认可度（点赞数量）呈负

相关关系 [51]。由此可见，“物化”作为一个全

新的具有理论构念潜力的观察维度，有助于既有

健康行为解释变量（如积极态度、自我效能）及

其影响机制进行理论模型扩展。

为厘清健身帖子中不同信息类型所引发的

心理效果，Leticia Couto 等人进行了一项  2（物

化：有和无）× 2（身体欣赏：有和无）的在线

实验调查，以评估影响者在社交媒体健身帖子中

存在的身体欣赏和物化内容对年轻女性的影响。

研究发现，单纯的身体欣赏或物化可能并不会影

响身体欣赏和自我同情，同时其对特质身体欣赏

（trait body appreciation）和自尊的效果也不显

著； 但当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下，身体欣赏信息

可以在物化出现的同时作为保护性机制显著提高

被试者的自我同情和诱发身体欣赏（state body 

appreciation）水平 [52]。该研究丰富了前述论文

的结论，启示基于物化和身体欣赏的信息整合策

略有助于健身影响者促进年轻女性的心理健康及

其管理行为 [53]。 

七、 媒介技术研究

（一）智能算法：隐私与透明度

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的全球扩

散与普及致使社交机器人逐渐成为人类交往与传

播过程中的重要主体，越来越多的传播学者投身

于人机交互（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这一新兴研究领域，以求理解 AI 的社会影响和

心理效应。例如，面对 AI 技术应用于人类交互

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算法信任问题，提高 AI 工作

机制的透明度（transparency）被证明是一种缓

解使用者隐私顾虑的有效策略。Kun Xu  等人经

过对定量和定性数据的三角互证研究，发现在人

与社交机器人互动的场景下，透明性策略对于人

脸识别和语音识别系统的效果是复杂的，人脸识

别技术在人机交互中的透明度增加了用户的社交

存在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用户对隐私的担忧，

并增强其对技术的接受度；然而，当人脸和语音

识别技术同时使用时，却增加了用户对隐私泄露

的担忧 [54]。

“计算机作为社会行动者”（CASA）这一

经典范式，主张关注个体如何将人际沟通模式应

用到与具有人类社交特征（如声音、语言和面部

表情）的技术互动之中。但如果 AI 体现出过高

的“人格化”（anthropomorphization）程度则会

导 致 人 们 产 生“ 心 理 恐 怖 谷”（uncanny valley 

of mind）效应。在不考虑透明度影响的条件下，

Yanyun Wang 等人揭示了用户面对逻辑未知的推

荐系统所提供的建议，推荐系统的感知拟人化程

度直接影响其信任和隐私顾虑。研究者通过设置

为被试者推荐消费网站的情境，比较了不同实验

分组（高 / 中 / 低拟人化 AI）三种推荐机制的效

果，结果发现，高度拟人化的信源框架虽然能够

获得用户更高的信任，却引发低水平的信息披露

倾向 [55]。更进一步地，WooJin Kim 等基于隐私

计算理论（Privacy Calculus Theory）思考 AI 的

人格化如何影响消费者对拟人化广告相关隐私风

险的感知，研究发现，人们在使用高度拟人化的

聊天机器人时担心其可能会滥用个人数据，而在

与机械的、低拟人化的聊天机器人互动时，则感

觉更加安全和可控；同时，研究还证明了数字平

台对算法透明性（披露有关底层算法、数据处理

程序和个性化标准等信息）策略的使用，可以有

效地缓解用户的隐私顾虑 [56]。

可见，数字平台的算法透明度有助于安抚和

缓解用户面对“算法黑箱”的不安情绪。然而，

透明度意味着什么，如何创造有意义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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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通过透明度可以改变哪些行为，成为算法

治理法规和政策层面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

Yinuo  Geng 主张在关注平台透明度的流程和策

略（即“如何”）之前，首先要澄清透明度的

预期结果（即“为什么”）。研究者通过“沙盒”

（Sandbox）实验，阐明了一种结果导向的透明

度策略，以确保透明度策略与特定的预期行为

结果相一致，例如对社交媒体用户转发前的暂

停功能的设计，其合理的预期结果为减少无意

识转发的行为；公开线上购物平台算法追踪用

户的信息类型，其预期目的在于限制某些产品

的价格上涨；对虚假信息进行跨平台的持续追

踪和报告，旨在阻止虚假信息被放大 [57]。

（二）数字化政策与治理

当前，数字平台已经成为全球数字经济的

基础设施，形成了以双边市场为中心的商业生

态系统，深刻改变了传统行业的实践范式，并

对政府战略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出了更高要求。

从以家庭为尺度的微观层面来看，即使目前大

多数家庭服务并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数字化倾

向，但数字基础设施占据家庭高档耐用消费的

较大比重，Benjamin Bridgman 等人借鉴了国内

生产总值（GDP）对自住房统计的手段，在美国

经 济 分 析 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的

数据基础上，搭建了数字经济卫星账户，用以

衡量消费者使用高科技耐用消费品对当地数字

经济增长的贡献 [58]。从以国家为单位的宏观政

策维度来看，为了细致评估管制数字平台的政

策法规，Junic Kim 等人提出了一个由“监管创

新”“加速创新”“自由放任”和“严格监管”

四个象限构成的平台政策矩阵分析框架，基于

框架有助于我们区分不同国家的数字平台政策

方向。例如，中国可以被归入“监管创新”象限，

欧盟国家属于“严格监管”象限 [59]。

此外，数字平台的海外布局更多受到国外

而非国内政策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塑造。Yujia He 

以印度尼西亚为个案的研究发现，平台公司的

海外运营策略受到国内高层政策框架的影响相

对有限，反而因顾忌当地长期存在的排外情绪

而刻意与自己国家政策话语保持距离，以减少

争议并确保商业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数字

平台的入口国并非被动接受者，而是能够通过

自身政策设计和实施，从对出口国科技的扩展

中获得发展利益 [60]。

近年来，世界各国政府都在加快推出数字

化转型战略，一方面通过开发无处不在的数字

基础设施和数据流动有效增强了其数字治理能

力，另一方面可能忽视了数字生态系统的可持

续 发 展 和 结 构 性 平 等 问 题。Lauren Bridges 对

美英两国的国家数字化战略进行比较分析，揭

示了支撑这些战略的社会技术想象和基础设施

建设之间的矛盾，即对海量数据处理的渴望与

需 求 迫 使 承 担 技 术 开 发 项 目 的 所 在 地 资 源 变

得 日 益 紧 张。 该 研 究 还 引 用 了“ 数 据 摩 擦”

（data friction）的概念来反思当前数字化政策

对社会及其生态良性发展的影响，并强调政策

制定者需要保持国家数字治理战略与区域规划

的一致性，以促进和实现社会公平 [61]。Filippo 

Blancato 从 欧 盟 的 数 字 发 展 和 ICT 政 策 出 发，

通过欧盟 Gaia-X 通用数据和云服务项目以及欧

洲工业数据、边缘与云联盟（European Alliance 

for Industrial Data，Edge，and Cloud） 的 案 例

研究（前者代表了欧洲对云计算和数据主权更

开放和包容的产业政策方法，后者旨在构建一

个更加具有排他性和政治驱动的，利好欧洲自

身云计算发展的平台）认为，欧盟借助一系列

隶 属 于“ 数 据 主 权（data sovereignty）” 的 议

程工具，有助于在发展战略上对抗美国供应商

在欧洲云计算市场的主导地位，以实现对欧盟

的数字主权保护 [62]。

（三）数字不平等

在 社 会 和 技 术 发 展 过 程 中，ICT 技 术 和 数

字媒体赋能无法惠及到所有社会群体已是一个

不争的事实。延续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的

多维学术脉络，传播学者通过探讨边缘人群的

技术使用以及数字不平等（digital inequality）

的新形态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了该研究领域。面

向数字不平等的初级层次（即互联网接入），

Debjani Chakraborty 将目光转向因移民、家暴问

题被驱逐至庇护所的印度女性，发现手机已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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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群体通往工作机会和寻找伴侣的希望之窗，但

由于性别和缺乏家庭保证的双重障碍，她们不被

鼓励拥有手机以避免“误入歧途”，以至于当局

剥夺了她们使用手机的机会 [63]。对于普通网络

用户而言，Lian Wang 等人的研究表明，用户可

能因移动设备使用习惯不同而产生并扩大数字鸿

沟，从而分化为纯移动用户（mobile-only Internet 

users）和混合移动用户（hybrid Internet users）

两类群体，而接入互联网的意图与动机是用户改

变设备使用习惯的原因，即当用户进行诸如学习、

工作等增加社会资本的行为时，便会转向混合移

动模式 [64]。可见，在日益纷繁的互联网使用场

景中，那些微小的使用痕迹和习惯，也可能逐步

放大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接入差距。

在人口老龄化与数字化转型的双重时代背

景下，基于代际的数字鸿沟问题在中国得到进一

步考察。Wei Ren 和 Xiaowen Zhu 将“数字鸿沟”

操作化为感知互联网重要性、互联网接入和学习

取向的互联网使用等三个指标，并基于 2010 年

至 2020 年期间的五次国内家庭跟踪调查 （CFPS）

数据分析了不同年龄层的数字鸿沟演变趋势和影

响因素。结果发现，所有因年龄造成的数字鸿沟

在十年间没有缩小的迹象；老年人群在上述三个

指标水平上全面落后于年轻群体，且随着老年群

体年龄的增加而其数字化程度降低，尤其在农

村地区和低受教育群体中这种差距更加持久和显

著；受教育水平在缩小数字鸿沟中发挥着关键作

用，高学历人群的鸿沟逐步缩小，而低学历人群

的差距则在扩大 [65]。

此外，研究者还将数字鸿沟概念延展至算法

领域，关注人们对算法认知程度的差异。例如，

Andraž Petrovčič 等人的研究支持数字不平等的

不同层级（接入、使用与结果）之间会存在链式

数 字 剥 夺（sequential digital deprivation）， 并

对 802 名斯洛文尼亚公民展开问卷调查，确定了

算法知识与算法意识作为第二层数字不平等的重

要组成部分，能够被第一层个体的互联网技能水

平充分预测，同时算法知识也能够解释第三层的

个体互联网使用广度，以此说明提升算法素养的

举措在弥合数字鸿沟中的重要性 [66]。

八、 新媒体文化研究

（一）流媒体与视听文化

社会 - 技术环境的变化孕育出视听文化全

新的媒介形态、消费场景、生产方式、功能影响

及市场机制，这迫使学者们采用更具新颖性的视

角去观测与视听媒介相关的新现象。在全球大流

行 初 期，Zoom TV 成 为 人 们 媒 体 消 费 的 重 要 形

式， Eva Hageman 试图解答 Zoom 是如何将日常

生活创造为如同电视的新屏幕世界，表明用户使

用 Zoom TV 制作用以展示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场

景，供同事、老板、朋友和家人“欣赏”。而这

种超本地化内容制作的美学实践已渗透入日常生

活，并在与电视交织的种族化、性别化和阶级化

趋势中，深化我们对“参与式媒体”（participatory 

media）的理解 [67]。在非常态化的社会情境中，

Jiwon Yun 对 韩 国 新 冠 疫 情 期 间 的 Vlog（ 视 频

博客）隔离日志进行分析，并指出媒介移动性

（mediated mobilities） 不 仅 是 物 理 空 间 移 动 的

补充，更是一种为“静止”（immobility）状态

赋予新意义的生成性过程，即 Vlog 作为一种适

应性策略，成为用户以个性化方式重新定义隔离

日常的手段  [68]。

当前，流媒体平台凭借其自身的算法推荐、

独家内容分发以及强大的资本控制，改变了传统

动画制作和分发模式，突显了“平台帝国主义”

对全球文化和经济不对称的影响。Susan Noh  等

人认为，Netflix 通过纪录片《进入漫画》（Enter 

the Anime）和对特定动漫类型（如动作和科幻）

的过度关注，重塑外国观众对日本动漫的刻板印

象，尤其是基于东方主义的叙事框架强化了日本

动画作为异国情调文化产品的形象，并通过象征

性霸权来影响全球观念 [69]。

与 此 同 时，Netflix 在 全 球 扩 张 的 过 程 中 进

入了一个充满竞争的中东流媒体市场，开始收购

本地内容并开发原创剧集和电影。Joe Khalil 的

研究分析了 Netflix 在阿拉伯中东地区的内容制

作策略及其全球扩展的影响，着重探讨了其声称

的多样性、包容性和真实性是否得以实现。研究

发现，Netflix 倾向于采用“本地化 - 全球化”策略，

使原创作品生产聚焦于全球性题材而非传统受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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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的类型；而平台特定的创作要求和经济导向，

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当地生产者的叙事自由，从

而强化了阿拉伯文化的一元化呈现 [70]。

（二）游戏研究：外部世界与内在结构

2024 年，全球范围内的独立电子游戏开发

者以本土文化遗产和艺术特色为设计灵感，以期

在世界观建构、叙事与美学上实现创新。围绕“跨

地方性”（translocality）和“多宇宙”（pluriverse）

两个核心概念，Lina Eklund 等人提出了一个可

供未来研究使用的范式框架，用以展望此类具有

强烈地方身份的游戏如何通过跨国网络和机构在

独立游戏行业中崭露头角，推动叙事、美学和游

戏系统惯例的新设计出现。例如，美国游戏《永

不孤单》（Never Alone）通过让原住民参与制

作的方式确保伊努比亚特人（Ñupiat people）独

特文化的丰富性，为全球观众创造了复杂而迷人

的游戏环境 [71]。

不过，在全球媒体市场中，电子游戏具有

的本土文化特性却难以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得到

保 留。 从 文 化 帝 国 主 义 的 视 角 出 发，William 

Helmke 发现出海到美国的日本游戏《启示录：

女神异闻录》（Revelations：Person）在本土化

的过程中遭受很大程度的“文化抹除”（cultural 

erasure）与“美国化”。例如，游戏角色的名字

和外貌都遭到修改，以迎合美国白人角色形象，

其后果是作为媒介产品的电子游戏的文化影响力

受到限制，难以挑战美国的文化霸权结构 [72]。

游 戏 不 仅 作 为 一 种 商 品 受 到 政 治 经 济 与

文 化 的 限 制， 其 自 身 也 创 造 出 一 种 内 在 的 游

戏世界，例如，在全球日益流行的开放式游戏

（open-world games），其关键特性在于为玩家

提供真实的开放空间进行探索。Bo Wang 等学者

从现象学角度区分了“空间”（space）与“地

方”（place），并提出了“方位 - 认同 - 时间”

（orientation-identification-time） 作 为 游 戏 地

方的三维意义结构。其中，方位是玩家在游戏世

界中的导航方式；认同强调玩家对地方的归属

感；时间则体现地方的历史感和持续性。基于此

框架，研究展示了游戏空间如何转化为具有意义

的“地方”，从而在玩家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73]。

以往的游戏研究视角多聚焦于电子游戏角

色（video game characters） 作 为 玩 家 操 作 与 互

动的功能性“化身”（avatar）。例如，Mienke 

Fouché 以 极 简 主 义 恐 怖 游 戏《 铁 肺 》（Iron 

Lung）为例，探索游戏世界中与现实中玩家身

体的互动关系，通过情感理论对玩家及其游戏

设计特征感知进行分析，发现大多数玩家在游

戏中做出与自身想法并不一致的“身体”表现，

不由自主地加入游戏开发者的思维模式和独特的

节奏中，从而影响真实世界中操控游戏硬件的身

体 [74]。 而 Alexander Vandewalle 则 将 重 点 转 向

电子游戏角色在构成游戏世界观中的角色维度，

探讨如何在游戏中赋予角色性格特征（character 

traits）。通过结合文学、电影和游戏研究的洞

察，研究主张从故事世界线索和媒介线索分析角

色塑造过程，并提出“能动性角色刻画”（ergodic 

characterization）的概念，强调玩家在其中发挥

的主观能动性，以此深化我们对玩家角色塑造过

程的理解 [75]。

九、总结

在可追溯的学科历史和知识脉络上，传播学

总是在技术演进与社会转型的历史耦合关系中不

断地自我拆解并重新定位，形成以经验主义和功

能主义为主导取向、以实用主义和多元主义为价

值旨归的学术风格。在 2024 年，全球传播学已然

在人际传播、组织传播、政治传播、受众与效果

等研究领域维持着这些传统而稳定的基本特征，

同时也在健康传播、媒介技术与媒介文化等面向

上展开了更为丰富的情感维度和知识延展空间。

综观不同领域和议题的实践经验与理论化趋势，

本年度传播学的知识生产表现出“情感结构的转

向”，以此折射出全球及地方历经社会震荡恢复

时期的客观结构与主观感受之间的紧张关系。情

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s）是雷蒙德·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的文化唯物主义分析概念，

指特定时代人们对现世生活的整体性感受和共同

体验，要认识它必须经由对作为整体生活方式的

文化进行关联性、结构化的分析，方能触及社会

历史转型过程中的物质形式及文化结构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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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传播主体及其关系的不同层次，我们

可以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维度归纳本年度全

球传播学研究的情感结构取向：（1）在微观尺

度上，传播学密切关注鲜活个体在非常态的社会

变动和历史际遇下的心理反应与沟通结果，特别

是针对普遍存在的个体焦虑、回避、抗拒和恐惧

等紧张情绪或消极态度，研究者积极发掘促进沟

通支持、缓解人际紧张和重建新常态的传播正向

功能；（2）在中观尺度上，传播学者持续聚焦

具有相同属性、观念和行为的群体或组织如何基

于正式或非正式关系联结起来，并在基于身份认

同、组织沟通和群体规范的情感互动和实践过程

中，抵御诸如数字不平等、数字剥夺和风险外溢

等结构性压力；（3）在宏观尺度上，致力于讨

论特定文化范畴内国家或地区正在发生的结构性

变革，如何在国家政治话语和社会文化实践中与

公众的情感结构相勾连，以期推进国家层面的政

治信任重建、数字化战略转型和平台社会治理等

宏大目标的历史进程。

通过对年度文献的系统性分析，我们不难发

现，  过去的这一年，全球传播学研究的情感结

构转向受到政治的、社会的和技术的文本结构和

实践结构的深刻影响，塑造出以后真相、后疫情

和数字化为基础语境的“新情感结构”。以微观

动机、局部经验和实用效果为特点的实证主义传

播学“主流”范式依然强大，并且始终与阐释经

验主义、批判主义等方法论传统保持着克制的距

离，这并不利于我们对作为文化实践的传播与社

会过程进行总体性把握和连续性感知。然而，同

样在这碎片化的、相对割裂的传播学知识图谱当

中，我们又隐约看见一股趋于回归日常生活和个

体体验的情感话语趋势，正在取代过去数年间传

播学被动的、悲观主义的危机叙事。作为方法论

的情感结构，为理解当前数字时代的人类传播实

践和文化结构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和认知路线，

有助对当下复杂互构、动态生成的数字空间和生

活世界形成整体性解释，并从散落全球各地的传

播学“地方性知识”中找寻具有普遍性和结构性

的“共同体情感”。

 （责任编辑：李韵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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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ing to Emotional Structures: A Review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2024

Huang Wensen, Zhao Xiangyu, Zheng Zijian, Chang Jia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topic modelling method, this paper conducts a comprehensive and detailed review 
of the cutting-edge works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globally in 2024 and summarizes the core agenda and 
evolving trends of theory and empirical research. Through thematic clustering and systematic sorting of 3,391 
papers, the article summarizes and finds that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of glob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is 
year shows a turn to emotional structures: at the micro level, it focuses on the negative psychological reactions 
and communication results of individuals, and actively explores the positive functions of communication; at the 
meso level, it focuses on how the emotional interaction and practice of social groups shape and resist structural 
pressure; at the macro level, it link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tructural changes and the reshaping of the 
public’s emotional structur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national governanc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governance. The mainstream paradigm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at focuses on experience, function, and 
practical value urgently needs to be supplemented with a holistic academic perspective to find universal and 
structural “community emotions” from the scattered “local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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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 2024 年中国新闻业的重大事件和典型案例为观察对象，重点回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新

中国成立七十五周年、巴黎奥运会等重大事件的新闻报道，从智能技术应用、媒体与平台关系、评价体系

变革三个维度出发，归纳总结出本年度中国新闻业的主要特征：智能技术重塑新闻生产流程，优化重大主

题报道、文化报道和对外报道模式；媒体通过创作新闻产品、加快 2.0 阶段的自主客户端建设、优化集团

机构设置等方式适应平台化传播；数据进入编辑部，深刻变革主流媒体评价体系。后续，新闻业要以系统

性变革的根本要求为遵循目标，实现平台打造的影响升级、流程再造的效能提升、机制创造的绩效创新。

关键词　数字新闻业；系统性变革；全媒体传播体系；新闻生产；智能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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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200433；丁超逸，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

2024 年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年，新中国成立七十五周年；这

一年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一周年，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

一年。这些重大事件和重要时间节点，为中国新闻业的探索实践提供了重大

政策动力和关键议题。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要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

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 [1]。为此，新闻业必须深刻把握时代发展

大势和现代传播规律，加快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新形势。主流媒体应当发挥

主体作用，做好舆论引导与舆论监督，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

学界从政策脉络出发，探讨媒体深度融合到系统性变革的递进关系。系

统性变革是对主流媒体的内部及外部因素、宏观与微观系统等多个维度实施

纵深变革 [2]。各级媒体开展的融合实践要兼顾内容本位和系统本位，对各类

资源进行整合配置并深度开发 [3]。这就要求主流媒体注重流量和效果，增强

互联网思维，夯实自身在全媒体传播体系中的枢纽地位 [4]，直面技术变革挑

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中的新闻生产与融合
实践 1）

——2024 年度中国新闻业年度观察报告

张志安 丁超逸

1）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研究”
（24ZDA071）；上海社科项目“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科学内涵与上海创新实践研究”
（2024BXW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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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回应互联网空间治理问题，助力国际传播

体系构建。围绕落实政策要求和具体推进方式

等维度，业界则提出要在融合生产、运营管理、

效果评价等方面加快破题 [5]，加快发展新业态，

强化全链条生态服务收入、全场景创新业务收

入 [6]。

这一年，主流媒体以系统性变革为根本要

求，在组织架构、内容生产、技术革新等方面持

续探索，催生出新现象和新成果。本文以 2024

年中国新闻业重大事件、典型案例和相关行业

数据为基础，梳理新闻业发展转型的年度特点，

并立足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媒体传播体系

建设和数字新闻业的实践探索，对 2024 年中国

新闻业的整体要点进行研究，分析主流媒体系

统性变革中的新闻生产与融合实践。

一、智能技术重塑新闻生产流程

智能化浪潮正在促进媒体结构的数字化、

生产流程的自动化和新闻从业者技能的多样化 [7]。

超级大模型打破传统操作流程和生产惯习，深

刻影响数字新闻生产与传播，以及对数字新闻

的本质认识 [8]。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新闻业的应用，

已从初步尝试逐渐融入日常运营，改变了媒体

在生产、编辑和传播等各个环节的工作流程。

（一）主题报道采取人机协作、实现提质

增效

当前，重大主题报道展现出新闻创新的局

部常态化以及新闻生态系统整体的动态变化 [9]。

不同媒体利用智能技术的路径策略虽有共性，

但差异居多 [10]。主流媒体逐渐意识到，采取“拿

来主义”姿态使用通用大模型并非长久之计，

有必要打造安全可控的媒体自主大模型技术，

充分理解全媒体传播特性，持续增强主题报道

的导向作用和社会影响。

2024 年 2 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多家

科研机构和企业牵头创立“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研发共同体 [11]。新华网推出的“新华 AIGC 应

用使能平台”以“云边端协同”架构，汇聚了

包括新华社数据在内的各类权威信息，提供高

质量语料库服务 [12]。地方媒体相继推进自主大

模型建设。6 月至 8 月，河南广电的“大象元”AI

创作和应用平台、上海广电旗下第一财经自主

研发的“星翼大模型”、湖南广电的“芒果 TV

大模型”相继发布。

基于自主大模型和相关技术应用，人机协

作的新闻生产模式促进了主题报道的效率和质

量提升。两会前后，人民日报新媒体中心推出《与

你 有 关！ AI 微 缩 景 观 看 2024 民 生 举 措》《 江

山如此多娇》《AI 绘画版灯火里的中国》等 AI

共创大片，这三款产品全网阅读总量超过 6.5 亿

人次 [13]。人工智能技术为全媒体内容生产开辟

了新的可能，也使新闻内容更加年轻化、多样

化和立体化。重大主题报道与网民特别是青年

网民喜爱的内容形式实现有机结合。

新华社通过创新叙事手法和多媒体融合技

术，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期间推出《AI 带你

穿梭中国改革开放新地标》《奋进，我们共同的

答案》《见微知著  改革于我有感》等一系列融

媒体产品，以新颖的形式激活清新的文风，结合

话题词条提升传播效能，社交平台浏览总量超

过 7 亿 次 [14]。相关产品采用 AIGC 和交互式海

报等技术形式，让用户在极具感染力和冲击力的

视听体验中深刻感受全面深化改革的宏伟蓝图。

光明网策划的创意微视频《AI 时光绘｜全面深

改这些年》，巧妙融合 AI 绘画、AI 配音和创意

动画等技术，以细腻的笔触和生动的叙事手法，

生动展现新时代的变革与发展。中新社发布《江

山如画｜ AI 眼中的锦绣新中国》专题视频，基

于大模型技术生成“万家灯火，共庆华诞”的

场景。智能技术极大丰富了媒体内容产品体系，

突破传统内容呈现形式，创造出更具创新性和

交互性的融媒体产品，在信息传播和用户体验

上实现了质的飞跃。

2024 年 5 月，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在上海举

行。上海广播电视台新媒体矩阵聚焦开幕式盛

况，全网直播观看量近 113 万，直播点赞量约

80 万，节目短视频传播全网播放量累计近 1700

万，总点赞量近 40 万 [15]。技术中心基于 Cube

数据中心架构平台，制定全流程转播制作解决

方案，相关技术也在巴黎奥运会报道中继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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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奥运会期间，总台媒体云发挥智能画

面处理、智能战术分析等多项 AI 辅助能力，提

高赛事节目制作效率。打造智能化产品“AI 赛

事战报”，搭建云渲染虚拟演播区，采用快速

建模技术制作访谈类系列节目《巴黎会客厅》，

实现了北京和巴黎演播区间的“时空穿梭”[16]。

央视体育推出的 AI 巴黎漫游功能，依托腾讯混

元大模型，使海报上静止的 29 项奥运赛事和 18

项残奥赛事元素变成动态的，增强了海报的艺

术表现力和观赏性。潮新闻推出“奥运情报站

谁是超级预言家”主题活动，引入“潮奔奔”AI

助手，实现内容智能检索与新闻推荐，增加助

力竞猜等用户互动要素，会客厅页面活跃用户

总数获得 70 倍增量 [17]。

沿着主流化、智能化进路，主流媒体通过

智能技术实现新闻生产的多维再造 [18]。从亚运

会、大运会到奥运会，人机协同成为重大赛事

报道的常态，智能媒介技术的应用进一步拓宽

报道面向，丰富用户体验，提升全媒体传播效能。

（二）文化报道探索场景融合、带来沉浸

式体验

2023 年 10 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

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着力赓续中华

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 [19]。2024 年以来，主流媒体运用智能

技术对传统文化元素进行视觉化重构，既保留

了传统文化的经典要素，又赋予其新的表现形

式。依靠庞大的数据资源和先进算法，主流媒

体产出一系列数字化、实景化与交互式的文化

报道产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下简称“总台”）

制作的中国首部 AI 文生视频系列动画片《千秋

诗颂》于 2024 年 2 月开播。作品运用先进的人

工智能技术，生动再现中国古典诗词中的角色

和场景，标志着“通用人工智能模型 + 领域专

业知识”模式在媒体内容创作上的成功应用。

作品中，李白骑马疾驰，漫天的红霞、独行的

小船以及人物背影，展现出在《黄鹤楼送孟浩

然之广陵》中送别挚友的感人场景。通过知识

技术复原和内容自动化生产，实现技术赋能与

文化传播的有效联动，创新文化报道样态，促

进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总台创作团队以大量国画和古典诗词作为

训练资料，与 AI 大模型进行深度互动。经过多

次艺术创意与编程逻辑的磨合，“央视听媒体

大模型”形成独特的创作风格，通过音视频作

品表达中国传统的美学观念。总台新闻直播间

推出《典籍里的清明》短视频，以 AI 文生视频

融合新闻表达，其微博推出一小时后登上热搜，

阅 读 量 超 过 4200 万 [20]。 央 视 网 制 作 的《AI 我

中华》短视频，结合深度学习模型生成 34 个省

级 行 政 区 的 200 多 张 地 标 图 片， 制 作 形 成 200

多个视频片段。

多家地方媒体也将智能技术与地方传统文

化传播相结合。湖南广电运用高精度采集与三

维重建技术，结合大模型开发了沉浸式互动体

验产品，选取三件具有代表性的国宝级文物，

通过数字还原、个性化互动、多维度视听展示，

发挥媒体社会服务职能，丰富用户文化体验。

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山河盛世如你所愿》，

用 AI 赋能地方红色文化表达与主流价值传播。

《江南都市报》推出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长

江文化 AI 绘》，融入江豚、书院、青铜器等 40

多个重要元素，采用前沿的前端框架与后端模

型相结合的技术方案，生成一系列具有独特 AI

风格的长江文化主题画卷。作品呈现出长江流

域的自然美景与文化特色，吸引了大量的用户

点击和互动。

人工智能技术凭借强大的创作速度和创作

能力，成为文化报道中的重要工具。丰富的线

上线下资源为文化解读与传播创新提供了素材，

大模型的转化与生成扩展了媒体作品创作的范

围和深度。智能技术与主流价值有效结合，为

主流化、数字化、多样化的文化报道带来新的

可能。未来，主流媒体的文化报道创新应当注

重人性叙事与场景融合，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

驱动的感官体验与情境复现。

（三）数字技术优化国际传播视觉叙事

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要深化主流媒体

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加快构建多渠道、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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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式对外传播格局，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21]。

当前，从以机构为中心的“中国媒体走出去”

到“平台出海”的新一轮扩展，反映出从国家

治理到国家战略的转变，智能时代有望出现“数

智华流”的新可能 [22]。主流媒体联合平台企业

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的国际传播实践，

正在互联网空间展现出规模效应。同时，国际

传播可以被视为人工智能技术社会想象的一个

中层视角，技术不仅使报道工作降本增效、提

升影响力，还有助于塑造跨越国界、学科和社

区的技术身份共同体 [23]，形成有机融合的国际

传播进程。

新华社推出创意视频《AI 带你穿梭中国改

革开放新地标》，从人工智能视角观察浦东、

海南、横琴等改革开放新地标，通过智能技术

向世界展示观察“中国奇迹”的窗口。巴黎奥

运会期间，人民日报新媒体运用最新技术，推

出全片由 AI 生成的《熊猫奥运奇幻之旅》，引

导用户沉浸式走进奥运，了解中国运动员和参

赛项目。

大模型技术带来的多媒体叙事、跨媒体叙

事、交叉媒体叙事等新型表达形式，极大改变

了中国故事海外传播的观念和实践，带来更多

视觉性、互动性、参与性。作为继上海、广东

之后第三家进入谷歌新闻搜索的中国省级英文

媒体，重庆国际传播中心充分提升精准算法分

发水平，构建“3+N”海媒账号传播矩阵，推出《AI

主播说》和《AI 主播时评》栏目，上线《Let’s 

Meet（渝见）》等爆款产品。截至 2024 年 10 月，

海外平台总用户数超 1800 万，互动量突破 4.38

亿次，全媒体矩阵累计推出图文产品超过 10 万

条，原创视频产品 3 万余条 [24]。

四川国际传播中心快速建强国际传播矩阵，

目前已建成 1 个“灵感中国”国际传播视频平

台、1 个“熊猫指南”外籍人士一站式资讯服务

平台、3 个国际传播网站、近百个海外社交媒体

账号、1 个“纵目云”国际传播智能技术平台、

2 份国际传播期刊，年发稿过万条，海外粉丝数

超过 610 万，覆盖海外用户超过 2400 万，海外

传播量超 58 亿 [25]。

浙江省国际传播中心推出创意短片《新马

可· 波罗游记》，当代版“马可· 波罗”化身

导游，带领全球观众探索浙江独特地标，展现

开放且现代的浙江风貌。2024 年 11 月，杭州市

文化广电旅游局联合潮新闻推出《马可·波罗

杭 州 Citywalk 新 游 记》， 以“ 对 话” 为 核 心 线

索，串联起历史与现代、古典与科技、东方与

西方等关系。作品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多彩、开放、

现代化的文化名城，体现出地方通过国际传播

探索对话与合作的新途径。

相关案例和数据表明，地方国际传播是我

国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新生长点。为此，有必

要深化媒体的文化生产和文化中介 [26] 角色，推

进地方文化转译。主流媒体应积极促进国家形

象与地方形象的协同整合 [27]，在互联网空间的

传播互动中增进文明互鉴，向世界展示一个既

有深厚文化底蕴又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国形象。

智能技术使新闻生产效率显著提升，带来

新闻业价值理念和组织结构的深刻变革。总体

来看，目前智能技术在新闻生产中的具体应用，

更多是作为展示工具，而非真正的生产工具。

大模型对现实场景的数字呈现和对古代场景的

虚构再现，成为主流媒体宣传创意类视频的视

觉基底，并以此证明自身的技术实力。此种应

用路径如若长期延续，易使用户产生审美疲劳。

主流媒体对智能技术的应用，需回归新闻与宣

传的关系这一中心问题进行反思，让智能技术

真正成为新闻新质生产力的驱动力量。此外，

现有的技术创新与应用更多局限于部分中央和

地方头部媒体，小型媒体组织如何通过创新行

动路径来实现转型发展，亟待探索和突破。

二、平台新闻业中的媒体调适与合作

当前，媒体的平台化和平台的媒体化，成

为媒介融合的典型特征和趋势 [28]。平台扮演着

信息中介和技术供给的双重角色 [29]，形成平台

逻辑与专业逻辑之间的张力 [30]。媒体和平台之

间的复杂网络关系，形成一个无边界的信息生

态系统 [31]。这种平台依附关系重塑了主流媒体

的生产策略和运营模式，迫使其必须适应平台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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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并寻找强化自身品牌和内容特色的发展路径。

（一）专业逻辑主导的新闻产品适配平台

逻辑

平台对中国数字新闻业产生的影响，不仅

是推动新闻业的数字化进程，更是促进了各主

体之间的资源互通和多元合作 [32]。主流媒体向

平台媒体迁移的过程中，必须更好地适应平台

特有的叙述逻辑与用户习惯。这就要求媒体具

备敏锐的内容创作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

一套以产品和运营为中心的工作模式。融合平

台逻辑与内容逻辑的新闻产品，能够丰富新闻

叙事形态，服务用户公共交往 [33]。主流媒体通

过具有创造力的新闻产品设计和有效的渠道管

理，提升自身传播力与影响力。

央广网启动《沿着纬度听中国》大型融媒

体项目，以“三维菁彩声”为特色，围绕不同

纬度线上的自然风光、文化遗产和典型地标，

以全媒体形式立体诠释当今中国高质量发展的

生动景象。重点文化品牌“中华经典诵读大会”

通过全国 100 座城市的上万块户外大屏集中播

放展示，全网参与人次破亿。打造“在现场”

核心 IP，快速介入国内外突发和热点新闻现场。

截 至 2024 年 11 月， 原 创 报 道 的 曝 光 率、 转 发

率位居国内媒体前列，自有客户端总用户量已

达 7064 万、日活跃用户量达 320 万，平均每日

500 余篇原创报道被海内外媒体、商业网站广泛

转载 [34]。

央视频音乐产品集群专注于构建平台的音

乐内容生态系统。《柴米油盐的歌》聚焦真实生

活场景，《动听之城》鼓励家乡人演唱家乡歌曲，

打造独具特色的城市音乐名片。总台还推出“共

赢 2024”城市品牌共建行动，以一百场融媒体

直播、一个城市智库 IP、一档城市文化节目、

一场城市品牌年度盛典，努力促成央地合作新

格局，着力打造全方位、多样态的新闻媒体产

品矩阵。

总台新闻新媒体中心联动青海、甘肃等多

个地方总站的前后方报道力量，连续 3 天推出融

媒体特别节目《见证湟鱼洄游季，探寻青海湖

“生态密码”》。发布“00 后”解说版短视频

《神奇动物在青海湖》，在 B 站、微博、微信

视频号等平台发布后，视频多次上榜平台热门。

截至 2024 年 7 月，播放量超 220 万，点赞 30 万，

收藏 2.9 万，转发 1.5 万。“00 后参与的文案一

句话一个梗”“青海湖鱼鸟争斗就像一部电影”

等话题阅读量累计近 1000 万，视频号播放量达

48 万 [35]。

巴黎奥运会内地奥运健儿代表团与香港各

界开展交流期间，《广州日报》报道团队在第

一时间和第一现场找角度、抓瞬间，系列视频

产品在微信获 3.4 万点赞，发布 1 小时内浏览量

近 400 万，累计浏览量超 2000 万，在抖音等短

视频平台浏览量过亿 [36]，被多家央媒转载。

这些产品创作立意鲜明、叙事活泼生动、

形式丰富多样，为主流媒体平衡内容逻辑和平

台逻辑提供了借鉴经验。优质新闻产品的专业

性和品牌信誉相辅相成，能够增强其影响力和

用户接近性 [37]。除了保持高质量的内容产出外，

媒体还需要加强对用户体验的关注和对市场趋

势的洞察，也要警惕过度依赖平台和流量偏好，

避免对媒体权威性和报道专业性的消解。主流

媒体的平台分发需提升“新闻门槛”意识，生

产有价值、高质量的新闻产品。

（二）媒体客户端加快推进 2.0 阶段的建设

媒体融合作为国家战略整体推进的十年来，

主流媒体持续推进自主客户端建设，使客户端发

挥“内容池”“加速器”和“主力军”作用 [38]。

然而，与超级互联网平台相比，主流媒体客户

端的日活和月活跃用户数量仍然有限，运行上

仍缺乏对移动互联网传播规律的深刻把握。自

主客户端“2.0 阶段”需要深化内容、提升服务、

拓展场景，进行彻底的改革与创新。

2024 年 1 月起，广州日报客户端与广州市

区融媒体中心新花城客户端实现两端合一，推

出“广州日报新花城”客户端，打造以“新闻 +

服务、视听、社区”为特色的粤港澳大湾区信

息服务平台。截至 2024 年 6 月，总下载量达 1.5

亿，日活提升 150%，单篇平均阅读量较合并前

提升 200%  [39]。

2024 年 5 月，封面新闻发布新版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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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自然语言处理技术，通过“小封”AI 助手

为用户提供个性化资讯服务。客户端构建详尽

的“AI 新闻图谱”，涵盖事件的发展脉络，提

供延伸阅读材料。端内整合微博、抖音、小红

书等多平台链接，搭建矩阵频道。与全国 31 家

省级媒体合作建立求助报料平台，为用户提供

服务。上线沉浸式视听频道：《看见正能量》

聚焦社会温情，《真探队》专注于科普辟谣，《去

赶集》展现生活百态。

2024 年 11 月，上海报业集团宣布启动新一

轮改革。东方网停办“东方新闻”客户端，新

闻报社停办“周到”客户端。《解放日报》《文

汇报》《新民晚报》分别锚定时政、人文、民

生方向深耕。自 2025 年起，“文汇”客户端、“新

民”客户端同步停止更新，三大报共建、共享、

共用全新的“上观新闻”客户端，实现技术底座、

编辑规范和前端呈现的统一。上海报业集团系

列改革举措表明，媒体自主客户端“2.0 阶段”

建设的主要行动在于淘汰落后产能、聚合优质

资源、减少重复劳动，提升头部媒体客户端核

心竞争力，探索媒体自主平台运营可持续发展

的创新路径。

这一年，澎湃新闻创立十周年，对客户端

进行了全面升级。更新“时政湃”栏目，以短

视频形式解读时政动态。对“湃调查”“眼界”“湃

现场”等栏目进行升级再造，提升舆论监督的

可见性和传播力。优化深度频道，整合特稿、

独家调查、非虚构写作、微纪录片等优质内容，

鼓励聚焦重大公共议题的解困式报道，让深度

报道更具公共性和创新性。澎湃新闻还发布鸿

蒙版本，提升系统的智能、互联及流畅性，为用

户提供跨场景、多元化的新闻浏览与视觉体验。

随着超级互联网平台深度嵌入用户的日常

生活，原有的媒体自主客户端开始暴露出用户

数量有限、活跃度较低、呈现形式单一等问题。

迈向“2.0 阶段”，主流媒体正在探索自主客户

端内容建设与平台建设的融通，融入数字新闻

业多元行动者网络。为此，主流媒体需要精减

数量、提升质量、聚合内容、强化连接，探索

实质性突破与可持续发展路径；注重视觉化、

生活化、多元化发展趋势，融入地方特色，服

务整体布局，提升媒体自主客户端参与治理现

代化的能力。

（三）媒体集团推动内容供给侧改革、做

好平台化传播

建成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引导力、公

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是中央对传媒

产业的发展和布局做出的具体部署，也是全媒

体传播格局驱动下的目标导向。新型主流媒体

集团既强调“新”，又强调媒体的“集团化”

运作 [40]。此前，部分媒体组织已进行了集团化

改革的有益尝试。而身处平台社会，新型媒体

集团仍需以顶层设计确立发展框架，以业务转

型引领结构优化，以技术驱动倒逼组织变革，

实现全方位系统转型。

2024 年 9 月， 上 海 广 播 电 视 台 发 布 行 动

方案，宣布撤销东方卫视中心、纪录片中心、

融媒体中心，合并打造新的融媒体中心。有序

关停 4 个电视频道和 4 套广播频率，大力压减

40% 的传统频道频率。在卫星电视、有线电视、

IPTV 及移动客户端开播东方卫视 4K 超高清频

道。设立国际传播中心，聚力打造国际传播视

频 IP“ShanghaiEye”（魔都眼），在海外平台

开设 24 小时城市外语服务直播。全新推出工作

日 15 分钟英语电视新闻，为在沪外籍人士提供

城市资讯和生活服务，推介地方文旅和商务活

动。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启动新一轮改革，削

减部分栏目，成立文化交流中心，扩大合作范畴，

共同打造品牌 IP，积极融入和服务数字家庭与

数字社会。

地方广电集团的一系列改革举措，既反映

出当前广电行业对自身生存处境的深刻认识，

也是对系统性变革要求的积极响应。精简和优

化频道频率，是基于实际情况的战略选择，最

为紧迫的任务仍是推动广播电视系统深化内部

体制机制改革，建立一个适应全媒体生产与传

播的一体化组织架构。面对经营压力增大和传

播力减弱等风险，广电集团需从整体层面通过

整合资源、技术创新和拓展市场等方式，守住

主责主业并努力寻找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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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报业集团全新上线“大众”新媒体大

平台，打造“一体化”生产管理机制，使各条线

深度嵌入大平台生产传播链条，实现媒体自身布

局和业务流程的优化调整。推行“项目小组”“揭

榜挂帅”“首席制”等新机制，激发职业新闻工

作者的创新活力。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组织千余名

采编人员全部转场新端，优化组织结构，整合资

源分配，彻底更新设计内容生产和传播全流程，

实施统一平台、数据管理和用户体系及分端运营

的新模式，探索和推动内部管理机制变革。集团

实现内部资源、区县资源和部门资源的三重联

通。建立数据通道，实现区县融媒体中心与自有

客户端之间的信息快速传递和调度发布，在汇聚

全域流量的同时实现对区县的引流。

中国的新闻事业具有双重属性 [41]，这也是

全媒体时代媒体集团的本质属性 [42]。在新闻改

革的历史进程中，集团化是我国实现媒体“双重

属性”的组织经验。随着媒体融合的不断深入，

媒体集团作为数字新闻业行动者网络中的中心节

点，应当通过有效的机构改革和内部治理实现双

重属性的平衡与调适。通过深化改革、分类改革，

避免同质化竞争，坚持导向为魂、内容为王、创

新为要，推动集团发展路径创新，从而适应全媒

体传播环境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基于流量和效果的评价体系变革

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

体系，需要强调流量的重要性，但也必须认识到

流量并非衡量媒体传播效果的唯一标准。对流量

本质的理解不应局限于表面数据，而应深入探讨

其背后的实际触达效果，以促进有效的社会沟

通，构建更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

（一）新型评价体系全面注重数据权重

2024 年 8 月起，中宣部对中央和省级主流

媒体全媒体生产传播效果进行综合评价，探索构

建导向正确、标准科学、数据真实、评价客观的

评价体系，“评价体系既是度量衡，更是指挥

棒”[43]。主流媒体不能简单被流量左右，而要找

到正确评价流量的方式。不但要看内容的触达，

更要看主流媒体在整个全媒体传播体系中服务于

主流价值传播和治理现代化的影响。

潮新闻上线之初即开“数据归真”先河，

并以客户端端内阅读量超 10 万为主攻目标，不

再对客户端内的阅读、点赞、转发等数据进行加

权。通过剔除数据中的水分，确保数据的真实性，

以此推动内容质量提升和采编流程再造。潮新闻

建立以阅读量、互动量及全网传播量为核心的评

价体系，用于内部考核。流量数据在频道考核中

占据重要地位，高流量频道将获得更高的曝光率

和技术支持。此外，专门设立数据部门，由数据

工程师和产品分析师负责分析作品传播数据和用

户访问行为，以数据驱动助力新闻业务团队做出

科学决策。

上海报业集团采用阅读量、转发量、点赞

量和评论量等多维度指标评估内容传播效果，基

于下载数以及日、月活跃用户数等关键数据来客

观衡量作品的互联网平台影响力。解放日报社围

绕传播力和影响力两大核心指标建立统一的考核

平台，对“岗位底薪 + 奖励稿酬”的考核制度进

行全面优化。在奖励稿酬中，原创精品和传播力

系数按“6 ∶ 4”的比例加权，以此激励高质量内

容创作。通过实施“优劳优得”原则，减少一般

性稿件比例，更多向优质作品和头部产品倾斜 [44]。

相关媒体对数据评价体系的调整，在系统

性变革进程中起到了引领和示范效应。对于主流

媒体而言，数据考核的核心在于强调有实质内核

和价值的数据，以此确保数据的真实性，推动内

容质量和传播效果提升。未来，主流媒体应当构

建一个覆盖全流程的动态评价体系，涵盖评价、

改革、验证与实践。评价体系还需考虑到不同类

型媒体的特点，以适应具体的特性和需求。

（二）强化用户思维，提升数据触达效果

从社会整体层面出发，强调数据背后的真

实触达效果的重要性，远胜于简单追求数据体量

的增长。评价体系变革进一步推动主流媒体重视

用户导向，强化触达效果。通过加强与用户的互

动，主流媒体不仅提供信息，还能提供服务，形

成一个互动性强的开放型媒体环境。

《温州都市报》更新“掌上温州”客户端

互动模式，将用户反馈融入后续报道，为一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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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提供信源和线索支持，对被采用的线索提供者

进行经济奖励。用户能在新上线的“温都帮帮团”

频道发布求助或报料信息，与奔走在民生监督、

慈善帮扶、教育助学等条线的记者进行互动。

用户与职业新闻人基于客户端展开沟通与合作，

推动《联合查处两家“三无”碎石作坊》《鹿城

一物业欠费，住建部门介入》等报道的发布和问

题解决。

潮新闻为地理位置相近或志趣相投的用户

打造“兴趣圈子”，构建互动空间，线上社区

目前每月平均收获 63 万点赞和 56.6 万评论 [45]。

截至 2024 年 11 月，潮新闻客户端用户超 5500

万，全网用户数突破 1.3 亿，25 至 40 岁用户群

体占比最大 [46]。根据社群互动内容，潮新闻发

布“国潮吸引 Z 世代”“新中式养生”“户外

尝鲜运动”等反映 2024 年社群用户关注偏向的

概念，捕捉和报道主要用户群体的生活方式和

议题关切，为用户提供多元的内容和服务支持。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加大“N 视频”用户内

容 生 产 力 度。 截 至 2024 年 11 月， 客 户 端 累 计

下载量超 2800 万，邀请超 2.7 万名创作者入驻 [47]。

集团创新构建“N 指数”，依托用户画像和新闻

词库，持续优化算法模型。从个性化新闻生产

到个性化内容推荐，实现全流程精细化管理，

在宏观与微观层面精准捕捉用户需求，提供喜

闻乐见且易于接受的内容服务。

身处平台社会，互联网用户面临前所未有

的选择多样性和自主权。主流媒体应当将用户

思维整合纳入评价体系变革，明确用户定位、

需求及体验，通过洞察内容垂类实现用户的精

准聚焦和市场细分，更好适应全媒体传播规律。

（三）超越数据本身，追求舆论引导实效

基于数据但超越数据，重视数据所指向的

舆论引导效果，这对全面评估主流媒体的实际

影响力及其社会价值至关重要。流量指标与实

际传播效果的综合评估，还在于主流媒体能精

准适时地介入舆论引导，吸引社会关注，促进

社会整合。

这一年，《新京报》特别成立调查新闻部，

发布《罐车运输乱象调查》《酒店偷拍黑产调

查》等报道，引发网民强烈反响。截至 2024 年

11 月，相关词条进入微博热搜十余次，两篇报

道阅读量破百万，单篇阅读总量超 1641.7 万，

话题总浏览量达 1.5 亿 [48]。《新京报》改变单

一的图文调查报道形式，通过全媒体系列报道，

对事件议题进行全面解读，剪辑和发布多条调

查视频，用好平台助推优质原创内容生产传播，

深挖背后的复杂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建议，

发挥媒体的监督职能。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推出

舆论监督节目《今日关注》，围绕热点问题，

对推诿责任、执行不力以及不当行为进行监督，

迅速回应公众关切，实现“问题曝光—持续监

督—效果评估”的闭环报道流程。

2024 年 5 月，安徽全椒县滁河水污染事件

引发关注。总台央视新闻、《新京报》、澎湃新

闻等媒体进行多角度报道。2024 年 5 月 26 日起，

总台派记者走进现场追踪滁河流域变化，经由

多方核实后发布独家调查报道。《主播说联播》

发布《环境就是民生，盯着问题查、追着问题改》

对事件进行点评。全椒县官员面对镜头的言论

引发网络热议，不仅暴露出地方环境污染问题，

还指向公职人员的不作为和不负责。相关词条、

话题和新闻视频在社交平台受到广泛传播，成

为该时期网络舆论场的最热议题。2024 年 5 月

29 日，安徽省政府、省纪委监委组成联合调查组，

对滁河水体污染事件进行彻查，全椒县委主要

负责同志被免职。此次事件中，主流媒体的相

关报道有效推动了职能部门动态更新调查进展，

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处置。

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核心要义和检验标

准在于数据。场景数据为智能传播带来基础，

流量数据用于评价传播效果，财务数据反映媒

体的经营状况与发展的可持续性。主流媒体应

当对数据进行深挖，精准把握市场需求与用户

偏好，实现更具效能的运营与传播。

数据驱动的评价体系变革，要求主流媒体

精准把握舆论动态，通过有效的舆论介入提升

影响力和公信力。全媒体时代，舆论监督的重

要性愈发凸显，需要具备足够的韧性和魄力，

发挥解困作用，帮助社会公众理解复杂问题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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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问题解决。主流媒体需坚守专业定力和专

业韧性，提供准确、深入的报道和分析。舆论

监督报道应当鼓励更加丰富多样的新闻产品，

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新闻生产体系。

四、结语：以系统性变革推动全媒体传播体系

建设

回顾过去十年我国主流媒体相关政策文件

的变迁，可以梳理出一条演进轨迹。2014 年，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关于推

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

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2017 年，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促进移动互

联网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这一阶段，融合

指的是最基础层面的整合，政策重点聚焦中央

和省级媒体，提倡以“互联网 +”为基础促进传

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协同发展。

2020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

要求推动主力军全面挺进主战场，向互联网主

阵地汇集、向移动端倾斜，做大做强网络平台。

2024 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构建适应全媒体

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

系统性变革。这要求主流媒体适应信息技术迅

猛发展新形势，巩固壮大主流舆论，融入全媒

体传播体系建设。主流媒体要坚持导向为魂、

内容为王、创新为要，用流量和效果说话，重

构媒体融合发展技术底座，全方位推进组织架

构、运营模式、话语体系等变革 [49]。

如何持续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实现

智能传播和公共传播双重语境下的转型升级，

是新闻业年度观察的核心问题。通过对 2024 年

中国新闻业的回顾与研究，我们认为，新闻业

要以系统性变革的根本要求作为遵循目标，实

现平台打造的影响升级、流程再造的效能提升、

机制创造的绩效创新，适应智能技术发展新趋

势，提升舆论引导能力，以系统性变革推动全

媒体传播体系建设。

其一，要做好全媒体内容生产，针对重大

事件议题生产有内容、有品质、有影响力的报

道作品。内容生产是舆论引导的前提，主流媒

体要在数字新闻业中巩固关键节点位置、在全

媒体传播体系中持续提升影响力，其根本仍然

在于内容。这一年发生的“秦朗丢作业”“胖

猫”等事件给新闻业以警醒。部分主流媒体未

经细致甄别，急于制作标题并进行二次创作，

添加热门话题吸引流量，加剧了虚假信息的传

播。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主流媒体要对每一

则信息进行严谨核实，对任何疑问都持续追问，

要围绕重大事件议题做好原创内容生产。

做好重要事件报道和舆论监督，要为职业

新闻工作者创造更加开放包容的氛围和抵达现

场的空间。2024 年 3 月，总台央视记者在河北

燕郊采访爆燃事故遇阻。2024 年 11 月，新华社

《经济参考报》两名记者在安徽合新高铁中铁

七局施工现场遇袭。事件发生后，中国记协通

过公众号发布多篇评论，维护新闻工作者合法

权益。单一的官方通报，无法取代职业新闻工

作者抵达现场报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面对公

共事件，专业行动与权威报道能够及时满足群

众的知情需求，缓解消极情绪，遏制不实信息

发酵。面对复杂事件和多元声音，把握基本脉络、

辨别信息真伪离不开媒体发挥监督职能。

主流媒体要做好舆论监督报道，遵循互联

网发展规律，提升舆论介入深度，在工作机制

和评价体系变革中探索建立舆论监督激励奖励

机制。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要应对真实挑战，

关注经济发展预期和公众信心。勇于面对社会

问题，不局限于宣传导向，回归新闻本位，巩

固和维系专业权威；也要鼓励平台媒体和自媒

体从业者、非虚构写作者参与真实内容生产传

播，共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其二，要在数据导向的变革中平衡专业逻

辑、技术逻辑与流量逻辑，让优质内容在互联

网平台上实现广泛触达。数据真实、评价客观

的评价体系是“度量衡”和“指挥棒”。主流

媒体在实施数据导向的变革策略时，面临的核

心挑战在于如何明确自身与数据的关系。忽视

年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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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会导致改革决策缺乏依据，过度依赖数据

可能限制生产传播的创造力和灵活度。基于流

量和效果的评价体系，可能导致媒体更加依附

于平台，从而迎合平台的数据导向和价值偏向，

加剧严肃新闻可持续发展的困难。为此，需要

探索新的工作机制和可持续发展模式。

自主客户端要坚持原创内容生产与分发，

确保相关内容符合移动化传播的特点。要增强

对不同平台和用户的精准定位能力，深入研判

不同渠道所覆盖的用户群体特征，以及不同内

容在不同平台进行有效识别和传播的机制，将

高质量内容通过不同平台渠道进行分发。要切

忌唯数据论，充分关照媒体自身的发展特点和

现实问题，在实践探索和系统变革中逐步完善

评价体系，确保改革既有现实意义又不失远见。

只有平衡好内容与连接两个关键变量，才能巩

固主流媒体在调整媒体与平台关系、建设全媒

体传播体系中的枢纽地位。

其三，要深刻认识到主流媒体的生存挑战，

探索新型盈利模式，给予制度化的支撑，实现

生存与发展的可持续。部分主流媒体面临运营

能力减弱、盈利模式单一等生存困境，这将对

系统性变革特别是深层次改革产生极大牵制。

从整体上看，专业标准仅适用于主流媒体，而

对于平台则采取多元共治的模式。这在客观上

导致了平台内容生态复杂化，大量低质内容严

重分散公众注意力，进而削弱社会对专业内容

的关注，使主流媒体存在边缘化风险。

若要将主流媒体长期置于全媒体传播体系

中的枢纽地位，必须解决两大核心问题。首先

是收入来源与盈利模式，部分主流媒体的收入

日益缩减，导致其生存尊严受到严重威胁，进

而影响其进行舆论引导与舆论监督的信心与动

力。在保障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上，主流媒体还

要能投入足够的资源用于内容生产，并为其报

道内容提供必要的空间与自由度。

当前，新兴技术在主流媒体的诸多领域得

到应用，但主要偏向内容产品开发，而非技术

场景研发与商业化变现。这表明，技术应用往

往被局限于特定的产品层面。部分主流媒体正

在通过制度性安排减少一般性报道产量，提升

优势头部产品质量，做大做强自有渠道生产传

播效能。然而，数量减少并不直接等同于质量

提升和影响力扩大，关键在于其背后的平台逻

辑。如若平台治理未能及时跟上发展的步伐，

那么依附于平台的内容生产者与平台之间的非

对称关系将难以得到根本性改变，媒体对平台

的依附可能进一步加剧。因此，需要在适应平

台逻辑的同时加强平台的内容生态治理，促进

内容生产者与平台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共同发展。

系统性变革不仅是对新闻实践和媒体运营

的一场深刻反思，更是对新闻业责任使命和发展

方向的再认识。媒体要从局部探索向全面深化、

系统集成转变，增强与其他各领域改革的协同，

将其放到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大局中进行谋划。这是媒体适应新时代、

新要求，提升传播力、影响力、引导力和公信

力的战略举措。推进系统性变革的过程中，媒

体并没有预设的解决方案或普遍适用的策略规

范，必须根据现实处境和地域特性，实施深层

次的改革创新，在危机中育新机，通过不断变

革找寻可持续发展路径。

（责任编辑：徐秋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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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of news production and integration in the systematic transformation of 

mainstream media——the Annual Observation Report of China’s Journalism Industry in 2024

Zhang Zhi’an, Ding Chaoyi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major events and typical cases of Chinese journalism in 2024 as the object of 
observation, focusing on reviewing the news reports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75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2024 Paris Olympic Games and other major events. According to the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and platform, and the reform of evaluation system,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journalism this year can be summarized that intelligent technology reshapes the news production process 
and optimizes the mode of major-topic reports, culture reports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Media adapt to 
platform-based communication by creating news products,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ir own applications 
in the 2.0 stage, and optimiz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group organizations. And the data entered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and profoundly changed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mainstream media. In the future, journalism should 
be guided by the fundamental demand for systemic transform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impact upgrade of 
platform building, the efficiency improvement of process reengineering, and the performance innovation of 
mechanism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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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4 年全球传播符号学呈现出多方面的新发展，这些发展可从两个维度加以归纳——数智化转向的

意义危机研究，以及新语境下古典符号学的回归。这两个维度又具体凸显为四个方面：一是人工智能爆发

直接引发的“AI 符号学”探索与基本学理建构；二是文明互鉴视域下的“中国符号学遗产”持续深入开掘，

展现出了超越西方的理论资源广度和活跃度；三是智媒技术催生的多模态数字符号景观研究深化；四是作

为方法论的传播符号学在健康、环境、政治与国际关系等公共领域阐释力的显现。这一系列情形展现出传

播符号学普适性的理论张力。

关键词　传播符号学；AI 符号学；跨文化传播；古典学；多模态话语分析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胡易容，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出版学院）教授，四川成都 610064；尹婧雯，四川大学文学

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成都 610207；李婉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四川成都

610207

引言：以人工智能为例的智媒变革与政治经济剧变时代下的传播符号学研究

2024 年发生的一些事件，可能正在改变人类未来的命运走向。继前几

年的“元宇宙”热潮之后， AI 对包括传媒在内的社会产生了更深刻的冲击。

在人类认知前沿领域，诺贝尔奖的三分之一与 AI 强相关；在社会生产力方

面，AI 正在重新塑造主要产业的底层架构，整个世界正在全面进入 AI 化。

元宇宙是一个基于虚拟现实等媒介技术的“知觉逻辑”，而 AI 则是一个基

于人类自身延伸的“主体逻辑”。但另一方面，人类文明却未与科技革命相

应发展，反而更混乱了——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等背后的大国博弈愈发复杂；

塞缪尔·亨廷顿 20 世纪末对中美关系的预见性判断在当前中美博弈中上演。

传播符号学研究范式的理论既深受现状的影响，也需要被置于时代眼光

下检验。2024 年是传播符号学转变和加速的一年。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外

八场重要学术会议的主题集中在意义、人文与科技等关键词①上。例如，瑞

数智媒介时代的意义危机与古典符号学回归
——2024 年度全球传播符号学前沿

胡易容 尹婧雯 李婉婷

① 分别为：第十六届世界符号学大会、2024 年美国符号学学会年会、第五届国际认知符
号学协会会议、2024 年洛阳符号学大会、2024 年南京符号学大会暨南京大学首届研究生
大师论坛、第四届华夏丝路符号传播研讨会、第五届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论坛“数字化与
人工智能的符号学与哲学思考”研讨会、第十六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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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举办的认知符号学大会（IACS-5）主题为“意

义危机”（Crises of Meaning），旨在直面数字

媒介时代日渐模糊的公正与真相边界，回应如

何应对“意义”这一人类整体性危机；而两年

一度的“世界符号学大会”则将“符号与现实”

（Signs and Realities） 作 为 主 题， 更 进 一 步 引

导各领域的学者们再思考“现实为何”以及“我

们如何认识现实”这个基础话题 [1]。国内的几场

主要主题则更聚焦于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

与人文的关系。例如，南京符号学大会的主题“人

文与科技的交响”聚焦 AI 的异军突起为文学、

艺术、传播、哲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带来的颠覆，

旨在倡导这个时代的学者融合人文关怀与科学

意识，主动迎接现实挑战 [2]。从 2024 年度出版

的专著分析，中国学界正与全球学者在同一起跑

线上展开思考，主题多样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①。

在论文发表方面，“新闻与传媒”领域中以“符

号”为主题词的文献超过 1000 篇。

通过对以上“意义”问题的观照，传播符

号学得以更加系统地介入智媒时代，并具体表现

在对各种“涌现”现象的回应：其一端向着充

满物质实体的经验世界进发，正面回应传播媒

介的物质性事实 [3]，另一端着眼于智能媒介的传

播新形态，将一切统摄于文本 [4]，协同处理皆成

为媒介化经验的虚拟与现实。进而，传播学借“符

号”之维，可以逐层进入“物 - 虚拟”的文化

研究领域，构建起“一个文化发生、发展、传播、

解析的尽可能完整谱系”[5]。正如皮埃尔·吉罗

所言，符号学与传播学本来一体两面 [6]。本文追

踪国内外传播符号学前沿成果，结合“新闻与

传媒”领域中“符号”主题下的国内重要论著（以

CSSCI 源物及专著为主）和国外符号学领域的

权威期刊（Social Semiotics,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otics, Semiotica, Chinese Semiotic Studies, 

Signs and Media, Signata, Sign System Studies ）

相关文献进行归纳，展现 2024 年传播符号学的

传承、发展与创新。

一、智媒技术革命与 AI 符号学的创生

（一）智媒爆发的传播符号学回应

2024 年，人工智能全面爆发，多个大模型

快速迭代，人工智能在医疗、驾驶、工业各领

域中的应用场景均呈现出整体爆发态势。不仅

如此，人工智能对日常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 Open AI 的 ChatGPT 和 Sora 等为代表的大语

言模型推动着媒介向智能化发展，也倒逼着现

有传播理论与研究范式的变革和创新。

鉴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人类传播形态和方

式的全面介入，赵毅衡提出建立一门“AI 符号学”

的迫切需要，并提出“AI 符号学十问”以构建

“AI 符号学”的基础框架，以及运用思想实验

方法提炼出人类与 AI 共存的图景。他指出，从

4000 年前至今，从文字、印刷术到 ChatGPT，

媒介技术逐渐变得不可控和不可逆，以 AI 尤甚。

它以信号为食，目的性强，不遗忘，取消聚合

操作，很有可能将传播带往“意义热寂”[7]。在

这一过程中，从“科幻叙述”中剥离出来的“异

智能体”作为传播主体，因异于人类的感知方

式、符号活动与先验范畴将进行完全不同的意

义活动，尤其当异智能体无法与人类“共情”时，

阻之避之或是最佳方案 [8]。西方学界也关注到了

相关问题，面对 AI 在电影、文学、广告、大众

媒介等领域强大的信息繁殖能力，马塞尔·达

内 西（Marcel Danesi） 从 符 号 学 视 角 全 面 考 察

① 如四川大学符号学研究所出版的：《文化传播符号学论纲》《符号学讲义》、Semiotics of The Image: A 
Study of the Form of Meaning in Media Spectacles 和 Philosophical Semiotics: The Coming into Being of the 
World of Meaning ，以及展现出中国符号学强劲发展动力的《< 黄帝内经 > 的医学符号学研究》《中国文化符号
关键词》《中国传统符号学思想研究文选》（后两本 2023 年末出版，与 2024 年研究趋势高度相关，也综述在内）；
全球学者在传播符号学领域也产出了诸多新作，此处暂举部分，如：Semiotic Ideologies: Patterns of Meaning–
Making in Language and Society , Unveiling Semiotic Codes of Fake News and Misinformation, Semiotics of 
Images: The Analysis of Pictorial Texts, Explorations in Dynamic Semiosis, AI-Generated Popular Culture: A 
Semiotic Perspective, Emoji and Social Media Paralanguage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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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生成式 AI 对流行文化生成逻辑的颠覆，引导

我们思考那个经典的阐释学问题：文本意义从

何而来？由谁决定意义是什么 [9] ？

除此以外，也有学者对受 AI 影响的细分领

域发出质询，如生成式 AI 图像因超越了对媒介

物质性和媒介逻辑的依赖成为一种“无踪迹”

的图像形式。刘涛呼吁从本体维度的再现问题、

语言维度的象征问题和语境维度的互文问题出

发 架 构 一 门 图 像 阐 释 学 来 处 理 这 一 新 兴“ 物

种”[10]。无独有偶，达米尼奥（Enzo D’Armenio）

等人同样试图建立一门 AI 图像阐释的符号学。

他们以 Midjourney 和 DALL·E 为案例，从意大

利符号学家福萨利（Pierluigi Basso Fossali）出

发，在感知和交流维度上将生成式 AI 理解为在

“元档案”基础上执行人工提示词操作的视觉

话语生成模型；在话语实践过程中，它们也可

以根据训练阶段学习到的数据库特征以不同的

现实化方式进行表达 [11]。在 AI 算法推荐领域，

一项对意大利、亚沙尼亚和荷兰 18 到 26 岁青

年的调查发现，AI 算法推荐机制建构起一种新

型传播实践，并引导着该群体塑造和维护自身

的数字形象 [12]。张奎、王秀伟通过对传统文化

的文本和符号之间编码与解码过程的分析，提

出了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文化准确性、真实性

和完整性方面的担忧 [13]。国内外学者诸如此类

从“意义”角度切入人工智能的讨论持续为传

播符号学带来了鲜亮的人文底色。

（二）以人工智能为底层逻辑的新媒体符

号景观研究

媒体的智能化革命不仅是以大模型为典型

的直接应用，它的另一个内在影响是作为底层技

术对以自媒体为代表的大众传媒的深度重塑，更

为丰富的媒介符号模拟景观世界正在生成之中。

社交媒体成为经验世界与文本世界的交界面，各

类符号文本在 5G、人工智能等媒介技术的加持

下幻化出五花八门的媒介形式与内容，源源不断

地为传播符号学提供着新鲜的经验现象。表情

包不约而同地受到了中外学者的持续关注。扎

帕维尼亚（Michele Zappavigna）和洛吉（Lorenzo 

Logi）基于语料库的方法对 Tiktok 特定视频评

论进行分析，详细梳理出 emoji 与文本之间的三

种关系，即概念共现（ideational concurrence)、

人际共鸣（interpersonal resonance）、文本同步

（textual synchronicity)，在使用 emoji 的过程中，

用户增强了在社交平台上的环境归属感，从而

表现出对社交媒体内容观点的赞同和支持 [14]。

两 位 在 2024 年 的 新 作 Emoji and Social Media 

Paralanguage 还 包 含 了 对 社 交 媒 体 emoji 功 能

的系列研究 [15]。另一项对表情包的数字民族志

研究则关注表情包使用的代际特征，以中国社

交媒体里日渐增多的长辈表情包为“指示性”

（indexicality），将网络符号资源的规范与使用

关联至该现象背后日益增多的中老年“数字移

民”，年轻“数字原住民”的年龄焦虑等，折

射出滚滚社会进程中老龄化等问题带来的社会

语言学课题 [16]。除了对表情包的分析，更多研

究者将二维码 [17]、截屏 [18] 等也纳入传播符号学

的视野中，这种从微观层面对文本细节和符号

关系的考察可以帮助传统传播学拓展研究对象

范围，形成多维度的综合分析。

二、文明互鉴语境下的“古典符号学”与“中华

文化经典符号”复兴

2024 年的传播符号学似乎有回向传统的意

向。西方符号学界的理论资源仍然集中在 20 世

纪符号学创生之处的经典符号学家之中，例如，

帕 斯 卡 列 娃（Bogdana Paskaleva） 通 过 对《 论

语言的双重本质》手稿的重读开掘出被忽略的

索绪尔关于符号的碎片化思考 [19]，以及一些理

论工作者对皮尔斯的研究 [20]。相对而言，中国

符号学界理论资源与时代背景下的符号实践都

更具活力。

（一）中国传统文化符号遗产与当代结合

赵毅衡指出，“符号学很大程度上是一门

中国的学科，我们只是面对自己的财富一时打

了个盹儿”[21]。2024 年，中国传播符号学者，

通过理清和挖掘中国符号学遗产，逐渐构筑起

中国传统符号学思想的理论系统。胡易容的《文

化传播符号学论纲》融贯中华文化符号思想与

西方符号学体系，围绕意义的认知、转换、解

年度观察



66

释，展现传播符号学的“意义形式论”特质，

并显示其对赛博时代意义问题的理论解释力。

在该书所构建的体系中，中华文化符号不再仅

仅是“东方主义”式的对象，而是传播符号学

不可或缺的理论资源。陈力丹教授评价该书“展

现了符号学与传播学深度融合的面貌”[22]。

祝东的《中国文化符号学关键词》廓清了

中国符号学研究中的关键概念，以西方符号学

为参照，阐释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中的礼、道、

名等蕴含的符号学资源 [23]，同时他的《中国传

统符号学思想研究文选》精选了近一个世纪以

来中国学界对中国古典文献符号学研究，将中

国符号学近百年的发展浓缩进二十余篇论文中
[24]。随着中国符号学研究者在传统符号学遗产

研究方面的不断深化与拓展，本年度还产生了

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使中国传统符号学思想研

究进一步丰富。

学界惯以《易经》作为中国符号学思想史

的开端。谢清果、韦俊全以《周易》中对“象”

的崇拜说明了中国人的“尚象”思维。意象兼具

世界之“象”与主体之“意”，意象传播从本体论、

结构论、效果论三个维度体现着中国人“主情

志”“通感于自然万物”的传播方式，不仅展

现着丰沛的情感传播与诗性传播色彩，也暗含

着人文关怀的品格与更含蓄的传播气质 [25]；中

国人以“象”示意的传统还启发祝东立足于视

觉思维，从编码意图（传播者）、文本意义（符号）、

解释意义（接收者）三个方面分析意象的生成传

播机制，并指出中国先民的意向活动将语言思维

和意向思维有机结合，构成中国符号思想的特

殊之处 [26]。通过梳理礼学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

祝东、张殷婷勾勒出先秦符号传播从自发运用

符号阶段逐渐过渡为符号传播自觉阶段的脉络，

廓清了中国符号学自觉和符号传播的渊源问题，

为中国传统符号学思想溯源研究提供了重要补

充 [27]。

除了以《易经》为阐释对象，先前较少涉

及的领域，如两汉河图洛书术数的符号学思想、

魏晋玄学符号思想、唐宋唯识宗及禅学符号思

想等也引起了学界关注，并取得了显著的研究

成果，如中国传统美术和汉字符号学作为中国

特有的文化符号系统持续为中国符号学遗产添

砖加瓦 [28]。2024 年出版的《< 黄帝内经 > 的医

学符号学研究》以《黄帝内经》中的医学符号

表意机制为研究对象，尝试从传播符号学视角

探讨其在当代文化谱系中的意义生成机制 [29]；

徐结平运用布尔迪厄交际理论剖析孙子对于战

场的阐释，形成对孙子符号思想和符号类型等

的新解读，填补了学界对谎言符号动态生成过

程研究的空白，这些都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

宝库的创新实践 [30]。

（二）中华文化经典的“符号考古”与“物

转向”

跨文化传播是 2024 年传播符号学的热词之

一，这为学界关注的以中国文化符号及其思想

为传播对象的“符号考古”国际传播语境找到

了新的动力和价值锚点。从近期研究成果来看，

当代中国学者不仅继续向中华文化深处探索，

也将目光投向与自身文化形成互动的“他者”，

挖掘出更多元的传统文化符号空间，形成古今

互鉴、中西互鉴之势。

相关学者已开始着手梳理以中国文化符号

为传播载体的历史，并以 13 世纪起逐渐形成的

“中国风”勾勒出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想象 [31]。

孟伟等在对东盟五国青年受众的调研中提出“文

化锚定物”的设计考量 [32]，因为具有文化锚定

功能的符号能在跨文化语境中能带来更有效的

传播机会，也再次说明强符号具有的传播持久

性、能指独特性、所指唯一性等特质依然使其

能够作为国际传播中不可忽略的战略资源 [33]。

在此基础上，借助 AR、VR、5G 等现代数字科技，

闫文君提出“诗性的复归”，传统文化或可从

感性、想象与隐喻三个维度与受众重新建立互

动与文化认同 [34]。另外随着智能媒体时代不断

发展，数字化符号在跨文化交流中起到了不可

忽视的力量。肖珺和张驰从“数字共通”这一

假设出发追问如何实现数字化符号表意在全球

文化间的意义共通，提倡以互惠性理解打开意

义交流的边界 [35]。

除了对中华文化符号的整体性关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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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还将目光集中于具体语境下的符号物之上，

探讨物与符号之间的二联滑动。例如，丝绸之

路上以胡食、胡药、胡服为例的“胡”物自汉

代传入以来经由各种古籍、说本记载，早已成

为承载多重意指关系的符号二联体，使丝绸之

路成为蕴含丰富的媒介空间，启发着新时代“一

带一路”审美和情感共同体的建设 [36]。另一项

对“春节”主题的乐高积木文化符号研究发现，

触觉与其他模态的协作表意让玩家在“翻译”

设计者意图之上还能“再造”意义，这一符际

翻译过程通过具身体验延长解码了过程，使“玩

耍主体”沉浸在与春节相关的文化内涵中 [37]，

这是对如何通过玩耍这一日常活动进行跨文化

传播的有趣启发。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思想作为理论资源与当

代理论实践的结合不仅体现在中国学者的工作

上，也被国际学界所关注。都灵大学符号学家

马西莫·列昂（Massimo Leone）在南京符号学

会议上的报告用庄子的思想与当代中国的自动

化实践结合阐释当今中国的新符号实践 [38]，颇

具启发。这也表明，当今中国符号学的古典学

复兴与当今中国式现代化的融合具有尚待发掘

的理论潜力。

（三）跨文化传播的符号形象叙事：文本

研究的两条进路

跨文化语境中的文本研究也逐渐分流出形

象研究和叙事研究两条进路，前者表现为国家

与区域形象研究；后者则以融合新闻和短视频

为实践场探讨不同媒介中的叙事潜力。

城市形象研究随着各地文旅消费升级进一

步深入讨论形象形成机制，田海龙和代薇借鉴

戈尔和厄文关于“符号过程”的论述对游记《胡

同情缘》进行分析，解释了胡同中弥漫的“老

北京”特质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 [39]。宋巧丽

与雷思远从“成都小欧洲”入手，探索“本土

小他者”作为旅游景观的吸引机制。这种“他

者景观”的媒介化构景策略，促使我们反思沉

溺于多模态表征构建起的超真实文本空间所带

来的文化断层危机 [40]。

在主流媒体面临的系统性变革压力下，融

合新闻以其新鲜的形式与实践成为重要的变革

抓手之一。刘涛提出只有数字叙事学能将叙事性

与媒介性之间丰富而微妙的关系呈现出来，从叙

事理论、叙事语言和叙事实践三个维度为融合新

闻语义系统及故事世界的展开提供理论工具 [41]。

同时，融合新闻还要把握数字技术在故事形态、

故事感知和故事生成三个层面建构的作为文化

表征故事空间，从图像化、情感化和游戏化三

个维度进行形式创新，让融合新闻能够成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实

践场 [42]。唐忠敏还关注到网络互动叙述中的正

文本的叙述断点，并提炼出“就事论事型”和“借

题发挥型”两种多元叙述主体的副文本接续方

式，从而打开更为开放的故事世界，为网络空

间中多元主体的互动叙述提供新的解释维度 [43]。

2024 年还值得注意的叙事文本是，我国对

多国开放免签政策，吸引了无数外国主播以“他

者”视角讲述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实践。不过，

李亭竹基于娱乐克服阻力模型展开的调研发现，

综合考虑来源可信度和叙事传输度时，洋网红

或不是万能灵药，对多元主体的精心布局才是

国际传播实践实现长期说服效力的出路之一 [44]。

三、多模态符号表意与新媒介景观研究

（一）多模态竞争与表意

多元符号模态表意的协同和竞争也受到了

关注，是传播符号学在文本更微观层面建构研

究范式的尝试。张德禄首先整体性考量了符号

的物质实体特征对符号意义建构的影响，将“物

质实体 - 物质模型 - 抽象符号”抽象为不同程

度物质性的连续带，并提出“本源符号”的概念，

即那些既可以用来指向意义，同时也具有其他

实用价值的物质性的符号，接着又派生出图像

符号、抽象符号和任意性符号三个层次的符号

系统。由此，不同程度的符号物质性构成全息

度递减，与意义的理据关联了递增的多模态符

号话语。这样一来，符号多模态能够被放置于

物质性的连续带上被一一查验，对原强调“文本”

的话语研究提供了突破的可能 [45]。作为该理论

推演的延续，另一项对电视剧中模态竞争（mo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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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on）的分析打破了“模态民主”（modal 

democracy）的假设，提出模态间的非平衡关系
[46]。也就是说符号模态内部和模态间的合作可

以增强表意，而竞争却会削弱意义传达效率。

作为对话，奥亚（Matin Oja）通过串联洛特曼“两

种语言”(two languages)、巴尔特“第三意义”

（the third meaning）和雅克布森的“合体信息”

（syncretic message） 理 论 为 模 态 冲 突（modal 

conflict）构建起多维分析模型，他以影视作品

为分析案例指出，模态冲突并不总会导致语义

冲突（如哈姆雷特的内心独白，视觉上主人公

嘴巴紧闭，但却有台词念出），也可能打破传

统意义建构模式，成为一种艺术手段，创造新

的表意方式 [47]。书面语中，微博平台用户利用

括号中的补充信息与正文表意矛盾生出的戏剧

性和文学性是绝佳的例证 [48]。

（二）多模态的符号记忆、情感转向与健

康传播研究

深入多模态符号表意研究的同时，原先因

为不便于表征的情感与记忆问题也得到更多重

视，使“情感转向”和记忆研究成为传播符号

学的研究增长点之一。国内外学者进行了打通

情感与符号学间研究通路的尝试。这也可以视

为对当代社会生活“意义危机”的一个回应。

比格拉里（Amir Biglari）和达内西（Marcel 

Danesi）重返格雷马斯的激情符号学，将“激情

密码”“规范激情模式”等概念与认知科学领

域中的“框架分析”“意义层次”等进行对照，

指出两个领域中的多处重叠与学科协同的可能。

前者聚焦于特定情况下激情反应所产生的符号

行为，强调了情感在符号生成中的作用，而后

者则对不同情感层次的构建和分层提供了另一

种分析方法。二者一体两面，相辅相成 [49]。曹

漪那和李兴则提出科幻电影中呈现的生态创伤

可视为跨文化生物性符码，具有激发观者情绪

共通的可能性，从而为跨文化传播找到了一条

生物内在性的情感进路。同时，这种生态共伤

的情动研究内化着符号域之间的解域与再域化
[50]，或也撬动着情动理论与符号学之间的学科

融合。回到日常生活中，王凤仙关注到了互联

网土壤中孕育出的焦虑情绪符号化和模因繁衍，

建构起从现代社会结构、平台资本、互联网信

息环境到消费者的符号互动与传播模型 [51]，或

能为如何把握互联网语境下其他类似情感传播

现象提供参考。

除此以外，学者们还从记忆领域尝试回应

“意义”问题。在以华语圈为例的高语境文化中，

语言符码更需要配合具体语境才能完整表意。

如艾柯所言，颜色词汇不仅指涉某种状态，还

与特定文化单元和概念息息相关，共同塑造了

某个文化语境中的色彩感知。例如，中文里的

“红”及其不同色调的表达（丹砂、朱门、红

颜、赭面、粉黛）利用颜色的转喻或隐喻从微

妙之处激发联想，还与五行、戏曲、女性妆容

等文化记忆相勾连 [52]。科塔尔·圣马丁（Vladimir 

Cotal San Martin）应用集体创伤与后记忆理论

对智利乐队音乐视频中的歌词、音画剪辑、叙

事结构进行多模态分析，重新揭开了一段被扭

曲和拒认暴力独裁历史；视频开头以海浪的声

音隐喻记忆的往复，中间部分对档案照片的拍

摄再造了“目击现场”之感等，多种符号模态

相互作用让这段集体创伤和记忆在后记忆语境

中被传承下来 [53]。对这段历史同样关注的还有

罗哈斯 - 利萨纳（Sol Rojas-Lizana），他以批

判话语分析理论对 34 封子孙写给消失于智利军

政独裁统治时期的祖父母的家书进行分析，以

照片、物件、姓名等符号文本串联起“后记忆”

时代第三代子孙对这段创伤和爱的记忆 [54]，展

示了传播符号学在深入文化语境，探查细微处

情感与记忆的方法延伸能力。

借助多模态符号视角，学者们还在各方面

研究中尝试以新眼光理解旧问题，或以新形式

解决新问题，主要表现为对多元符号模态的综

合关注，并将其纳入意义形式的考察范围中。

得益于现代媒介丰富的视觉可供性，原本非图

像化的健康知识开始构建以视觉符码生产为主

的健康传播新形式。受众通过对视觉符号中承

载的健康知识进行解码，完成对自我健康状态

的判断和评估，构建起何为“健康”的知识结

构。然而，图像化本身解读的开放性和多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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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对健康知识的误读，以及平台算法造成的

信息茧房，依然是未来健康传播的隐患，是需要

各方面共同努力的课题 [55]。刘大为等则注意到

作为乡村医生身份符号象征的“急救箱”及其指

向的乡村医疗卫生体系。急救箱不仅作为功能的

物为乡村医生的出诊提供便利，更承担起健康传

播的媒介属性，在物质、记忆和关系三重空间中

串联起乡村医患共同体，意指着乡村医疗条件的

进步，子承父业的家族医疗传承，以及村医与患

者之间的信任关系建立等。这也为乡村社会城镇

化后面临的医疗转型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参考意

义 [56]。

四、传播符号学在多领域社会公共文化议题中的

拓展

当前，传播符号学也表现出对社会议题的

强烈关注，体现出该学科作为人文学范式对现实

议题的观照。从集中于文本的文化研究，逐渐向

更具现实社会意义的实践领域靠拢，如环境保

护、政治符号学、健康传播与动物符号学等。部

分研究跳脱出传统文本的设限，在更广阔的社会

关系、时空关系中解析动态意义世界的生成。总

体来看，在话语分析作为主要阐释工具的情况

下，多模态符号资源也被充分重视起来，形成更

加多元和开阔的传播符号学研究视野。

（一）在政治及环境传播等公共领域的理

论阐释力凸显

随着国际形势和地区关系的日益紧张，2004

年涌现出许多对政治话语和个别政治话题的重点

关 注。 恰 纳 克 皮 纳 尔（Betül Çanakpınar） 等 人

采用丰塔尼耶的符号学理论，将政治话语看作一

种从符号、文本、物体、实践等各个阶段都包含

“说服”的，满足自身传达和交流需求的生活方

式，并借用格雷马斯的行动元模型构建起政治话

语的一般运作机制 [57]。另一项对特朗普就职演

说的话语分析就指出，特朗普运用了包括反建

制、反精英主义修辞、集体主义修辞、民族主义

情绪以及简洁和重复的语言等民粹主义修辞风

格，使其煽动性效果大增。面对这样的政治话语，

公民批判性语言意识的培养迫在眉睫，从而在未

来能够做出明智的选择 [58]。更多研究借用批判

话语分析等符号学工具勾勒全球各地的政治图

景。克日扎诺夫斯基（Michał Krzyżanowski）关

注到了媒体中移民话语构建，从 2010 年到 2022

年，媒介话语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负面化，这映

照出瑞典更广泛的公共领域中的逻辑转变，尤其

是瑞典的政治话语 [59]。同样关注移民话题的还

有 林 佩 里（Maria Lymperi）， 他 基 于 当 代 西 方

话语中对“他者”的“流动的恐惧”，揭示出那

些支持移民定居希腊的媒介话语可能潜藏着种族

主义假设 [60]。

在 环 境 传 播 领 域， 勘 帕 纳· 皮 瓦（Heidi 

Campana Piva） 以 质 性 符 号 学 分 析 方 法 对

YouTube 中一个涉及全球变暖的阴谋论视频进行

了话语分析。视频中的话语策略将气候变化打扮

为由科学界和媒体合谋的骗局，这种将“气候变

暖”视为伪科学的话语试图使权威和主流知识失

去合法性，进而将“环境问题”去问题化，为

人们提供了拒绝缓解气候危机行动的理由 [61]。

另一项对“纯净自然”的视觉话语分析采集了

Instagram 上 300 条以阿曼自然景观为主要视觉

呈现的社交媒体内容，作为视觉能指建构起欧美

意识形态下对大自然的浪漫想象，即崇高、纯净

和本真的家园。自然要么是完全“无人踏足”的，

要么只允许出现看起来十分渺小的单个人影。这

样的话语生产虽然能引发人们对环境保护的关

注，但隐喻着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或不利于

可持续发展的视觉话语迭代与进步 [62]。

（二）地区性语言景观与身份认同

借助符号学视角，传播学进入公共空间中

诸如标语、广告牌、涂鸦、店招等语言景观中，

并见微知著折射出经济发展、身份认同、社会变

迁等更宏观维度上的理论观察。胡易容和第五淳

对普遍纠缠在一起的“口号”和“标语”进行了

从媒介形式、意指机制和影响社会行为三个方向

的剥离：属于口语媒介的“口号”伴随大量语气、

语调等“副语言”，构建起听觉主导的意义共享

空间；而“标语”则以文字文本占据“实体空间”，

凸显了作为符号基座的物媒特性 [63]。一项对中

国某大学中英双语标识（和标语）的民族志景观

年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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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从布鲁迈特（Jan Blommaert）唯物观

符号学出发，对标识中的索引性意义、社会空

间和连接起来的时空体进行分析，也证明了符

号并非完全无涉及语境与物质的抽象概念，未

来符号表意中的媒介性和物质性值得更多的探

索 [64]。

另一方面，语言景观中暗藏的语言选择、

话语结构等也反映着语言使用者对文化与身份

的认同，例如，新世纪之交西班牙语和加泰罗

尼亚语的合法地位之辩就被置于一系列社会抗

议 活 动 的 中 心 位 置。 萨 巴 特 - 达 尔 毛（Maria 

Sabaté-Dalmau）对一条中央高速公路两侧的涂

鸦进行批判性社会话语分析后发现旧有的二分

民族语言认同在加泰罗尼亚和西班牙地区的草

根政治中再次抬头，表现为两极分化的以涂鸦

为主的语言景观对空间资源的争夺 [65]。一项对

香港重庆大厦以及周边环境中的公共和私人标

识的数据库统计也显示出香港多元的文化景观。

这种复杂多样的语言景观不仅与香港久负盛名

的旅游胜地相关，更是其特殊地理位置与历史沉

淀的必然走向。不同语言在使用度和出现频率上

的排序使语言景观能够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文本，

反映出地区权力结构与语言意识形态的迭代 [66]。

（三）非人类生物在消费社会生活的内涵

与隐喻研究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非人类生物一直与人

类相伴但它们与人类的交互关系在 2024 年的研

究中受到了更多关注。研究者试图揭示人类社会

生活中的这些现象的隐含意义，凸显其背后的文

化价值和影响。洛鲁索（Anna Maria Lorusso）

通过分析意大利昆虫食物的广告话语和修辞策

略，发现其将昆虫食物与保护自然、平等与进

步等文化意义关联起来，并通过视觉修辞暗示

消费者食虫是现代的、冒险的和与众不同的 [67]；

克莱顿（Andrew Mark Creighton）对“模拟动物”

（simulated animal）的内涵进行扩充，并提出“模

拟环境界”（simulated umwelt），强调当前社

会中消费者对非人类动物的普遍影响力。通过

两个理论框架，安德鲁分析和批判了消费社会

中的着魔（enchantment）现象，揭露了非人类

动物在麦当劳化（McDonaldized）系统中真实的

主观体验，指出它们在这些环境中相对于自然

环境中的意义和体验的丧失 [68]。

五、结语：拓展、回归与人工智能的挑战

综上，2024 年传播符号学的理论深度和阐

释广度都有新进展，并表现为与语言学、文化

研究、社会学、国际政治等多学科融合的趋势。

传播符号学有更进一步打破传播学方法论的束

缚而成为打通从物质到智域的全领域传播过程

研究范式的潜力。从学理上看，对索绪尔手稿

中符号物质性事实的重新发现，以及将“本源

符号”作为一系列符号衍生起点的讨论，都反

映出学界“回到事物本身”的思考；这种回归，

也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符号遗产进一步的发掘上。

不过，在 2024 年诸多进展中，可能给传播

符号学带来根本变革的依然是，人工智能冲击

引发的理论再造问题。一方面，“AI 符号学”

是否能整体性地作为独立学科建立？另一方面 ,

人工智能时代引发的诸方面问题令许多理论需

要被再审视。在应用层面，基于人工智能座架

的新兴媒介形态和内容源源不断涌现出新的研

究话题和对象，无论是对传统文本的再媒介化，

还是对新媒介中的多模态符号互动的剖析，都

显示出如今的“文本”概念的扩容。这种灵活

且连续文本观一端激活了我们重新审视媒介中

不透明性、中介性的视角，另一端照亮了智能

媒介中的虚拟经验研究和过往稍显局促的情感

和记忆研究。

最后，2024 年传播符号学解决的问题不少，

但生发的问题似乎更多。例如，迫切需要回答

的便是当搭载 VR、AR 等一系列前沿技术的媒

介生态系统在提供沉浸式媒介体验的道路上越

走越远，未来当生成式人工智能、区块链或脑

机接口技术进一步成熟，媒介从模拟真实到超

越真实，再到进一步取消真实时，我们又将如

何处理所有社会要素都被纳入大数据与算法逻

辑后的意义和传播问题？

（责任编辑：李韵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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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aning Crisis in the Age of Digital and Intelligence Media and the Return of Classical 

Semiotics——The Global Frontiers of Communication Semiotics in 2024

Hu Yirong, Yin Jingwen，Li Wanting

Abstract: The communication semiotics worldwide presents new developments in multiple aspects in 2024, 
which can be summarized from two dimensions: the study of the meaning crisis in the shift towards digital 
intelligence integration, and the return of classical semiotics in the new context. These two dimensions are 
specifically highlighted in four aspects: firstly, the exploration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AI semiotics” 
directly triggered by the explos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second is the continuous excavation of the orient 



73

年度观察

“semiotic heri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showing a breadth 
and activity of theoretical resources that exceed those of the West. Thirdly, intelligent media technologies are 
deepening the research on the multimodal digital semiotic landscape. Fourthly, communication semiotics as 
a methodology is manifesting its explanatory power in public fields such as health, environment,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is series of situations demonstrates the universal theoretical vitality of semiotics of 
communication.
Keywords:  communication semiotics; AI semiotic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lassical studies;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Authors:  Hu Yir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chool of Publishing), Sichuan University; 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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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天涯社区是网络论坛时代较具影响力的中文在线社区之一，亦是为数不多的存续至今的大型网络论

坛。其在 2023 年 4 月关闭引发了持续的网友记忆，是考察媒介记忆和互联网历史的生动个案。本文采用

主题演化分析法，对 4629 条 / 篇 / 组记忆文本进行 LDA 主题模型分析发现，天涯社区记忆在网络空间的

书写具有偶发性。天涯社区的物理形态虽然关闭，但其社会生命可以在社会记忆的书写中绵延。不少网友

追忆天涯社区中的热门帖文、八卦文章和舆论交锋事件，且对网络文学的阅读经历尤其难忘。这表明，对

典型内容的记忆构成网络论坛记忆的主题，有别于对其他形态媒介的记忆。网友在比较中追忆天涯社区独

特的网络论坛模式，实则是怀念网络论坛所体现的中国早期互联网精神。在数字记忆空间中，多元记忆主

体进入天涯社区记忆的书写行列，提示我们思考数字时代媒介记忆的记忆者及记忆内容的生产等问题。本

文为研究网络论坛记忆和中国早期互联网提供了“切片”，亦是死亡媒介记忆研究的一个微观比较样本，

启发我们在媒介记忆研究与互联网历史研究的交汇点思考数字时代媒介记忆的激活。

关键词　天涯社区；媒介记忆；互联网历史；死亡媒介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吴世文，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湖北武汉 430072；

王嘉乐，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 430072

一、问题的提出

创办于 1999 年的天涯社区（https://bbs.tianya.cn）是中国代表性的网络

论坛之一，并因其在互联网新应用崛起的多轮冲击中持续生存而引起广泛关

注。不过，2023 年 4 月 25 日，网友发现天涯社区的官网无法打开。5 月 27

日，天涯社区官方账号在社交平台回应，此次是因资金问题导致暂时停摆①。

不过，截至 2024 年 12 月，天涯社区尚未恢复。虽然此前已传出过天涯社区

即将关停的消息，但及至其此次真正关停，不少网友还是觉得突然，并在微

博、微信等平台追忆天涯社区（如，“天涯关了，咫尺天涯，永不再见”②）。

这些散落于微博、网络日志、在线平台的天涯社区记忆，构成天涯社区关闭

网络论坛记忆的激活与书写：
基于天涯社区记忆的分析 1）

吴世文 王嘉乐

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时代主流文化生产和传播的规律研究”
（24&WZD20）。
① 天涯社区 . 青山不遮，天涯未远——关于天涯社区近期暂停访问服务等情况的公告 [EB/
OL].(2023-05-27)[2024-09-16]. https://weibo.com/2140585607/4906117031527253.
② 引自微博用户 @ 俺是太岁神的发表内容 [EB/OL]. (2023-04-24)[2024-08-31]. https://
weibo.com/5647517211/4894192155235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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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突发性事件激活的数字记忆，书写着短时

段的事件历史。

网友追忆消逝的互联网应用，是值得关注

的社会记忆和媒介记忆现象。对于天涯社区来

说，其在中国互联网发展历史中的独特位置使

其成为网友追忆的对象，也是值得研究的媒介

记忆案例。在早期发展中，天涯社区以其开放、

包容、充满人文关怀的特色，受到广大网友推崇。

截至 2019 年，天涯社区的注册用户超过 1.3 亿①。

随着互联网应用的迭代，中国网络论坛于 2010

年后开始衰落（2016 年网易论坛关闭、2017 年

搜狐论坛关闭等），而天涯社区却一直存续（其

内容产品几度调整、更迭），成为网络论坛的

象征（被网友称为“中国互联网的‘活化石’”②），

折射着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和演变。在此意义上，

天涯社区走过的 25 年，关联着网友、中国互联

网与时代，是一个丰富而复杂的“连接点”。

从媒介记忆的角度看，天涯社区是被追忆的媒

介（对象），也是社会记忆交汇的场所（“媒

介”）。因此，从数字媒介研究和互联网记忆、

互联网历史等角度看，此次网友对天涯社区的

追忆兼具媒介记忆的双重属性，值得关注。特

别是，网友对天涯社区的记忆，蕴藏着对天涯

社区发展演变的追忆、网友使用天涯社区的记

忆，以及对记忆主题的再度阐发，既是互联网

记忆研究的生动案例，也是考察数字时代个体

记忆、媒介记忆和社会记忆交融的典型个案。

本文关注网友在网络空间中对天涯社区记忆的

数字书写，聚焦如下问题：网友在天涯社区关

闭的时刻，如何追忆这一数字媒介？网友记忆

了怎样的天涯社区？透过网友的天涯社区记忆，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媒介记忆和互联网记忆？

二、文献综述

（一）记忆与媒介记忆

记忆研究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色，心理学、

社会学、人类学和新闻传播学等多个学科都关

注记忆问题。根据记忆主体和记忆内容的区隔，

记忆研究可划分出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媒介

记忆与社会记忆等具体研究范畴。其中，个体

在社会中进行回忆、识别和定位记忆，个体记忆

受到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的重构和制约 [1]。

媒介记忆研究既关注媒介对有关过去记忆

的建构及其记忆叙事，又关注对媒介的记忆（将

媒介作为记忆对象进行研究）[2]。其中，后一脉

络将媒介作为记忆对象进行研究 [3]。不同形态的

媒介与媒体从业者、媒介产品、媒介物等是研

究者关注的对象。例如，报纸 [4] 和电视 [5] 等媒

介形态、报人 [6] 和电视台长 [7] 等行业精英、旧

媒介与死亡的媒介（消逝的媒介）[8]，又由媒介

延伸至作为媒介物的四驱车 [9] 和卡带 [10] 等。对

媒介的记忆不仅揭示媒介与使用者的互动关系

和情感连接以及媒介与社会的相互嵌入，而且

书写甚至延续着媒介的社会生命 [11]。在“媒介

化社会”（Mediated World）深度发展的当下，

媒介记忆的不同面向常常被烙上媒介技术的某

些特征。本文在后一脉络中关注有关天涯社区

的记忆，同时结合记忆研究的中介化脉络，关

注数字时代的记忆在社交媒体上如何被书写、

保存、激活与再现。

数字技术的发展通过重塑记忆的内容和方

式、创造新的记忆主体与对象，建构着全新的

数字记忆生态。在数字时代，记忆资源逐渐从

实物的物理痕迹中抽离出来，被编译为易于生

产、贮存、流通与获取的高度集约的数据形态，

推动记忆形态的数字化转向 [12][13]。其结果是，

记忆规模的扩张与多元记忆主体的加入，记忆

和记忆实践已成为大脑、身体、文化和新兴技

术之间复杂互动的“接合”（Amalgamations）[14]。

既有研究发现，数字时代的记忆内容是数字技

术和媒介遴选、定制与规训的产物 [15]，因而记

忆成为过去的主动组织，而非简单再现。对此，

① 资料来源：天涯社区 . 天涯简介 [EB/OL].(2019-04-05)[2022-05-11]. http://www.tianya.cn/about/history/2011/06/02/166666.shtml.
②  思想漪 . 微博十年沉浮记 [EB/OL].(2019-08-20)[2022-05-11]. http://www.tianya.cn/about/history/2011/06/02/166666.shtml.

传播与社会



76

《新闻界》ISSN 1007-2438  2025 年第 1 期传播与社会

有论者认为，数字技术和网络媒介制造了碎片

化的记忆环境，普通人的记忆实践在一定程度

上打破了原有的集体记忆框架，呈现出民主化

的记忆叙事样貌 [16]。亦有论者担忧数字记忆生

成的人为性与流动性会引发新的记忆危机 [17]。

不同记忆主体如何透过记忆的生产与传播争夺、

协商多元的记忆叙事，记忆在动态演化的过程

中面临哪些挑战，是数字时代的记忆研究需要

回应的命题。

互联网的普及促进了广泛的数字记忆实践，

为记忆书写提供了较之大众媒介更为广阔的平

台。“记忆之场”的边界拓宽至网络百科条目 [18]、

社交媒体 [19] 等网络媒介。互联网时代，记忆实

践会随着“记忆事件”而同步开展 [20]。网络空

间的记忆调用、多方记忆的博弈与协商、当下

记忆与过往记忆的纠缠，有时将记忆作为工具

来支撑自我主张的结果 [21]，指向记忆背后的话

语权力问题。面对互联网建构的新记忆样态，

论者从媒介和记忆技术变迁的视角，探究记忆

主体的类型、记忆书写方式、记忆演化过程等

议题 [22][23]；亦有论者承继记忆研究的“社会 -

文化”传统 [24]，将记忆与记忆实践的演变置于

社会文化变迁的广阔领域，探讨记忆的活跃或

凝固、留存或删除（主动或被动的）、断裂或延

续问题及其后果 [25]，推动记忆研究向纵深发展。

（二）互联网记忆、天涯社区与互联网历史

互联网记忆研究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互

联网记忆是媒介记忆的形态之一，相关研究循

着互联网作为记忆媒介和有关互联网的记忆叙

事两种媒介记忆路径展开。研究者以微博、豆瓣、

百度贴吧等网络平台作为分析对象，考察互联

网记忆的结构、机理与演化。例如，席妍等探

讨微博对公众人物的网络悼念和集体记忆书写

实践 [26]，王润等考察新媒体空间中有关“恢复

高考”记忆的个体经验和公共记忆生成 [27]，等等。

由于记忆和历史的指涉很大程度上会相互重叠，

因而互联网记忆可以成为互联网历史的组成部

分。特别是，由于早期互联网历史的史料大多

未保存，保留下来的网站、社区、论坛等寥寥

无几 [28]，因此记忆研究成为研究早期互联网历

史的可行路径之一。

在 30 年的中国互联网发展过程中，有关互

联网的记忆叙事一直存在。从媒介发展的历史

看，媒介的诞生、修复和死亡既不新鲜也不令

人意外。不同的媒介以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

媒介承载着人类对自身、对事件和对客体的不

同记忆 [29]。对于消逝的互联网应用，不少研究

者从记忆或互联网考古角度开展研究 [30]，为理

解互联网社会史提供了替代性叙事。而当媒介

产品因网站关闭、技术更新、治理管制等“死亡”

时，其承载的记忆数据与社交关系也荡然无存，

由此激活个体或群体关于媒介产品及其生命史

的记忆 [31]。近年来，对具体网站、应用程序等

媒介物的记忆成为互联网记忆研究的新话题，

博客大巴 [32]、虾米音乐 [33]、西祠胡同 [34] 等进

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构成中国互联网历史书写

的独特个案。

鉴于天涯社区在网络论坛和中国互联网发

展中的独特位置，本研究聚焦天涯社区的媒介

记忆，探究在其关闭的这一特殊事件节点上网

友等记忆主体如何追忆。天涯社区创立于 1999

年 3 月 1 日①，曾凭借开放、包容且富有人文关

怀的风格，赢得海内外中文网民的推崇，2000

年被《电脑报》评为中国“最具人情味社区”②。

2008 年前后，处于发展全盛期的天涯社区每月

吸引超 2 亿用户参与③。进入 2010 年，天涯社

区历经十余年发展，构建起一个集多种交流方

式与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网络社交平台 [35]。不过，

也正是在 2010 年前后，随着微博、微信等社交

媒体的兴起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以 PC 端为主

的天涯社区的影响力开始衰减 [36]。但及至此次

正式关闭，天涯社区仍在不断尝试调整内容产

① 天涯社区 . 天涯简介 [EB/OL].(2019-04-05)[2022-05-11]. http://www.tianya.cn/about/history/2011/06/02/166666.shtml.
② 曾庆祝 . 虚拟的社区，真实的人生 [N]. 电脑报 , 2000(37).
③ 天涯社区 . 天涯简介 [EB/OL].(2019-04-05)[2022-05-11]. http://www.tianya.cn/about/history/2011/06/02/16666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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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和运营模式以延续“生命”。因此，天涯社

区见证着中国互联网变迁的历史，并因其参与

建构早期中国互联网的独特人文传统而引人关

注。有鉴于此，本研究以媒介记忆和互联网历

史为视角，聚焦天涯社区关闭这一热点时刻网

友对天涯社区的追忆及其折射的中国互联网变

迁，以期为理解天涯社区的历史及其社会意义

提供新的窗口。

三、研究设计

（一）资料收集

本文以 2023 年天涯社区官网无法访问以来

的网友记忆为考察对象，关注网友书写的天涯

社区记忆。由于天涯社区曾于 2023 年 4 月 1 日

发布公告称将进行技术升级和数据重构，会导

致此间平台无法访问，引起网友对天涯社区关

闭的讨论以及对天涯社区的悼念，因此，本文

选择 2023 年 4 月 1 日作为资料收集的起点。

资料收集过程如下：首先，先后于 2023 年

6 月 11 日 至 6 月 20 日、2024 年 8 月 16 日 至 8

月 31 日，借助 Python 爬虫工具，使用关键词“天

涯社区 / 天涯论坛”在新浪微博、豆瓣网、微信

公众号（三者存在较多的天涯社区记忆，并代

表着不同的资料来源）中爬取 2023 年 4 月 1 日

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 的 新 浪 微 博、 豆 瓣 小 组 讨

论及回复、豆瓣日记和微信公众号文章，共获

取新浪微博 13058 条、豆瓣用户日记 85 篇、豆

瓣小组讨论 143 条及评论 3700 条、微信公众号

文章 178 篇。接着，使用“记忆”“回忆”“追

忆”等作为关键词进行筛选，辅以人工清理以

删除非记忆类文本和重复文本。最后，保留记

忆天涯社区的微博 4463 条、豆瓣用户日记 53 篇、

豆瓣小组讨论及评论 56 组（每组包括主帖以及

对应的回帖）、微信公众号文章 57 篇，将其纳

入分析范畴。

（二）资料分析

为探究记忆主题，本文使用主题演化分析

法， 采 用 潜 在 狄 利 克 雷 分 布（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LDA）（有时译作隐含狄利克雷分

布或潜在狄利克雷分配）主题模型，挖掘文本的

语义主题和词汇，呈现词汇、主题和文本之间

的语义关联 [37]。通过文本预处理（使用 Python 

3.9 的 Jieba 中文分词工具包）、计算相似度并

确定主题数，通过调用 LDA 主题模型下困惑度

（Perplexity）评价方法，计算不同模型的困惑

度以确定最优主题数；选取 10 个潜在主题数（表

1， 图 1）， 实 现 LDA 主 题 抽 取（ 基 于 Python

语言的机器学习包 Gensim，构建“主题 - 词”

分布矩阵和“文档 - 主题”分布矩阵）等步骤，

进行资料分析。

本文根据“文档 - 主题”的概率分布结果，

获取每条 / 篇 / 组记忆文本对应的概率最高的子

主题。为进一步提炼记忆主题，本文通过阅读

每个记忆子主题下的关键词和典型记忆文本，

将 10 个记忆子主题聚类为三个主要的元主题（图

主题

序号
子主题 关键词 概率占比

1
文学阅读

经历

莲蓬鬼话、收藏、八卦、上网、猫扑、

娱乐八卦、版块、灵异、历史、天涯

杂谈、热闹、大神、聊天室、博客、

落幕

12.55%

2 青春印记

青春、注册、影响力、文字、世界、

人生、印记、少年、八卦、关天茶舍、

话题、没落、来源、精神家园、忠实

11.72%

3 使用场景

时代的眼泪、文学、小月月、事件、

BBS、信息、承载、粉丝、想法、可惜、

日记、故事、博客、写手、悬疑

10.98%

4 热门帖文

朱令、贴吧、社交、消息、情怀、后续、

预言、第一代、管理员、更新、下载、

经典、精彩、公众、去世

10.42%

5

天涯板块

和社交媒

体产品

QQ、校内网、聊天、贴吧、家园、娱乐、

发帖、年龄、第一次、榕树下、西祠

胡同、高楼、BBS、衰落、斑竹

10.41%

6 八卦文章

小说、复活、玩过、吃瓜、合作、大神、

阅读、时泪、作者、读者、短视频、

厕所、商业、风光、流量

9.70%

7 创作氛围

大神、鬼故事、BBS、莲蓬鬼话、精神、

文笔、版主、精华、创作者、爱看、

网上家园、保存、宝藏、高质量、当

年明月

9.37%

8
互联网产

品迭代

辉煌、一代人、未来、开启、日子、

失败、菜、印象、资本、卸载、转型、

反转、卧虎藏龙、古早、忘记

9.14%

9
舆论交锋

事件

周公子、娱乐八卦、易烨卿、聚集地、

乐子、荣光、考古、怀念、精华、水军、

久远、好看、知音、最爱、瓜田

8.81%

10 论坛模式

造谣、摸鱼、大佬、小组、启蒙、时尚、

武侠、刷、潜水、大战、落寞、付费、

巅峰、流动性、电脑

6.87%

表 1  天涯社区关闭的记忆子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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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月为单位统计不同最优主题数的记忆文

本数获得图 3，可以观测记忆主题随时间的变化。

结合记忆文本发现，第一波记忆潮出现在天涯

社区关闭事件爆发后（2023 年 4 月），

是突发事件激发的记忆，新闻消息与

网友讨论杂糅其中。第二波记忆潮出

现 于 2023 年 10 月， 娱 乐 明 星 事 件

与巴以冲突接连发生并引发网络热

议，前者与天涯社区“第一高楼”关

联①，后者涉及曾经的天涯社区网红

@ 鬼手天龙的评论②，由此将天涯社

区再度带回大众视野。第三波记忆潮

出 现 于 2024 年 2—3 月， 彼 时 正 值

春节假期与天涯社区成立 25 周年之

际，“# 天涯社区被申请破产审查 #”

和“# 天涯社区明起恢复业务 #”话

题相继登上微博热搜，再度掀起新一

波记忆。后文将对三类记忆的元主题

逐一分析。

四、帖文和事件是回忆天涯社区过往

的“渡口”

从 表 1 和 图 2 可 见， 由“ 热 门

帖文”“八卦文章”和“舆论交锋事

件”组成的“天涯社区的内容与互动

记忆”，在天涯社区关闭之初涌现（图

3）， 追 忆 天 涯 社 区 中 的 关 键 内 容 /

事件以及围绕它们展开的社区互动。

由“朱令”“贴吧”“社交”“消息”

等关键词构成的子主题 4，和由“小

说”“复活”“玩过”“吃瓜”等关

键词构成的子主题 6，说明天涯社区

关闭的特殊时刻激活了网友关于热门

帖文 / 事件的记忆。

分析记忆文本发现，朱令案③、天涯用户 @

kkkndme 对楼市的系列预测④、“感谢小月月这

样一个极品的朋友”系列帖文⑤以及经由微博讨

图 2 天涯社区关闭的记忆元主题分布占比及其对应子主题

① 引自微博用户 @kill-pleasure 的发表内容 [EB/OL]. (2023-10-09)[2024-08-30]. https://weibo.com/7759069214/Nn4v3cKH4.
② 引自微博用户 @ 大威 711M 的发表内容 [EB/OL]. (2023-10-08)[2024-08-30]. https://weibo.com/2202411943/NmXbguq9K.
③ 引自微博用户 @zero0o0oo 的发表内容 [EB/OL]. (2023-11-24)[2024-08-30]. https://weibo.com/5061501461/Nu69Y38Gg.
④ 引自微博用户 @ 摸鱼社长的发表内容 [EB/OL]. (2024-1-21)[2024-08-30]. https://weibo.com/1278945511/NCUkvyh5m.
⑤ 引自微博用户 @ 咖啡布偶猫的发表内容 [EB/OL]. (2023-12-30)[2024-08-30]. https://weibo.com/1320230954/ME4EGoM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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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天涯关闭的记忆子主题分布时间

论再次进入大众视野的“图书馆许愿 30 秒① ”

相关文章，被网友频繁忆及，建构起网友片段式

的“闪光灯记忆”（Flashbulb Memory） [38]。有

微博用户写道：

但“他手机有秘密有感情有爱人”这篇我

是更难受，我记得第一次读还是在天涯论坛，

那时候我还在上学，没啥刻骨铭心的感情经历。

但我读完太难受了，仿佛一个大锤子砸到我胸

口。我自我代入是女主角，像是经历了一次感

情背叛和抛弃，不仅如此，整个人被否定了②。

还记得当初是从国庆奇葩帖——小月月事

件发现这个论坛的，然后一发不可收拾，放学

后就开电脑看娱乐八卦、天涯杂谈、莲蓬鬼话，

追了各种神帖，打开新世界大门③  。

由此可见，帖文和事件是网友追忆天涯社

区的关键主题，映射着网络论坛生产帖子和事件

的独特性。在记忆中，网友使用“经典”“精彩”“神

帖”等关键词形容上述帖文或事件（事件亦以帖

文体现出来）。这些帖文在当时曾吸引大量网友

关注，是天涯社区中的热点传播现象。网络论

坛独有的在线创造力和可访问性为事件的发酵、

传 播 与 扩 散 创 设 了 独 特 的 异 议 空 间（Spaces of 

Dissent） [39]，

由此促成碎片

化 记 忆 的 出

现、 存 留 和 对

话。 经 由 媒 介

的 型 塑， 记 忆

者的个人回忆

与公共事件的

历史细节关联

起 来， 两 种 记

忆叙事共同生

成 了 生 动、 详

细、 令 人 自 信

的“ 闪 光 灯 记

忆”[40]。在这些记忆中，个人成为帖文和事件的

见证者，声称“我当时就在那里”[41]，记忆便在

多元表征中被反复擦亮。“神帖”是网络论坛时

代特有的文化现象，指的是观点或内容独特、新

奇、精彩（含有传神、神奇之意）的网络帖子，

往往会引发大量点击与跟帖（回复）。与“神帖”

相对应，网友把一些发布新奇观点或深刻内容的

网络论坛用户称为“大神”。有微博用户写道：

当初天涯论坛中，真的是精英论坛。“明月”

写帖写出了《明朝那些事》。“宁财神”写贴

写出了《武林外传》。“天下霸唱”写出了《鬼

吹灯》，拍出了《盗墓笔记》。黑客大神“菜霸”

盗了马化腾 QQ，入侵腾讯系统。还有微博营

销第一人杜子建，宏观经济大佬“kk”预测房

地产，自称 20% 富豪家庭的“大鹏金翅明王”

人性说……④

网友对“神帖”以及“大神”的追忆，实

则是对网络论坛平等交流、知识分享的文化氛围

和网络精神的怀念。正如有微博网友 @- 终于能

改名了 - 的感叹：

天涯之所以被后来人追捧为神的论坛，是

① 引自微博用户 @ 小松吃橘的发表内容 [EB/OL]. (2023-12-30)[2024-08-30]. https://weibo.com/5129167447/Nzu2ufTPk.
② 引自微博用户 @ 君君的旅行日记的发表内容 [EB/OL]. (2023-10-14)[2024-08-30]. https://weibo.com/6275217849/NnS2lm3gp.
③ 引自微博用户 @ 核桃花生差杯牛奶的发表内容 [EB/OL]. (2023-04-26)[2024-08-30]. https://weibo.com/2009737841/MDJAjr1wQ.
④ 引自微博用户 @ 小王斗罗的发表内容 [EB/OL].(2023-08-14)[2024-08-30]. https://weibo.com/6293298318/Nez4zu6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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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上面总有各种大神，总能用通俗易懂的大

白话，将一些事情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①。

天涯社区在创立之初是以知识阶层为主的

精英小众社区。受到上网资费、入网设备、网络

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天涯社区的早期用户多为我

国第一批使用电脑的精英人士，他们见证着精英

化的“中国古典互联网时代”。对早期天涯用户

而言，浏览天涯带来的新鲜体验和登高望远般的

感觉，尤其是被称为“高质量、高素质、有内涵、

讲道理、讲事实，不偏颇”②的讨论氛围，给网

友留下了深刻印象。及至今日，网友对这些帖文

内容的记忆转换成为公共记录和公共见证的记忆

实践 [42]。

“后续”“连载”等天涯社区记忆叙述中的

关键词，意味着网友借由数字空间的当下记忆书

写投入对热门帖文的追忆之中。例如，有网友在

天涯社区关闭之际提问，“希望能找到小白糖故

事后续”③。由此一来，网友对天涯社区中的帖文、

事件的数字记忆，打开了当下的连接和社交，既

以“重访”的方式唤醒过去，也以追问的社交方

式构造出过去和当下的交汇时刻。这些记忆书写

同样嵌入了对数据遗失、网络失联的懊悔、焦虑，

乃至对过往的伤感。

在本记忆主题下，“周公子”“易烨卿”“聚

集地”等关键词构成的子主题 9，再现了天涯社

区中知名的舆论交锋事件。在网友的记忆中，天

涯社区对不同的意见表达兼收并蓄，打造了“卧

虎藏龙”的网络江湖。正如天涯社区创始人刑明

所言，天涯社区具有很强的媒体属性。“当时很

多重大的社会新闻，天涯论坛都是重要的策源

地。”④对这些舆论交锋事件的追忆，夹杂着网

友对天涯社区的讨论氛围的怀念，微博网友 @

大米 201601 写道：

天涯论坛关闭了！毫不知情！虽然有些东

西随着时代终究要画上句号！！但看着现在的

各种社区、新闻、短视频下那些毫无节操的谩

骂、攻击，不求事实只讲得失，不禁怀念当年

天涯那些热烈的讨论氛围⑤！

总之，当“天涯已逝”成为话题，一些网友通

过在新媒体平台的相关话题下“打卡”⑥、“马克”

（“mark”的谐音，意为“标记”）⑦、“考古”⑧，

借助文本、图片和点赞、转发、评论等，回忆、

书写甚至“创造”关于天涯社区的共同记忆，而

帖文和事件构成网友回忆的“渡口”，既激活了

网友记忆，又是通往当下与社交的“转接之地”。

五、怀念在天涯社区的网络文学阅读经历

“个体使用经历与体验记忆”涵盖“文学

阅读经历”“青春印记”和“使用场景”三个子

主题（表 1 和图 2），主要涉及网友的天涯社区

使用记忆。网友通过自传式记忆，将自己的天涯

社区岁月追忆与怀旧嵌入个体的互联网实践和生

命历程之中。

在由“莲蓬鬼话”“收藏”“板块”“灵异”“热

闹”等关键词构成的“文学阅读经历”记忆子主

题 1 下，网友集中回忆了在天涯社区阅读文学作

品的经历和体验。“莲蓬鬼话”“煮酒论史”“舞

文弄墨”曾是天涯社区最负盛名的文学“热版”，

推动了网络文学的类型化（如盗墓文、历史文、

职场文以及直播帖）发展。相关的记忆文本追溯

了早期中文网络文学发展与天涯社区之间的关

系。“热闹”“大神”“牛人”等关键词勾勒出

① 引自微博用户 @- 终于能改名了 - 的发表内容 [EB/OL]. (2023-10-03)[2024-08-30]. https://weibo.com/2645843474/Nm3Q5vrVm.
② 引自微博用户@天地在我心AAAAA的发表内容[EB/OL]. (2023-11-28)[2024-08-30]. https://weibo.com/6888154074/NuBCm4LOH.
③ 引自微博用户 @ 修炼出一万颗舍利子的发表内容 [EB/OL]. (2024-03-02)[2024-08-30]. 
④ 引自微博用户 @xgxgjgcg 的发表内容 [EB/OL]. (2023-08-26)[2024-08-30]. https://weibo.com/5300156880/Ngm9m6qeK.
⑤ 引自微博用户 @ 大米 201601 的发表内容 [EB/OL]. (2023-04-26)[2024-08-30]. https://weibo.com/4894859997217580/MDNJZuhCG.
⑥ Fëanor. 是谁。。。比起未解之谜更喜欢看打假。。。[EB/OL].(2023-09-12)[2024-08-30]. https://www.douban.com/group/
topic/294827595/.
⑦ 引自微博用户 @ 启星点评的发表内容 [EB/OL]. (2023-04-27)[2024-08-30]. https://weibo.com/4895052835062930/MDSL1lf6b.
⑧ 引自微博用户 @ 九尾尾尾尾九的发表内容 [EB/OL]. (2023-04-30)[2024-08-30]. https://weibo.com/5028999379552950/OcapbE59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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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社区中笔尖流动、话语交锋和思想辩驳的

盛况。天涯社区曾涌现出如当年明月、天下霸唱、

南派三叔、孔二狗等知名网络作家，诞生了如

《明朝那些事儿》《鬼吹灯》《盗墓笔记》《东

北往事：黑道风云 20 年》等一批广受欢迎的网

络文学作品，见证了彼时中文互联网的网络文

学时代。有网友感叹道：“其时真是大咖云集，

思想火花碰撞，好不热闹。这真是有点像神仙

打架的情形了。”①

“ 收 藏”“ 灵 异”“ 历 史”“ 小 说” 等 关

键词再现了网友在天涯社区阅读网络文学的经

历。“日夜追看连载”② “断断续续追更”③成

为不少网友共同的阅读记忆。有网友回忆起“追

更”《未名花殇》的经历，盛赞作者“引经据

典的水平即使和名家相比也毫不逊色”，“极

大拉高了我网文欣赏的阈值”④。“催更”“追文”

等阅读行为形成了具有天涯社区特色的阅读文

化，亦形成网友独特的网络文化阅读记忆。

由“青春”“注册”“文字”“人生”“印记”

等关键词构成的“青春印记”记忆（子主题 2），

说明网友的天涯社区使用记忆嵌入了个体的生

命历程之中。对于一些早期网友而言，注册天

涯社区是他们的初次触网体验。有网友回忆道：

我第一次用“低烧”这个 ID，也是在天涯

社区注册的，那是 2003 年 5 月 7 日，再过两天，

马上就二十年了。⑤  

初次体验记忆构成了个人成长中关键的“新

鲜接触”（Fresh Contact） [43]。网友通过复现与

天涯社区相遇的时间、情境、情绪等细节，将

特定的媒介体验与特定的生命阶段勾连，聚焦天

涯社区的启智价值及其对个体生命历程的影响。

由此，天涯社区成为居于媒介与生命交汇处的

记忆符号，既标刻着网友媒介使用的变迁与生

命阶段的转折，又在记忆书写中呼应媒介发展

与个人经历。“当版主”被一些网友视作生命

历程中的重要事件，是记忆里“在论坛里呼风

唤雨”的自豪经历⑥  。还有一些网友将天涯社区

视作“70 后”“80 后”的精神家园。在“一代人”

的集体身份建构中，天涯社区重叠着独特的生

命时间，“代表的是一个时代，一个黄金岁月。

那是一段纯净的时光，只有一身的激情”⑦。

在由“时代的眼泪”（有时被简称为“时

泪”）“BBS”“承载”“想法”“日记”等关

键词构成的“使用场景”记忆子主题 3 下，网

友追忆使用天涯社区的过程，以及自己与天涯

社区之间的故事。作为中国互联网发展早期大

型综合性网络论坛之一，天涯社区的“论坛模式”

兼具早期互联网的知识分享属性和多元文化连

通属性，其在开拓视野、启蒙思想方面的价值

被网友反复追忆。“日记”“博客”等是天涯

社区的主要使用场景。网友将天涯社区当作自

己想法的记录簿。

每天下班骑车回到家，立刻打开电脑，发

帖、留言、回复，把以往只能埋头写到日记里

的话，发到论坛上与人交流⑧。

网友亦把天涯社区视作知识储备和获取的

平台，“泡”“逛”“刷”等使用方式常被提及。

“以前可喜欢天天‘泡’在天涯论坛里看那些‘神

奇’的帖子了。”⑨“大家白天各忙各的，晚上

休闲一两个小时到网上逛一逛。”⑩ 特别是，有

①  引自微博用户 @ 苦艾酒的见闻的发表内容 [EB/OL]. (2023-04-18)[2024-08-30]. https://weibo.com/4891931932889020/MCzzjc7zd.
②  引自微博用户 @ 会下笔的发表内容 [EB/OL]. (2023-09-30)[2024-08-30]. https://weibo.com/4951633291905900/NlFdv7ZOp.
③  引自微博用户 @_ 夜行十七 _ 的发表内容 [EB/OL]. (2024-05-10)[2024-08-30]. https://weibo.com/5032503706654260/OdDzkrV4R.
④  引自微博用户 @Horus-live 的发表内容 [EB/OL]. (2023-12-31)[2024-08-30]. https://weibo.com/4985075516579590/NzHczrBEw.
⑤  引自微博用户 @ 低烧眼镜的发表内容 [EB/OL]. (2023-05-05)[2023-06-09]. https://weibo.com/1869256732/MF8hMnQ7i.
⑥  引自微博用户 @ 日昇日落日復日的发表内容 [EB/OL]. (2023-05-06 )[2024-08-30]. https://weibo.com/4898316967741990/MFfFKwu2S.
⑦ 引自微博用户 @V- 里格儿楞的发表内容 [EB/OL]. (2023-04-28)[2023-06-09]. https://weibo.com/6788666409/ME2KuwueB.
⑧ 三 联 生 活 周 刊 . 天 涯 消 亡 史 :BBS 论 坛 版 主 往 事 [EB/OL].(2023-04-25)[2024-08-30]. https://mp.weixin.qq.com/s/4yzLitVy0_
UGDy0HGtS9-g.
⑨ 引自微博用户 @MXJ 小酒窝的发表内容 [EB/OL]. (2023-12-24)[2024-08-30]. https://weibo.com/4982478374175670/NyBDDhwhA.
⑩ 引自微博用户 @葉小歩的发表内容 [EB/OL]. (2024-02-28)[2024-08-30]. https://weibo.com/5006337715209940/O2ES7lR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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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称自己为“长年潜水的天涯 er”①。而“潜

水”“灌水”等源于网络论坛的独特口头语，

将天涯社区网友之间共享的使用记忆勾连起来。

网友将亲身使用天涯社区的体验，解构为闲逛、

泡网的往事，怀念在天涯社区中随性、恣意的

网络生活方式，潜藏在言语间的是他们重建彼

时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网络环境的渴望。

“手机”在记忆文本中高频复现。一方面

网友追溯了从电脑上网时代到智能手机上网时

代的网络设备更迭，而较早一批天涯网友见证

了天涯社区由网页版向移动版的转型失败。另

一方面，网友记忆呈现了不少用手机“刷天涯”

的经历，如微博网友 @ 叶直男分享道：“大概

15 年前，我刚刚有 wap 上网功能的手机（准确

说是同桌有我借用），我就开始关注这个社区了，

尤其是时政、人文相关。天涯是我了解世界的

第一个窗口。”②在这种记忆中，手机作为“代

际事物”建立起这些网友与早期上网者之间的

“代际边界”，区分着不同世代使用天涯社区

的场景记忆。

总之，网友追忆使用天涯社区的场景与网

络文学阅读体验，天涯社区在网友的使用记忆

中成为标记个体生命阶段的网络碑石，和青春

记忆交融在一起。在此意义上，数字媒介之于

个体的意义得以书写和彰显。

六、在媒介内容生态比较中叙写天涯社区历史

“互联网产品迭代与内容生态变迁记忆”

包含“天涯板块和社交媒体产品”“创作氛围”“互

联网产品迭代”和“论坛模式”四个记忆子主

题（表 1 和图 2），网友对天涯社区的记忆连接

起中文互联网的发展背景，关注互联网内容生

态的演变，描摹着承载人们网络生活的媒介记

忆与互联网记忆。

由“QQ”“校内网”“贴吧”“家园”等

关键词构成的“天涯板块与社交媒体产品”记

忆子主题 5，将天涯社区的板块和其他社交媒体

产品联系起来，追悼盛极一时的网络论坛时代。

如微博用户 @ 沐光的树回忆道：“当年的天涯，

是现在的‘知乎’，现在的天涯，成了时代的眼泪。

从纸刊到网络，从博客、天涯、西祀（笔者注：

应为“西祠”）胡同，到微博、公众号、直播、

短视频。当公众号成了古典自媒体，我看到很

多行业的衰退（整体而非个体）。”③

网友对天涯社区的记忆由个体的媒介体验

与生命阶段交织组成。随着媒介产品的交替，

用户会在不同内容平台之间迁徙、体验、比较、

定居。他们以亲身感知辨析不同平台的内容生

态并进行评价。反过来，媒介内容生态的变迁

为天涯社区记忆提供了时代框架，是历时性记

忆的内容。微博用户 @36 氪写道：“1999 年天

涯社区一经问世，就成了网民们的聚集地，同

时产出大批意见领袖和网红。彼时，百度贴吧、

新浪博客、QQ 空间、校内网等 BBS 社区都曾红

极一时。然而，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全面铺开，‘双

微’的崛起直接将 BBS 社区打到无还手之力。”④

在由“大神”“鬼故事”“文笔”等关键词构

成的“创作氛围”记忆子主题 7 下，网友通过

自己的阅读经历，追忆天涯社区中的文化创作

和文学阅读的良性互动。由“小组”“启蒙”“时

尚”“潜水”等关键词构成的“论坛模式”记

忆子主题 10，追忆了天涯社区独特的论坛架构，

功能多样、开放包容的板块成为网友“摸鱼的

好去处”⑤。上述三个主题的记忆书写从网友的

第一视角抽离，记忆主体涵盖专业媒体以及新

生代网民等非亲历者。

由“ 辉 煌”“ 一 代 人”“ 开 启”“ 转 型”

等关键词构成的“互联网产品迭代”记忆子主

① 加菲女友 . 10.17 湾区日记 越来越无聊的豆瓣 [EB/OL].(2023-10-18)[2024-08-30]. https://www.douban.com/note/855133044/?_
i=65971098n60xS_.
② 引自微博用户 @ 叶直男的发表内容 [EB/OL]. (2023-04-26)[2024-08-30]. https://weibo.com/4894807518089120/MDMnlxWlH.
③ 引自微博用户 @ 沐光的树的发表内容 [EB/OL]. (2023-06-28)[2024-08-30]. https://weibo.com/1222817494/N5h0h7MUf.
④ 引自微博用户 @36 氪的发表内容 [EB/OL]. (2023-12-22)[2024-08-30]. https://weibo.com/4981713959127350/NyhKHCirp.
⑤ 引自微博用户 @ 绿树下的蓝花的发表内容 [EB/OL]. (2023-04-26)[2024-08-30]. https://weibo.com/4894810009766100/MDMrmEY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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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8，透过追忆天涯社区创立、发展、繁盛、衰

落直至关闭的曲折过程，折射出中国互联网产

品的迭代与结构变迁。面对日新月异的互联网

市场，天涯社区并非坐以待毙，而是积极自救，

但收效甚微。网友回忆道：“2014—2016 年一

度做过短视频直播，但因为烧钱烧不动，2016

年就跟不上了。”① 天涯社区向付费阅读、短视

频直播、元宇宙（与 BlockCity 区块城市合作）

等多次转型均以失败告终，令网友唏嘘。记忆

书写者将天涯社区 20 多年间的沉浮娓娓道来，

再现了天涯社区创立之始、盛极一时和由盛转

衰的节点，以构建记忆书写的时间标尺，分别

对应着网友提及最多的 1999 年、2005 年、2010

年。对天涯社区没落原因的推测，是此类记忆

主题的重要内容。网民在梳理天涯社区演变的

同时也对天涯社区的没落溯源，将天涯社区的

衰落归因于时代变迁与更新乏力：“它的坠落

在 2010 年左右。彼时的中国互联网进入 2.0 时代，

以微博、微信为主的 SNS 以及私域社交进入大

众视野，它们快速取代了 BBS 论坛的位置。”②

在这些讲述中，个体的亲身经验与媒体形塑的天

涯印象、个人的生命故事与天涯社区的发展历程

交叠，编织着天涯社区记忆的“多面体”。

相 关 记 忆 将 天 涯 社 区 的 兴 衰， 书 写 为 中

国互联网产品迭代和内容生态变迁的缩影。网

友 @ 皮皮推回忆道：“BBS 最火的时候应该是

2000—2010 年左右，大概十年一个生命周期吧，

2010 年后社交平台兴起后，大部分都更喜欢用

微信公众号、微博等社交工具，如今已经 2023

年了，短视频兴起后，都抢占了很多社交平台

的用户，BBS 社区能存活这么久已经是一个奇

迹。”③如 @ 皮皮推所述，步入 2010 年代，天

涯社区包容的开放平台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互

联网商业化阶段“精耕细作”的发展方式，功

能细分化的社区平台相继崛起。例如，主攻二

次元群体的 B 站，主打知识社区的知乎，聚集

大批文艺青年的豆瓣……但值得注意的是，知

乎、豆瓣等垂类平台的功能定位几乎都可以窥

见天涯论坛的影子。“如同 BBS 作为技术节点

孕育了之后的互联网产品一样，彼时的天涯社

区，也生长出无数在这之后影响力巨大的大 V、

网红以及商业模式。”④

总之，网友和其他记忆主体的记忆串联起

天涯社区的历史，也折射出中国互联网产品迭

代与内容生态变迁。彼时的互联网带有精英气

质，但这种精英气质并非直接源自学历或收入，

而是来自刚刚接触互联网的第一代网民对待网

络发帖的严肃态度。人们对天涯社区的转折期

记忆串联起天涯社区的历史，折射出中国互联

网的转型，即精英化的内容生产逐步向大众化、

娱乐化的内容生产转变，长帖文字被短平快的

速读内容替代。在今昔反差之中，人们愈发怀

念平等、开放、包容的第一代互联网精神，因

而将天涯社区代表的网络平台作为追忆对象。

七、结论与讨论

天涯社区是值得中国互联网历史书写的“篇

章”。本文发现，天涯社区关闭事件成为网友书

写与传播天涯社区记忆的触发点，其关闭至今的

记忆和记忆实践呈现由沸腾到平静的鲜明轨迹，

并在特定网络事件或讨论的驱动下再度“加热”，

从而持续地生成有关天涯社区的记忆。在这天

涯社区关闭的热点时刻，网络平台涌现出大量

关于天涯社区的记忆文本。但这些文本大多受

到媒体和公共话语框架的牵引 [44]，主要是聚焦

天涯社区历史的回顾性叙述，夹杂着一些较为

宽泛的情感抒发，这是互联网记忆文本的共性。

从天涯记忆书写的过程看，这些记忆文本书写

具有显著的节点属性，网民的记忆往往与特定

事件紧密相连并受其驱动，形成“呼应式”的

① 引自微博用户 @ 财经网的发表内容 [EB/OL]. (2023-06-05)[2024-08-30]. https://weibo.com/1642088277/N3RszfqMt.
②  酷玩实验室 . 天涯死在 2023，是谁的错？ [EB/OL]. (2023-05-15)[2023-06-09]. https://mp.weixin.qq.com/s/FaNXXn5pAFptx4jkTIx8hg.
③ 引自微博用户 @ 皮皮推的发表内容 [EB/OL]. (2023-04-26)[2023-06-09]. https://weibo.com/2422151692/MDJzvd6Tj.
④ 引自微博用户 @ 浪味湾的发表内容 [EB/OL]. (2023-05-05)[2023-06-09]. https://weibo.com/3077189012/MDYJY7NT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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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记忆表达。网民于线上或线下空间与天涯社

区的偶遇（如无意间提及的曾经的天涯社区热门

话题、发现与天涯社区相关的旧书或旧物等），

都可能推动个体记忆的激活、再现，说明天涯社

区记忆书写具有偶发性。这表明，尽管天涯社区

的物理形态已然关闭，但其社会生命可以在个体

的记忆书写中绵延 [45]。

从有关天涯社区的记忆内容看，网友试图

在记忆中回忆天涯社区的过往并书写天涯社区

的历史，但这些内容并不突出。这说明，透过分

散的网友记忆来瞥见天涯社区的历史是困难的。

本文发现，网友在记忆中较多地追忆热门帖文、

八卦文章和舆论交锋事件，并且对网络文学的阅

读经历尤其难忘。这意味着，天涯社区中的典型

内容，即热门帖文、八卦文章、舆论事件和网络

文学（包括相关的网络文学作者）令网友印象深

刻，对典型内容的记忆构成网络论坛记忆的主

题。这说明，网络论坛所代表的文字内容生产乃

至优质内容生产模式，对当时的互联网用户以及

他们的网络论坛记忆和互联网记忆具有深远影

响，是研究网络论坛记忆和中国早期互联网需要

关注的方向。在此意义上，天涯社区关闭引发的

网友记忆，为研究网络论坛记忆提供了一个“切

片”和样本。而网友在比较中追忆天涯社区独特

的网络论坛模式，实则是怀念网络论坛所体现的

中国互联网早期的精神，这是研究早期中国互联

网的社会记忆时值得注意的问题。

从记忆主体层面看，追忆天涯社区的记忆

者并不仅仅是天涯社区的用户，一些从未使用过

天涯社区的年轻网友也会在公共平台中展开记

忆叙述，借由对天涯社区的怀想表达对早期中文

互联网的“想象式记忆”。这类记忆发生在记忆

主体的亲身经验之外，近乎兰兹伯格提出的“假

肢记忆”[46]，非亲历记忆者通过接触网络空间

有关天涯社区的资料以及亲历者的回忆而产生

“记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微信营销号是记

忆天涯社区的文章的作者，它们往往采用整合

新闻信息、网友回忆、天涯历史资料等方式“生

成”记忆文章，而且能在社交媒体平台获得可观

传播。此外，社交机器人也是潜在的天涯社区记

忆行动者。多元记忆主体生产的天涯社区记忆构

成有关天涯社区的数字记忆，它们纠集在一起，

难以区分，不少用户也未有意识地区分不同的记

忆主体，因此，本文在分析中未细致区分这些记

忆主体，而是统称为“网友记忆”。这是数字时

代媒介记忆的有趣现象。一方面，多元记忆主体

扩大了媒介记忆的生产，并且有利于媒介记忆的

扩散。也即是说，这可以放大集体记忆的共享，

带来共享记忆的扩大再生产与加速传播。另一方

面，它使得对媒介的记忆超越了人类主体和经

验而存在，更多的是一种模式化生产或再现（有

时甚至是自动化的生产与再现），而不是被激

活、被唤醒。而以整合的方式生产的记忆或自动

化的乃至智能化的方式，其内容中不仅有记忆，

而且杂糅着新闻、史料乃至迥异的情感问题，商

业利益诉求的问题等，容易被视为一种泛化的记

忆表达。这提示我们思考数字时代媒介记忆的记

忆者及记忆内容的生产问题，对媒介的记忆不

能变成无意义的、自动化的、重复的“产品”，

也不能变成“生意”。

在记忆天涯社区的过程中，共享相似天涯

社区经历的网友会确认彼此同为“一代人”的身

份，集中体现为一些网友将天涯社区视作 70 后、

80 后的记忆符号，从而形成关于天涯社区的世

代记忆区隔。不过，网友对天涯社区的记忆中不

乏带有个体生命印记的记忆符号，印证着数字时

代媒介记忆书写的个体化倾向 [47]。而通过网络

平台中的社交记忆或交流记忆，既有可能放大个

体记忆的可见性，也有可能形成关于网络论坛或

数字媒介的集体记忆。而不同世代的网民基于天

涯社区关闭的消息以参与话题的方式形成连接，

共同追忆天涯社区的过往，而不同时空的记忆

碎片在对话与互动中拼凑出关于天涯社区的“记

忆拼图”，展现了天涯社区作为互联网社会和文

化记忆典型案例的独特价值。媒介记忆是社会

文化、社会心态变迁等外部结构性力量的作用，

加之受众的自我想象过程等多因素建构、规制的

结果 [48]。天涯社区作为记忆对象的特殊性在于，

其诞生、发展、辉煌、衰落的过程，见证着中国

互联网由精英时代迈入全民时代，网友群体从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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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分子扩大至普通民众的重要时刻 [49]。在此意

义上，有关天涯社区的媒介记忆值得跟当时的社

会背景以及结构性因素关联起来进行阐述，进而

洞察媒介记忆的社会框架及其社会意义，这是后

续研究可以着力的议题。本文未对不同平台的天

涯社区记忆展开比较分析，后续研究可以聚焦于

此继续拓进。

还需要提到的是，网友追忆关闭的天涯社

区，实则是追忆死亡的数字媒介，也是书写天涯

社区历史的努力。媒体产品或网络应用的兴替叙

事不仅书写着媒介自身的生命史，还映射着互联

网的历史。“生死”的隐喻之所以越来越多地被

用于讲述媒介产品的兴衰 [50]，是因为它们可以

映射数字化时代人们对于技术、规制与社会关系

的想象。媒介的消逝或死亡可以激活用户的记

忆，这是媒介记忆研究的出发点之一。不过，对

于数字媒介来说，它们在物质性层面区别于传统

大众媒介，其死亡之后的“生命”（“存在”）

踪迹或痕迹何在，其史料如何保存，其历史如何

书写，既是关乎数字媒介生与死的问题，也是数

字媒介的社会记忆研究需要直面的问题。因此，

如何尽可能地收集、暂留和保留“失败的媒介”

或“死亡的媒介”及其相关史料，是媒介记忆研

究和媒介历史研究、互联网历史研究的交汇点 [51]。

当前，研究者关注死亡媒介记忆的现象，但相关

理论发展缓慢，这需要我们将媒介历史、互联网

历史和社会记忆的理论结合起来，发展关于死亡

媒介、媒介记忆和媒介历史的理论。

（责任编辑：李韵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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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ation and Inscription of Online Forum Memory: An Analysis with the Example of Tianya 

Community

Wu Shiwen, Wang Jiale 

Abstract: Tianya Community stands 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Chinese online communities from the era of 
internet forums, and it is also one of the few large network forums that have survived until now. The platform's 
closure in April 2023 has triggered a wave of nostalgia among netizens, making it a compelling case for examining 
media memory and internet memory. This paper employs thematic evolution analysis and utilizes LDA topic 
modeling on 4,629 memories texts.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inscription of memories in Tianya Community 
possesses contingency in cyberspace. Despite the cessation of the Community's physical existence, its social 
vitality persists and  “endures” through social memories committed to writing. Netizens mainly reminisce about 
popular posts, gossip articles, and public opinion clashes within Tianya Community, with particularly memorable 
experiences related to online literature. This suggests that memories of typical content form the themes of 
forum memory, distinguishing it from memories associated with other media forms. Additionally, netizens 
reflect on the unique forum model of Tianya Community in comparison to other platforms, which essentially 
embodies a nostalgia for the spirit of early Chinese internet culture represented by online forums. In the digital 
memory landscape, diverse memory subject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narrative of Tianya Community's memory, 
prompting us to consider the role of memory keepers in the digital age and the production of memory content. 
This paper provides a “slice” for the study of internet forum memory and the early Chinese Internet, serving as 
a micro-comparative sample for dead media memory research, inspiring further reflection on the activation and 
“enduration” of media memory in the digital age at the intersection of media memory research and Internet 
history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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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剖析库尔德利与赫普唯物现象学的理论脉络，本文发现唯物现象学在两个方面表现出难以调和

的矛盾：其一是社会建构论框架与媒介物质性之间的不兼容；其二是坚持人类主体性与承认物质能动性之

间的矛盾。而造成这两处矛盾的深层根源是库尔德利与赫普所秉持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与其试图兼顾媒介

物质性的目标之间的根本冲突。究竟是继续坚持人类主体性与能动性在社会世界中的优先地位，还是直面

媒介技术越来越凸显的物质能动性并给予它们工具论以外的地位？库尔德利与赫普的两难抉择折射出如今

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人类与技术物关系日益紧张的语境下继续坚守人类中心主义框架的艰难处境。

关键词　唯物现象学；库尔德利；人类中心主义；媒介物质性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方婕妤，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 210046

信 息 传 播 技 术 不 断 发 展 带 动 媒 介 的 物 质 性（materiality） 特 征 逐 渐 显

现并受到学术界关注。唯物现象学（materialist phenomenology）正是此背

景下由媒介社会学者库尔德利（Nick Couldry）与赫普（Andreas Hepp）在

《现实的中介化建构》一书中为研究深度媒介化社会而提出的一种分析方

法。目前已有文献对此概念进行剖析与评价。有学者从该书与伯格（Peter L. 

Berger）和卢克曼（Thomas Luckmann）之间的对话入手，比较了两代学者

在知识的来源与社会分配机制问题上所面对的现实差异，指出库尔德利和赫

普存在曲解伯格和卢克曼，缺少交代必要的社会哲学基础，没能考量数据和

算法对语言的替代作用等问题 [1]。亦有学者通过剖析唯物现象学的思想脉络，

发现两人的论述存在许多模糊之处，例如，未说明唯物现象学的运用方式使

其难以应用于具体研究，对文化唯物主义、型构理论、能动实在论之间内在

关联缺乏详细论证，对“物”的概念缺乏清晰解释，等等 [2]。

本文试图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接着说”唯物主义现象学之所以显得“问

题重重”和“模糊”，根本原因在于其内在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与试图兼顾

媒介物质性的目标之间的根本冲突。尽管库尔德利与赫普试图借助埃利亚斯

（Norbert Elias）的社会理论和巴拉德（Karen Barad）的能动实在论来将唯

物现象学建立在一种关系本体论之上，但也难以弥合这种冲突。库尔德利与

赫普的困境反映了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人类与技术物关系日益紧张的语境

下继续坚守人类中心主义框架的艰难处境。

人类中心主义与媒介物质性之间的抉择
——论唯物现象学的内在矛盾

方婕妤

博士生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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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唯物现象学的提出

库尔德利与赫普用“深度媒介化”概念来

指代现阶段媒介在社会中的发展程度，即社会

世界的性质和动态显著依赖于媒介及其基础设

施 [3]。对于社会而言，构成社会意识的要素和构

件是基于以技术为基础的中介化过程而形成的 [4]，

媒介及其基础设施在社会世界的建构中持续改

变着社会世界的动态和结构 [5]；对于社会中的行

动者而言，每个行动者的日常实践都与媒介及

其基础设施的运作深度“纠缠”在一起，日常

生活与媒介技术的相互依存程度越来越高。与

深度媒介化相伴的是媒介及其基础设施背后由

自动化数据采集和处理技术所生成的庞大数据

化过程。每一次媒介实践都伴随数据生成和数

据处理，这些数据和基于它的社会过程已成为

建构社会世界的基本组成部分 [6]。

深度媒介化和数据化使媒介和传播的物质

性逐渐显露出来。物质性不仅指设备本身的物

质性，而且指其底层的通信技术设施的物质性 [7]。

这种物质性造成的干扰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

就社会与物质的关系而言，社会世界的建构和

维系依靠各种技术基础设施而得以进行，社会

在本体论意义上与物质纠缠在一起；其二，就

人与物质的关系而言，行动者的日常实践围绕

各种技术基础设施而展开，各种技术基础设施

对行动者的行动带来赋能或限制，人与物质也

纠缠在一起。

最终带来的后果是媒介及其基础设施越来

越介入社会现实的建构过程，社会变得必须经

由媒介的中介化过程才得以建构。深度融入社

会的数据过程不仅生产社会知识（成为人们理

解现实世界的知识来源之一），而且媒介及其

基础设施强大的自动化能力和关于计算、排序

和分配的规则与价值导向有可能超出人类控制，

影响社会价值观与社会秩序。从长远来看，人

类将面临失去“社会知识应该建立在人如何解

释世界，而不是机器如何解释世界的基础上”

这一根基的风险 [8]。

这显然不再是伯格和卢克曼的知识社会学

所能解释的现象。伯格和卢克曼在《现实的社

会建构》一书中发出经典提问：“现实是如何

被建构出来的？”他们认为，人们通过常识性

的知识来感受现实，该现实是一个具有主观意

义的规整的世界，根植于人们的思想与行动并

依赖二者来保持真实性 [9]。常识性的知识既来自

“我”通过行动能改变的、“我”工作于其中的

周遭世界，又来自由主体间性构成的共同世界。

周遭世界的知识可以通过直接接触获得，共同

世界的知识则主要依靠面对面互动及由此派生

出来的其他社会互动生成，在此过程中我以“类

型化图式”和“匿名性”的方式感知他人。此外，

各种符号系统帮助人们表达此时此地的主观意

向，又将这些主观意向客体化，使其能够超越

此时此地。

从伯格和卢克曼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

把现实的社会建构建立在人的意义与行动的基

础上，尤其是面对面情境下的人际互动。库尔

德利与赫普意识到，在深度媒介化和数据化背

景下，人与人面对面交流在多数情况下都被媒

介及传播基础设施所中介，媒介的物质性已经

深深干预到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知识的生产

过程当中，而这些是伯格和卢克曼没能涉及的。

因此，有必要对“现实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

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关键是要把媒介物质性纳

入研究范畴。

于 是， 两 人 提 出 唯 物 现 象 学， 作 为 理 解

深度媒介化和数据化背景下社会现实建构问题

的方式。在两人集中阐述唯物现象学的两部文

献——《现实的中介化建构》和 2023 年论文《必

要的纠缠：思考“唯物现象学”在研究深度媒

介化和数据化中的作用》中——他们没有对唯物

现象学“是什么”下明确的定义，而是通过解

剖唯物现象学的不同理论来源，描述唯物现象

学视角下的媒介研究应该“怎么做”。

首 先， 唯 物 现 象 学 借 助 威 廉 斯（Raymond 

Williams）的文化唯物主义和西尔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的双重接合（double articulation）

理论建立了关于媒介的双元视角，即既关注作为

意义生产过程的媒介，又关注作为技术（包括

基础设施）的媒介 [10]，以此兼顾媒介的符号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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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物质属性。其次，唯物现象学以舒茨（Alfred 

Schütz）的现象学社会学和伯格、卢克曼的知识

社会学为基础理论，把核心问题锚定在社会建

构论路径中，即探讨深度媒介化时代社会现实

是如何经由媒介而建构的。媒介物质性的介入，

意味着唯物现象学不仅关注世界是如何被特定

社会行动者解释的，而且关注使这些交流和解

释发生的物质基础设施，将社会建构过程转化

为有关物质建构过程的具体分析。最后，唯物

现 象 学 把 埃 利 亚 斯 的“ 型 构”（figuration） 和

巴拉德的“纠缠”（entanglement）作为概念工具，

以动态、多元的视角考察媒介与各种行动在各

种层面上的相互依存关系。总结而言，唯物现

象学是库尔德利与赫普为理解深度媒介化背景

下媒介对社会造成的复杂影响而提出一种分析

方法或研究视角，它突出媒介物质性在建构社

会现实过程中的作用。

库尔德利与赫普通过“移植”相当多的理

论资源来使唯物现象学看起来“包罗万象”，

但唯物现象学的内涵似乎还是“云里雾里”，

不明晰究竟应该如何将唯物现象学应用到具体

研究中。亦如学者们所指出的，唯物现象学在“移

植”不同理论的过程中存在相当大的模糊性。

本文通过深入这些理论的机理，发现唯物现象

学在两个方面表现出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其一

是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vism）框架与媒

介物质性之间的不兼容；其二是坚持人类主体

性与承认物质能动性之间的矛盾。而造成这两

处矛盾的深层根源是库尔德利与赫普所秉持的

人类中心主义立场。

二、社会建构论框架与媒介物质性之间的不兼容

两人首先遭遇的困难是如何将物质性相关

内容纳入社会建构论的框架之中。伯格和卢克

曼的知识社会学及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共享了

一个前提理念，即社会世界的建构依赖人的解

释和理解。不论是伯格、卢克曼，还是舒茨，

都强调人类意义和语言及其他符号系统在建构

现实过程中的重要地位。那么，在他们的理论中，

物质在哪里呢？

舒茨以韦伯的“理解社会学”为基础，融

合米德和布鲁默、舍勒、柏格森等人的理论，

将胡塞尔现象学与社会学桥接起来，形成一种

与帕森斯社会系统论功能主义模型完全不同的

聚焦于人类行动与意义的社会理论。它的核心

要义在于：第一，强调意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

的核心地位，意义是个体行动者建构其日常生

活世界的基础；第二，主张人的能动性、反思性、

创造性；第三，主张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主体

间性的世界，社会秩序是人与人之间共享意义

和社会行动的产物；第四，依赖诠释学方法对行

动者的自身经验、具体情境、行为动机进行解释。

舒茨对物质的态度体现在其所持有的意识

与物质（或者用他的词“内部世界”与“外部

世界”）二分的视角中，没有突破笛卡尔以来

的主体 - 客体二元论。他一方面承认日常生活

世界的客观性，人类在客体中间运动 [11]，它们

构成人类行动的背景，同时也决定了所有情境

必须依据的框架和全部可能性范围；另一方面，

又主张日常生活世界是基于行动者生活经验和主

观意义建构的产物，本质上是一种意义结构 [12]。

伯格、卢克曼关于物质的论述就更少了，

他们在《现实的社会建构》中指出：“日常生

活现实看上去已然是客观化的，它的组成成分

是一系列在我出场之前就已存在的客体。”[13]

他们用一把匕首的例子说明，客体产品作为人

类共处世界的构成物，可以为不同的人所用，

用以传达使用者的主观意图，在这个层面上，

客体产品延展了使用者的主体过程，是使用者

主体性的一种客体化表现 [14]。

要 言 之， 舒 茨、 伯 格 和 卢 克 曼 都 以 主 体 -

客体二元论来理解物质。他们所谓的物质是客

观物，是充当人类行动背景的、惰性的、静态的、

被动的客体，是需要经由人类改造并赋予意义

才能进入意识世界的对象，是帮助延展主体主

观意图的工具。在他们的框架中，人与客观物

之间的关系是认知主体与等待被认知的对象之

间的关系，客观物没有主动参与认知过程的能力。

事实上，自舍勒、曼海姆、舒茨、伯格、

卢克曼一脉相承下来的社会建构论，其发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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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是基于反实在论。社会建构论认为，现实或

知识不是对客观实在的直接再现，而是社会成

员在特定的社会群体中进行交流和行动而形成

的关于世界的理解，受到前人经验、与其他社

会成员的互动、社会地位、制度、立场等社会

因素的影响。社会建构论者并不是否认客观实

在的存在，而是强调人对客观实在的理解才构

成所谓的“现实”，而这种理解可以是不同的

且多重的，在这个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

社会因素。因此，在舒茨、伯格、卢克曼的理

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清晰的排序：人类建构

的现实比客观实在重要。如舒茨所言，“实在”

不是由客体的本体论结构构成，而是由个体的

经验的意义所构成 [15]。客观实在，也就是客观物，

经由人类赋予意义才能进入意识世界。客观物

所体现出来的功能或作用，都是来自附着其上

的人类意义与社会因素。因此，库尔德利与赫

普所依傍的社会建构论来源——舒茨的现象学社

会学以及伯格和卢克曼的知识社会学——没有给

物质介入认知过程留下余地，更没有给物质能

动性提供空间。

但库尔德利与赫普是怎么描述媒介及其基

础设施的呢？他们表现出一种“拧巴”的矛盾感。

一方面，两人强调工具论，将媒介及其基础设

施所发挥的能力归咎于人类对它的使用。他们

认为，“从根本上说基础设施是人类活动的工具，

在最复杂层面运作，是普通人活动的‘黑匣子’

底层”[16]，媒介的作用在于提供超越此时此地

地进行活动的可能性，扩展人类能动性的影响

范围 [17]。另一方面，两人又极力描述媒介及其

基础设施在超越人类使用层面的影响。例如，

强调媒介在社会世界建构过程中持续（递归地）

发挥的改变社会世界动态和结构的作用 [18]；承

认媒介改变人类实践的参照点 [19]；认为媒介介

入社会世界主体间性构成过程之中，成为实现

主体间性特征的重要手段 [20]；强调每种媒介通

过它特有的物质性使人的交往实践制度化 [21]；

强调媒介及其基础设施对维持某些互型的存在、

塑造各种传播实践的作用 [22]；指出媒介及其基

础设施正在改变人们获取社会知识的方式 [23]；

强调黑匣子“同样在利用我们”，自动追踪人

类活动并将其类型化 [24]；认为自动化数据采集

和处理的基础设施通过生成新的社会空间、创

造新的时间序列、制造数据替身、生成集体、

影响社会治理与管控五种方式将数据转化为社

会实践的框架 [25]。

这些影响如何用工具论来解释？媒介提供

或限制其他事物能动作用的能力从何而来？黑

匣子维系互型、塑造传播实践的能力从何而来？

它们并不源自凝聚在媒介中的人类因素，而是

来自作为技术的媒介本身的能力。按照上述库

尔德利与赫普对媒介物质性的描述，媒介及其

基础设施不仅深刻介入了现实建构过程，而且

具有一定程度的物质能动性，但他们始终回避

物质能动性问题。

库尔德利与赫普对媒介及其基础设施的矛

盾描述体现了两人对待媒介物质能动性的纠结

态度，他们一方面不得不面对媒介物质性越来

越介入和干预人类实践、社会现实、社会秩序

的现实，另一方面又想要努力维护人类在技术

面前的主体性地位。舒茨、伯格和卢克曼所提

供的社会建构论框架本身采取的是主体 - 客体

视角来对待人类与物质，符合他们关于工具论层

面的描述，却不能适用于媒介物质能动性愈发凸

显的现实，不足以支撑他们关于媒介及其基础

设施超越工具论层面的描述。为此，他们尝试

在传播建构论（communicative constructivism）

中寻找助力，因为它在社会建构论的基础上增

加了对媒介及其基础设施物质性的关注。但最

终他们认为传播建构论只关注到了传播的中介

性，没有关注到传播的数据化给现实建构造成

的影响 [26]。因此，他们还是需要寻找能够兼容

物质性的新理论。

三、人类中心主义与物质能动性之间的冲突

媒介物质性不仅涉及人类与物质的关系，

还涉及社会与物质的关系。本文分别从这两个

层面剖析唯物现象学的内在立场。

（一）人与物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

在人与物质层面，首先，库尔德利与赫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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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现象学的人文主义立场，把人类意义置于

核心。他们的现象学资源主要是舒茨的现象学

社会学，他们完全继承了舒茨的人文主义。在

引入现象学时，他们宣称“完全站在现象学隐

含的人文主义者的立场之上”[27]，并且认为“尽

管数据和算法发挥着重要作用，人类意义和意

义建构问题仍然是社会建构分析的中心问题”，

深度媒介化时代的数据、技术、基础设施都是

由人类创造并赋予其意义 [28]。

库尔德利与赫普都认同社会世界是由人类

行动者的解释和理解而建立起来的结构 [29]。其

中隐含了两个特征：第一，强调社会世界的建

构依赖解释和理解，本质上是一种诠释学方法；

第二，强调人类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承认人

类及其制度在现实建构中的持续能动性。赫普

罗列了唯物现象学需要关注的不同类型的行动

者，包括个人行动者，作为组织、公司和国家

机构的法人行动者，以及作为社区或社会运动

的集体行动者 [30]。物质没有出现在行动者行列

中。从这些引述中，本文判断唯物现象学没有

承认物质具有能动性，它以人类意义为理解社

会世界的核心原则。

其 次， 他 们 坚 持“ 秩 序” 存 在 的 必 要 性

以及人类在建立秩序上的能动性，即人类在社

会世界占据主导地位。具体表现在他们反对拉

图 尔（Bruno Latour） 的 社 会 平 面 本 体 论（flat 

ontology） [31]。库尔德利在论文《恢复数据化时

代的批判性》[32] 中对这部分内容进行了扩展，

详细论述了他与以拉图尔为代表的平面本体论

之间的相左之处。关键在于两人对人类主体的

态度存在明显差异，库尔德利坚持人类主体性

的地位及社会世界中人类诉求的优先性，而行动

者网络理论（ANT）没有给予人类主体以特殊地位。

在库尔德利看来，ANT 的优势是加强了社

会科学研究对社会过程复杂性的把握，即把社

会解构成由人、行动和资源所构成的不同组合。

但是，一方面，ANT 没有在不同组合中给予人

类主体以特殊地位，甚至否认或贬低人类主体

的意向性和自反性； 另一方面，“社会秩序”

这个术语在 ANT 中是缺失的。社会秩序涉及什

么被视为社会知识、谁 / 什么能够生产社会知识、

怎样的社会价值观值得被追求等构成理解“社

会”概念的基本问题，这些基本问题应当以人

类美好生活为目标。而 ANT 没有捍卫人类自由

和美好生活的道德关怀，因而也无法应对当代

社会中高于特定组合层面的更大的秩序问题，

尤其是通过数据化过程建立的更大的社会秩序

以及相关的等级制度和排斥形式，以至于难以

回应数据化和深度媒介化社会中的多元化价值

和大规模权力问题。

最后，唯物现象学中的“materialist”继承

自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而威廉斯的文化唯

物主义暗含了坚持人类能动性和将技术置于历

史、文化、社会情境中进行考量的要求。

对各种传播技术，威廉斯的态度是，技术

是中性的且非人形式的（impersonal） [33]。技术

在整个传播过程中只承担传输功能，不影响传

播内容和传播源头。技术的介入甚至使得传播

过程减少了原本交流活动应该产生的人际关系

和人际互动。威廉斯在《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中

还尖锐地批评了麦克卢汉 [34]。威廉斯不同意对

技术作“非历史和非社会”的处理，他既“拒绝

认为技术有自己的生命、来自不受社会期望或政

治和经济利益影响的研究和开发过程的论点”，

也拒绝认为“技术本身可以决定社会反应”的

技术决定论观点 [35]。西尔弗斯通认为威廉斯的

观点源于对人类能动性有效性（the effectiveness 

of human agency）的基本信念，即我们有能力扰

乱、中断和分散原本冰冷的历史逻辑和技术的

一维性 [36]。

威廉斯的底色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

他的文化唯物主义是“一种在历史唯物主义语

境中强调文化与文学的物质生产之特殊性的理

论”[37]。他指出文化分析有必要恢复文化生产

背后完整的社会物质过程，因为文化生产过程

中涉及的各种因素始终是一个整体的、相互关

联的社会物质过程 [38]。因此，他所谈的“物质”

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旨在还原文化生产

所处的特定时空条件。他强调的是对特定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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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的分析，而不是赋予物质参与文化生产的

能动性。物质是使文化产品得以生产的社会存

在中的一部分，是文化生产的条件或环境。因

此他并不能接受把技术脱离历史情境的做法，

也难以接受技术具有能动性。

库尔德利与赫普继承威廉斯对待人类与技

术的态度则势必难以接受 ANT 对人类能动性和

主体地位的倾覆。加之来自舒茨、伯格和卢克

曼的社会建构论传统，更使得他们必须坚守人

类主体性和能动性。同时，对历史、文化、社

会情境的重视也势必使两人对将媒介进行去历

史化和去社会化处理的抽象理论不感兴趣，也

就难以接受新物质主义，以及媒介理论中缺乏

经验指导性的理论，也难以接受用线性因果关

系和单一逻辑解释媒介影响的理论。但是媒介

物质性发展的现实又确实需要能够体现媒介技

术影响力的理论来补充。因此能够保留人类主

体性、体现媒介物影响力，且能够置于一定情

境中进行使用的可供性理论成为他们能够接受

的极限。这或许是他们批评了众多理论却保留

了可供性的原因。

基于上述三点，本文判断库尔德利与赫普

在看待人与物关系上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立

场。在人与物的天平上，他们坚定地选择了人。

唯物现象学所使用的“物质”是一个以人为主

体视角，基于人类能动性，置于特定历史条件

之下，用以指代各种物质生产过程的概念。现

象学的人文主义和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共同

构成了唯物现象学中所谓“物质”的底色。该“物

质”与打破人与物界限、主张物质具有能动性

的新物质主义所说的“物质”完全不同。

（二）社会与物质：关系本体论的尝试

在社会本体论层面，他们提出一种将“媒

介与社会从根本上交织在一起” [39] 的观点：人

类共同生活的基础是相互依存的各种关系 [40]，

社会世界是通过相互依存而建构的，而在深度

媒介化阶段，相互依存的性质和动态依赖于媒

介内容与媒介基础设施 [41]。在《现实的中介化

建构》中，埃利亚斯的社会理论构成了这种关

系本体论的主要来源。

埃利亚斯用“型构”概念来表示由许多相

互依存的人组成的各种形态，进而将社会理解

为由不同型构组成的结构，如此一来，社会的

本质就是人的相互依存关系本身 [42]。这种“个体 -

型构 - 社会”的模型不仅具有动态性、变化性、

过程性，而且能够收缩与扩大，从个体层面到

更大规模的组织、机构、社会群体、国家层面

都在其指涉的范围内。库尔德利与赫普用埃利

亚斯的“型构”概念来理解社会世界与媒介相

交缠的复杂性，并将之拓展为“互型”和互型

的缩放问题。再者，埃利亚斯分析型构时关注

参与其中的个体们在相互关联的实践中意义创

造，以及型构中的权力关系。正是在这一点上，

库尔德利与赫普认为“型构”概念比“网络”或“装

置”概念更优越 [43]，符合他们关注人类意义与

社会秩序的要求。

问题是，型构中有物质的存在吗？首先，

埃利亚斯对型构的定义和举例都是在人类范围

内。他认为人们是相互依赖的，他们的行动和

经验相互啮合所以他们形成了一个型构 [44]。型

构中的权力产生于人际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关

系的构成要素和结构性特征 [45]。我依赖他人甚

于他人依赖我，他人就对我拥有权力 [46]。型构

中的秩序不在个体之上或个体之外，而是个体

不断结合、交互交织的结果 [47]。在《什么是社

会学》中，埃利亚斯用不同层级的人类游戏模

型来解释不同类型的型构。在《文明的进程》中，

他以型构为出发点分析国家形成的过程，其分

析对象都属于人的活动。其次，埃利亚斯的整

个社会理论都是建立在对人的研究之上的。他

曾区分自然科学的对象与社会科学的对象，他

认为社会科学关心的是“人之间的联系”，因

此社会科学的对象既是“对象”还是“主体”[48]。

他提出型构概念的最大意图即破除传统社会理

论中“封闭的人”假设，转向一种“开放的人”

假设。他反对用“内部”“外部”或容器来形容人，

他认为根本就没有什么内核与外壳，情感、思维、

本能行为、受控制行为都是人的活动 [49]。因此，

埃利亚斯的社会理论是研究人及人的活动的理

论，物质并没有在其中获得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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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德利与赫普想要把媒介基础设施加入

型构概念就势必要说明媒介基础设施在互型中的

角色。他们一方面明确区分了行动者群组（人）、

客观存在的对象、技术三类，媒介被归为技术一

类，且认为行动者群组比对象和技术重要 [50]；

另一方面又表示，互型的基础是全部可用的对象

和媒介技术的特定组合，“互型经常利用和通过

媒介涉及共同做某些事情的方式”，没有对象和

技术就无法理解互型实践 [51]。媒介物质性不仅

提供了更多维持互型的机会，而且塑造了各种传

播实践 [52]。一言以蔽之，媒介物质性是互型的

基础，但没有人重要。这再次反映了人类主体性

和媒介工具论视角。至于媒介物质性持续地维系

某些互型、塑造人们实践的能动性来源，两人没

有解释。

或 许 是 意 识 到 型 构 概 念 并 不 足 以 容 纳 媒

介物质性，后来，库尔德利与赫普征用了巴拉

德的“纠缠”概念。巴拉德用量子物理学中的

“纠缠”概念作为隐喻来表示能动者（agency）

之 间 的 状 态。 她 提 出 衍 射 方 法 论（a diffractive 

methodology） 和“ 内 在 行 动”（intra-action）

这两个关键要素。衍射方法论尊重观念和物质的

纠缠，不会预先假设一组二元思维（例如主体 -

客体），而是对所有这些二元现象的边界进行谱

系分析，以此来阐明不同的纠缠是如何产生的 [53]。

“内在行动”指的是纠缠在一起的能动者们的相

互构成 [54]。“内在行动”不同于“相互作用”，

后者假设在相互作用之前存在单独的能动者，而

“内在行动”意味着能动者并不先在于它们的“内

在行动”，而是通过它们的“内在行动”才出现 [55]。

巴拉德用“内在行动”概念重塑了关系性和活力

（生命力 / 动力 / 能动性）的本质 [56]，正是内在

行动过程中，能动者才表现出能动性。巴拉德将

物质理解为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关系纠缠，而不

是事物的属性 [57]。

也就是说，巴拉德提供了一种突破二元思

维乃至所有固定边界的本体论路径。这种本体论

意味着抛弃所有“具有独立确定的边界和属性的

对象”，新的本体单元是一种处在不断相互构成

的关系中、没有固定属性的现象（phenomena）[58]。

库尔德利与赫普从巴拉德的论述中看到了

她试图消除实在论与社会建构论之间的矛盾、超

越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并从一开始就将观

点指向关系 [59]。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认为巴

拉德的“纠缠”概念能够帮助唯物现象学兼顾媒

介的物质性与意义维度。在“纠缠”概念下，媒

介的物质性和意义维度不是简单叠加，而是在它

们的关系中把握两者，他们认为这有助于解释数

字媒介及其基础设施的物质性是如何与人类创

造意义的实践紧密交织在一起的 [60]。他们举了

两个例子：从纠缠视角解读数据殖民主义，那就

是人类生活与资本权力的纠缠；从纠缠角度解读

交流型人工智能（communicative AI），那就是

通信技术与个人乃至集体实践的纠缠。纠缠概念

对异质性的包容确实能帮助唯物现象学接纳物质

性，它比型构更开放、多元。

但是，巴拉德的能动实在论之所以自洽，

是因为她没有采取工具论视角看待物质，没有用

主体 - 客体二元模式来理解“人 - 物”关系，

也没有强调人的能动性优先于物质的能动性。她

明确指出自己是后人类主义立场 [61]，拒绝给予

人类能动性特殊观照，甚至直言玻尔残余的人类

中心主义立场给量子物理学部分领域后来的发展

带来了困难 [62]。巴拉德试图打破所有既定边界，

库尔德利与赫普的工具论、人类主体视角，及其

区分人、对象和技术的做法，认为人比对象和技

术重要的观念都违背了巴拉德的原则。如果不能

摒弃人类中心主义，那么他们在根本立场上就与

巴拉德相冲突。

再者，按照巴拉德的理论，物质在特定的

内在行动中能够表现出能动性，而库尔德利与赫

普对待物质能动性的态度模棱两可。他们认为纠

缠概念之所以与唯物现象学的立场吻合，是因为

这两种方法都在探索同一种社会和经济秩序，这

种秩序就是当媒介技术和机构的动态（dynamics）

融入了社会生活的构成要素本身时出现的秩序 [63]。

他们指出各种交流型人工智能系统与人类实践的

纠缠在两个层面上进行 [64]：其一，在个人层面

上，这些系统的能动性（agency）只在一个人的

行为中展开，如向 Siri 提问。这时机器不是“自己”

博士生新论



94

在交流，而是在人类实践设定的框架内进行交

流。其二，在集体层面上，这些系统的回答是

基于由人类生成的庞大在线数据库。从这些表

述可以看出，库尔德利与赫普虽然用动态和能

动性这些术语来描述媒介，但似乎还是难以割

舍人类在人与机器关系中的主导性地位，尽管

机器的能动性已经融入社会生活的构成要素。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物质的能动性在不

断提升。如今人工智能在诸多领域正在逐渐超

越人类的能动性和行动极限，尤其是在科学知

识生产领域，其预测结果的能力、准确性和速

度都超越人类。不同的人工智能模型已经应用

于天气预测、临床医疗诊断、材料合成预测等

工作中。在这些工作中，人工智能不仅仅是人

类的研究工具，其本身也正在取代人类成为生

产知识的主体之一。人与机器在应用场景中的

主导性是不确定的。

倘若库尔德利与赫普不愿意放弃人类中心

主义的前提，就始终无法说清楚物质在关系本

体论中到底承担着怎样的角色。倘若仍然将机

器的行动置于人类实践框架下来理解，那么他

们所分析的“纠缠”仍然具有工具论色彩，与

巴拉德的本体论相去甚远。

最后，后人类主义立场和本体论观点反映

出巴拉德与埃利亚斯截然不同的理论立场，库

尔德利与赫普从“型构”到“纠缠”的跳跃是

否合适亦值得商榷。埃利亚斯聚焦在人和人的

活动上，他的型构概念讲的是人与人连接起来

的方式，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

巴拉德则明确拒绝所有既定的边界，用内在行动

取代相互作用，且认为人类实践并不是世界上唯

一重要的实践 [65]。她的纠缠概念不是指任何一

种古老的联系（connection）、交织（interweaving）

或 缠 网（enmeshment） [66]， 而 是 代 表 了 本 体 论

上持续的动态的不断相互构成性。如此相异的

两个概念先后被作为唯物现象学的核心概念，

反映出库尔德利与赫普在对待媒介物质性与人

类关系上摇摆不定的态度。正是他们的摇摆不

定，造成了唯物现象学内里混乱的理论组成。

库尔德利与赫普试图用型构和纠缠作为核

心概念建立起来的关系本体论如果只是想要强

调“关系”（媒介与社会的相互依存关系 / 异质

性元素之间的纠缠关系），而不解决两个概念

本身的立场矛盾，那么这种关系本体论很难做

到内在统一。

四、结语

唯物现象学的提出体现了库尔德利与赫普

面对媒介变化尝试在原有研究路径基础上接纳

媒介物质性的努力。结果他们却遭遇到如何调

和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与媒介物质主义的两难问

题，究竟是继续坚持人类主体性与能动性在社

会世界中的优先地位，还是直面媒介技术越来

越凸显的物质能动性并给予它们工具论以外的

地位？在这场艰难抉择中，两人最终还是选择

了用一种折中的方式保全两者：一方面以现象

学的人文主义和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为底色，

把人与物质的关系限定在以人为主导的模式之

下，另一方面用埃利亚斯和巴拉德的理论将社

会解构为相互依存的各种关系，把人、媒介、

社会的关系放置在一个具有多元性、动态性、

过程性的本体论中。这样似乎既坚守了人类在

社会世界中的主体地位，又给予了媒介技术施

展物质能动性一定的空间。只是理论之间的接

合仍然存在问题，尤其是“纠缠”概念的后人

类主义立场与其他理论之间的冲突。

库尔德利与赫普的困境折射出如今信息传

播技术日益强大的背景下人类中心主义正在面

临的危机。以往社会现实与社会秩序依靠人的

意义与行动来建构并维系，如今这部分工作部

分让渡给了机器体系，导致人类一方面借助机

器体系组织和管理社会以获得便利，另一方面

又因机器体系的过度参与而主体性受到威胁。

关键的问题是，在强大的机器体系面前，人类

应该怎么办？一种极端态度是彻底承认物质的

宰制性，另一种则是不承认物质的宰制性。前

者过度夸张了物体系的自主性，后者牢牢坚守

人类中心主义。库尔德利与赫普就站在这座天

平上，他们想要调和这两种极端，并为此调用

了许多理论。只是他们的调和并不成功，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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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目前来看仍然存在许多矛盾。

库尔德利与赫普的选择与他们所秉持的媒

介伦理观息息相关。他们始终把人类的美好生

活作为自己从事媒介社会学的道德关怀 [67]，库

尔德利在《媒介、社会与世界： 社会理论与数

字媒介实践》中把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作为自己

伦理观的基础，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强调的就是

在人生境遇中过程美好的生活 [68][69]，因此他始

终在追问人类如何与媒介共生以过上美好生活。

这 个 问 题 在 他 的 编 著《 媒 介 伦 理》（Ethics of 

Media ）中再一次提及 [70]。赫普在著作《深度媒

介化》中亦用最后一章来讨论“深度媒介化与美

好生活”[71]。他们都将人类的美好生活作为自

己从事媒介社会学研究的终极关怀，正因如此，

他们难以割舍人类作为社会生活主导者的角色。

如今，技术物确实在金融、医疗、交通、

科学研究、安全监控等很多领域正逐渐超越和

取代人类，它们比人类具有更强的数据搜集、

计算、分析、预测能力，甚至在学习和创作方

面不逊色于人类。继续用工具论和人类中心主

义来理解技术物已经不足以支撑现在人工智能

的发展状况，人类中心主义框架正在面临失去

解释当今社会现实有效性的危险。想要理解今

天人类与技术物之间的关系势必要在人类中心

主义框架上撕开一道缺口 [72]。对人类中心主义

的坚持意味着库尔德利与赫普在迈向物质主义

的道路上不会很彻底，他们始终在“人”与“物”

之间徘徊，试图兼顾技术物的能动性又无法彻

底走向物质主义。

本文并非否定库尔德利与赫普对人类中心

主义的选择，而是想要将这道抉择难题抛给读

者。在人工智能持续发展的今天，我们应当如

何思考人类与技术物之间的关系？这不仅是库

尔德利与赫普面对的问题，亦是所有秉持或隐

含人类中心主义框架的学者需要面对的问题。

（责任编辑：徐秋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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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oice Between Anthropocentrism and Media Materiality: On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 

of Materialist Phenomenology

Fang Jieyu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theoretical sources of materialist phenomenology, this paper finds out that materialist 
phenomenology exhibits irreconcilable contradictions in two aspects: one is the incompatibility between social 
constructionism and media materiality; the other i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insisting on human subjectivity and 
recognizing the material agency. The deep-seated root of these two contradictions is the fundamental conflict 
between the anthropocentric stance held by Couldry and Hepp and their goal of considering the materiality of 
media. Should they continue to insist on the priority of human subjectivity and agency in the social world, or face 
th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material agency of media and give them a status beyond instrumentalism? Couldry and 
Hepp's dilemma reflects the difficulty of adhering to the anthropocentric framework in the context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increasingly tens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technologies.
Keywords: materialist phenomenology; Nick Couldry; anthropocentrism; media materiality
Author: Fang Jieyu,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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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wo Integration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of 

Journalism

Wang Runze, Sun Fan

Abstract：As a discipline that plays a supportive role in the system of philosoph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onstruction of journalism's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must deeply understand 
and implement the “two combinations”. The “two combinations”in the field of journalism are the combination of 
journalism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with the concrete practice of journalism in modern China and with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reflecting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that the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of journalism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is rooted in the concrete reality of China and in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To build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of journalism,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Marxism before exploring the rich connot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journalism practice and the conceptual 
and problematic system of journalism based on journalism practice under th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 of “two 
combinations”.
Key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two integrations;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journ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uthors: Wang Runz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un Fa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